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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首小情歌，而在離開的時候，我希望用天天晴朗作為留給四年裡碩士生活的

最後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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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古早味早餐店擠滿學生的豆漿和蛋餅，麥側旁邊永遠擁擠卻有序的斑馬線，711

裡的飯糰豆漿和茶葉蛋，打印店時不時當機的電腦和臭臉的阿姨，總圖窗戶外的

晚霞和貓空纜車，聖誕市集與新年市集的金包銀和鹹酥雞。而這些風景裡，我最

珍惜的是有你們的陪伴，賽男姐、頤姍、蔓婷與金枝在我學位考試的鼎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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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的生日，靜雯、小豪、舒怡一直以來地支持與陪伴，正華老師與梅芳老師細

心地幫忙，以及願意接受我碩士論文訪談的所有受訪者。

我喜歡的小島，它擁有的善意是細碎卻溶於生活的暖意：

是蘇蘅老師在研究方法課前的早餐與課後的披薩和炸雞；是式文老師最後在

郵件上寫你吃冰淇淋的樣子真的很可愛；是瓊文老師抱著 37周的肚子說，這張

圖片太血腥，妹妹在害怕；是威崴老師在每次通話時都會輕輕地詢問你現在方便

接電話嗎；是俊銘老師第一次當老師的認真與細心；是翠娟老師用心安排三校聯

合的每週工作坊；是裕棻女神在很久之後還能叫出我的名字；是昌德男神在得知

我的生日後在課間特地跑去買泡芙給我慶生；是秀鳳老師和耀德老師一直關心著

我學習的每一步；是祝帥老師與雪芳老師在我迷茫時的指點；是我的口試委員元

輝老師與宇君老師對待學術的專業與嚴謹。

而我最要感謝的人是導師林怡潔老師，以及和我一個星座的方念萱老師，我

不知道要如何形容我有多愛她們。應該這麼說，你有想過自己未來會成為什麼人

嗎？我有，因為她們就是我想長成的樣子。沒想過，但是真實，此生有幸與賢者

共行一段，不僅在學術上更在生活裡，一些改變就這樣美好地發生在我的身上。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很幸福也很幸運我有托底的父母，讓我有勇氣也有毅

力不斷地挑戰自己，成就自己。是他們尊重我的選擇，支持我的決定，才讓我有

了機會與基礎完成碩士階段的學習。

碩士論文起始於 2020年立春，止於 2021年立夏。那一天武漢封城，這一天

台灣啟動三級防疫警戒，我們被突發衛生公共事件裹挾著向前，而我的碩士論文

研究選題也被人類歷史上的重大災難事件改變了方向。我常在想，傳播專業的學

生於社會而言的責任在哪裡，完成碩士論文的時候，我或許明白一二。如研究觀

察，事實查核從一個概念落在不同的地域，生長出不同的樣貌，在巨大的的輿論

場裡，我們在驗證、校對、細分概念、尋找真相，最終去建立批判意識，並且帶

著這樣的意識，在紛繁嘈雜的輿論環境中，去嘗試維持輿論秩序與安撫民眾心理。

研究之路漫漫，而我將繼續走下，因為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

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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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雖然全球新聞媒體密切關注新冠肺炎並加以報導，然

而，新冠肺炎相關的「不實訊息」仍在各種媒體上不斷流竄，造成社會成員之間

的恐慌與不信任，甚至影響防疫行為。

因此，本文欲針對中國大陸在新冠疫情肺炎發生後，設立事實查核網絡專區

的假新聞文本進行分析，更深入地探索不同時期的假新聞主題、形式、圖文的特

徵。並分析查核文本如何拆解假新聞，使用何種查核來源以及查核新聞的敘事特

徵。同時，從事實查核人員的角度出發，探究在事實查核中的方法與挑戰，以幫

助事實查核機構打擊不實訊息。

本研究以 2020年 1月至 7月中國大陸事實查核平台「騰訊較真」對於新冠

肺炎相關查核文本為例，以內容分析法深入探討在疫情發展不同時期的假新聞特

徵，並分析查核文本的訊息來源以及拆解假新聞之策略與論述結構。其次，根據

HOI三層級對中國大陸事實查核相關人員進行訪談，探討目前事實查核人員的查

核流程。最後，總結出中國大陸事實查核面臨的挑戰以及提出方法與建議。

研究發現，假新聞主題趨勢變化與疫情發展情況相吻合。新聞陳述方式以敘

事型最多，其次是推論型，新聞報道型及清單型；在所述對象中，以事件為最常

見，其次是某種食品╱藥品╱物品。大部分假新聞缺乏科學佐證，較多訊息來源

為個體網民透過社群媒體傳播。查核平台對類型結果認定為謠言類為最多，其中

也有捏造、誤傳或不實資訊，亦有偽科學。

依循 HOI 模型的三個層級，就個人層面而言，查核記者的角色認知是黨政

的喉舌，擔任反應輿論引導輿論的責任。從常規層面來看，在對訊息來源的可信

度驗證上，目前主要是通過當地線人與記者聯通群，依靠數字技術手段的方式暫

未形成有效地驗證體系。在判斷訊息來源的可信度上，記者主要遵循「權威性原

則」、「屬地原則」、「科學性原則」以及「常識性原則」四項基本原則。而在

組織層面，媒體機構受到編輯政策與組織文化的高度影響，查核新聞配合著重大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議程設置，以達到媒體機構維持輿論穩定的責任。組織文化

雖受到編輯政策的影響，但是卻為記者在查核不同議題時提供可彈性的報導空間。

根據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建議未來中國因應突發衛生公共事件及相關假新聞時

之相關作為。

關鍵字：事實查核、假新聞、健康傳播、影響層次模型、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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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discovery of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in Wuhan, China at the end

of 2019, it has rapidly evolved into a severe pandemic spreading around the world

within only a few months due to frequent global contact, which has tested the risk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of global governments. Epidemic prevention is not

just about preventing the virus and quarantining the patients. It also requires good risk

communication so that the public can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and share correct

inform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fake news texts in the Fact Checking

Network area set up after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mainland China,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theme, form and graphic features of fake news in different periods. It also

analyzes how the check text deconstructs the fake news, what kind of check source is

used and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eck news. And explore fact-checking

methods and challenges from a fact-checker's perspective to help fact-checking

agencies combat fake news.

This study takes the fact-checking texts related to COVID-19 from "Tencent's

fact-checking platform" of China from January to July 2020 as examples and uses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features of fake news,and the sources, strategies

and structure of the verification texts. The study also uses qualitative method to

analyze how journalists in mainland China conduct fact checking.

Based on the results from the empirical analysis.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topical trend of fake new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ndemic. The

most common style of misinformation is narrative, followed by followed by inference,

news report and checklist. As for the subjects, events are the most common, followed

by a certain food/drug/article. Most of the fake news lacks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most of the sources are individual netizens and spread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

verification platform identified the most types of results as rumors, including the

fabricated, misinformation or disinformation, and pseudo-science.

According to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HOI model, from the personal level, the

journalist's role perception is the gatekeeper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tak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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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of reflecting public opinion and guiding public opinion. From the

conventional level, the credibility ver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sources is mainly

through the connection group of local informants and journalists, and the digital

technology method has not yet formed an effective verification system. Journalists

mainly follow four basic principles: "authority principle", "territoriality principle",

"scientific principle" and "common sense principle". At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s influenced by editorial policy, but it provides flexible

reporting space for reporters to check different issu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this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actions in response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related fake news in China.

Keywords: Fact-checking, Fake News, Health Communication, HOI model,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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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時間倒推回 2019年 12月 30日，中國湖北武漢市部分醫院發現多例具有華

南海鮮市場暴露史的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李文亮等八位醫生在微信群中小範圍

提醒親屬及同事需要注意這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同一天，武漢市衛健委

者正式印發《關於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緊急通知》，通知中要求「未經

授權任何單位、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救治資訊」。在 2019年的最後一天， 武

漢市衛健委發佈《武漢市衛健委關於當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報通報》，該通報中

稱目前發現的 27例病例中 7例病情嚴重，其餘病情「穩定可控」。

如果有預知後果的能力，作為發哨子的人之一的艾芬醫生在接受騰訊網

（2020）的採訪中說：「作為當事人的我非常後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

不批評我，『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2020年 1月初，武漢華南海鮮市場關閉、李文亮等八名醫師在漢市中南路

街派出所簽下「訓誡書」，1月 7日，WHO將武漢不明原因肺炎命名為 2019新

型冠狀病毒（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接著武漢出現首例肺炎死亡病例。

1月 20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稱該病存在「人傳人」現象，具有武漢旅居

史的病例逐漸在全國各省份出現。三天後武漢封城，全國抗「疫」序幕正式拉開，

作為輸送歸家遊子的重要車站——漢口火車站周邊聚集了無法出城的旅客。所有

武漢進出口要道拉起警戒線、放置柵欄，員警、軍人實行 24小時值守。接下來

的幾週，新冠肺炎快速擴散使得武漢各醫院的醫護人員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醫

療物資緊缺、病患人數不斷增加、武漢各大醫院一位難求。緊接著全國 31個省

份陸續啟動「重大突發公共事件一級響應」，不僅香港、澳門陸續出現首例確證

病例、乃至於台灣、新加坡、東南亞等國，以及歐洲、美洲等地區不斷增加新冠

肺炎病例，成為影響全球的傳染病大流行。

2020年春節如期而至，只是這個春節武漢靜止了，湖北靜止了，喜迎新春

的中國大地忽然「安靜了」，沒有走親訪友、闔家團聚，有的是「這是從 XX發

回的報導」的抗「疫」聲音匯聚於電視新聞中；是「叮、叮、叮」微信、微博、

短信 24小時不停地推送的防疫訊息；是「叩、叩、叩」社區工作人員挨家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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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排查詢問；是藥局門口消費者頻頻探問「還有嗎？還有嗎？」人們急急等待一

時間被瘋搶光的口罩和酒精的迫切詢問；是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冬風「呼、呼、呼」

肆意衝撞的聲音；是新年午夜零點人們彼此互傳「祝你平安健康」的語音裡對新

年的期盼與焦慮。疫情突如其來，人們不知道這次的疫情什麼時候能結束，無法

判定常見的咳嗽、發熱是不是新冠肺炎的前兆，更不知道網路上傳播的訊息（（中

國大陸用語為「信息」）是真是假。新冠肺炎疫情忽然爆發，使人們生活秩序突

然陷入反常，鋪天蓋地的資訊不斷透過大眾媒體、社群媒體湧入生活中，人們雖

居家隔離，卻無法徹底地隔離惶恐與焦慮。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突發流行性疾病容易引起社會恐慌，擾亂國家安全與人民生活，不僅是疾病

本身對人們健康造成威脅，还由於人們對突發性疾病現狀的「不了解」，使得恐

慌心態蔓延到整個社會（張夢新、李勤，2003）。根據 DeFleur & Ball-Rokeach

（1976）提出的媒介依賴理論（Media-system dependency），媒介系統、社會系

統與受眾系統三者間是依存並且互動的關係，其中，社會的變動越是劇烈，對人

造成的不確定感也越強，閱聽人對媒介依賴也就越深。

由於在疫情發生初期，官方媒體缺位，尤其是武漢當地媒體並未傳遞出及時

有效的資訊，疫情相關報導篇幅較少，因此延誤了資訊公開與擴大傳播影響的最

佳時機（欒軼玫，張雅琦，2020）。而在社群媒體與網際網路普及的年代，人們

在面對突發事件時較常求助於網路獲取訊息，根據《大數據文摘》與《微博熱搜

排行版》數據統計，從 1月 1日至 2月 21日每天中午十二點微博熱搜榜前 50

的條目，一共得到 2600條熱搜數據。其中，武漢封城當天微博熱搜榜前 50條有

31條與新冠肺炎相關，搜索量合計達到 553億次（〈兩個月微博熱搜分析〉，

2020年 2月 21日）。1月 20日至 2月 3日，根據內容產品服務平台《新榜》提

供的數據在採取的 31萬個微信公眾號活躍樣本中，標題與「抗疫」、「疫情」、

「肺炎」有關的微信推文共達 97萬篇，平均閱讀量 3425.3次，是同期所有文章

平均閱讀數（1853.9）的兩倍（〈新榜數據〉，2020年 3月 20日）。此外，2

月份微信公眾號有 29篇閱讀量破千萬，在看數 10萬以上的內容也全部與疫情有

關（〈新榜數據新媒體 2月抗疫記錄〉，2020年 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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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網路平臺提供大量疫情訊息的同時，卻也讓假新聞傳播有機可乘。在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發展的前期，新浪微博已出現不少與健康有關的假新聞，例如：「喝

高度酒、蒸桑拿可以抵抗新型冠狀病毒、嚼大蒜可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

雙黃連可以預防新型冠狀病毒」（〈關於「新型肺炎」的 10大最新謠言〉，2020

年 2月 20 日），其微博熱度峰值平均在 25至 28之間1；社會議題相關的假新聞

也出現，例如：「武漢紅十字會售賣壽光援助的蔬菜、武漢協和醫院西院自製口

罩及塑膠袋充作防護服、世衛組織宣佈中國為疫區國」（來源同上），根據《廈

門日報》（2020）的調查，此類假新聞在新浪微博的熱度峰值最高達到 74.44，

最低也達到 52.8，顯示出在社群媒體上假新聞受到許多關注。

目前學界對假新聞的定義眾多，Wardle（2017）將「假新聞」中的「假」拆

解開，分為兩種：錯誤訊息／誤傳 （mis-information）指無意間發佈的虛假訊息，

與不實訊息（dis-information）指故意製造與發佈已知的虛假訊息，即錯誤的內

容，包括從故意到有意控制欺騙等都是假新聞。

近年假新聞對社群媒介用戶的影響，已逐漸受到學界關注，在數位匯流的時

代，真假訊息混合有可能導致公眾困惑、沮喪、麻木、訊息負載過重或對以驗證

的健康建議採取抵制行為（Arora, Hesse, Rimer, Viswanath, Clayman, & Croyle,

2008; Nagler, 2014）。世界衛生組織（2013）也指出錯誤的訊息傳播，包括假新

聞會對健康議題產生重大影響。亦有學者注意到假新聞對健康傳播產生影響，並

探討疫苗接種、營養、幹細胞等主題相關假新聞之研究（Marcon, Murdoch, &

Caulfield, 2017; Lazer, Baum, Benkler, Berinsky, Greenhill, Menczer, &Schudson,

2018）。

在面對重大突發事件時，假新聞的影響力不容小覷，Boehm（1994）很早便

指出當人們對健康訊息猶豫不決時，若在假新聞中反覆暴露人們就可能相信假新

聞並且產生有效效應（validity effect），若假新聞證實人們的先驗知識或假設，

即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Nickerson, 1998），就可能危及其接受正確訊

息。如果存在具有組織性的錯誤資訊網路，就可能導致公眾遠離準確的資訊並促

使公眾輿論呈現兩極化（Marcon,et al., 2017）。Zhou & Zafarani （2018）的研究

指出，受到社群媒體中演算法與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的影響，相較於傳

1 熱度峰值：數字代表相對於圖表中指定區域和指定時間內最高點的搜索熱度，熱度最高的字詞得 100分；

熱度是前者一半的字詞得 50分；沒有足夠數據的字詞得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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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報紙與電視，假新聞在社交網路上的傳播速度更快，且傳播成本更低。張振

宇、喻發勝、王然（2019）對中國大陸近 20年的假新聞文獻進行梳理，發現在

特定歷史脈絡與社會語境中假新聞反映了社會現實問題、大眾群體心理以及權力

的運作方式。匡文波與武曉立（2020）指出人們獲取謠言中的訊息，用來滿足因

為焦慮、恐慌或害怕等心理因素所帶來的不安感，構建對於「事實」的自我理解，

並且通過轉發訊息來宣洩情緒，基於此動機也使得新冠肺炎時期假新聞的搜索量

一度在各個平臺熱度不減。

第三節 研究目的

中國大陸作為新冠肺炎疫情主要發生地，也是主要輿論陣地，假新聞、謠言

一直在此消彼長地進行中。因此，在一月底，各大媒體與查核2機構全力參與疫

情相關訊息的整合與報導，主流媒體利用其專業性與權威性，佔據媒體報導的主

體部分，無論是中央主流媒體 CCTV、《人民日報》還是以《財新》為代表的的

市場化主流媒體，或是地方媒體如《楚天都市報》的新媒體客戶端，都在搶第一

時間發佈即時內容，通過兩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戶端）並結合圖文與影像的

多渠道覆蓋受眾。

此外，官方事實查核機構與媒體平台紛紛開闢出新冠肺炎闢謠專欄，幫助民

眾在魚龍混雜的資訊世界裡甄別訊息。以騰訊旗下的「較真查證」平台為首的媒

體互聯網平台，於 2020年 1月 18日聯合中國醫師協會健康委員會開闢「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實時闢謠專區」；作為由中央網信辦違法和不良資訊舉報中心主辦、

新華網承辦的官方闢謠平台「中國互聯網網路闢謠平台」在 1月 22日開闢「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闢謠專區」，聯動各地媒體平台與地方權威機構，第一時間發佈

官方權威闢謠訊息。佔據中國市場份額 73.7%的微信則引進第三方闢謠機構，對

微信平台中的不實訊息進行闢謠；微博平台推出的闢謠小助手，則從 2020年 2

月 7日開始，每兩日向微博用戶推送微博上假新聞的匯總訊息。以上這些查核機

制在中國新冠肺炎疫情中扮演最重要的假新聞事實查核角色。

2020年上半年間，隨著疫情在亞洲地區快速擴散、非洲地區出現確診病例、

歐洲地區迎來疫情爆點。在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的戰場之外，社群媒體儼然成為另

2 中國大陸稱為事實核查，臺灣則用事實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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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戰場，不實資訊在跨國、跨語言、跨社群平台之間流竄，中國大陸在經歷了

「疫情潛伏期、疫情爆發期、疫情可控期」後，又迎來了全球疫情爆發。目前尚

未有研究對 2020年上半年，中國社群媒體上的肺炎疫情相關假新聞進行完整的

探索，中國大陸的假新聞/謠言，乃至全球的假新聞影響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間已

達到「關鍵時刻」。錯誤訊息的「訊息流行」（infodemic）影響著人們的社群媒

體訊息環境，查核機構要如何澄清假新聞，成為此次疫情期間中國大陸事實查核

面臨的挑戰。事實查核人員在因應媒介環境的改變，尤其是在訊息複雜與多元的

背景下，如何對假新聞進行事實查核，以確保（在新冠疫情期間）查核文本的可

信度，以及查核平台如何聯動合作，達成快速消解假新聞的目的，也是值得探究

的問題。

因此，本文欲針對中國大陸在新冠疫情肺炎發生後，設立事實查核網絡專區

的假新聞文本進行分析，更深入地探索不同時期的假新聞主題、形式、圖文的特

徵。並分析查核文本如何拆解假新聞，使用何種查核來源以及查核新聞的敘事特

徵。同時，從事實查核人員的角度出發，探究在事實查核中的方法與挑戰，以幫

助事實查核機構打擊不實訊息。

第四節、研究問題

（1）、從 2020年 1月到 7月，新冠肺炎相關假新聞，在不同階段，其主題、

訊息結構、陳述方式、類型、主張、訊息來源，呈現怎樣的趨勢變化？

（2）、從 2020年 1月到 7月，新冠肺炎事實查核文本中，查核訊息來源與

查證結果，有什麼特徵和趨勢？查核文本的敘事結構為何？

（3）、事實查核相關領域的從業人員對於新冠肺炎疫情相關事實查核的認

知與查核新聞的價值判斷為何？事實查核的流程為何？媒體機構內的編輯政策

與組織文化對事實查核有何影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56

6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假新聞是甚麼？

本部分首先將梳理假新聞的定義發展，並確定本研究所指假新聞的意義，其

次通過對中國大陸假新聞的定義、產生脈絡與原因等因素進行回顧，找出大陸假

新聞研究的空白與不足。最後通過梳理假新聞的類別與背後動機，繪製出假新聞

類別表，為後續分析提供概念框架。

一、假新聞發展與基本定義

（一）、假新聞的定義

二十一世紀網路與社交媒介快速發展，「假新聞」（fake news）也逐漸流竄

於不同社群媒體平台間，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然而假新聞並非新現象。十

九世紀時美國的《太陽報》以天文學為主題對月球的長篇報導，帶來了極高的日

銷量，但最後被證實其內容為「假新聞」，被人稱為「月亮的騙局」（the great moon

hoax）。《旁觀者》雜誌在 1898年就曾把「假新聞」描述為「內容是由故事新

聞組成」，此時的「假新聞」僅以名詞而非概念存在（汝緒華，2019）。到了十

九世紀末，不少報章媒體為了追求發行量與廣告收入，將煽情主義運用到新聞報

導中，訊息未經查證便被刊發，更是使得假新聞的生產進入高峰，稱之為黃色新

聞時期（yellow journalism）（Shumate, 2017）。這股黃色新聞浪潮在二十世紀

初落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美國出現以諷刺新聞為主的新聞組織，於是帶有

鮮明諷刺意味的「洋蔥新聞」開始出現。借古鑑今，可以得知訊息正確與否，能

夠影響政治權力，也能對社會大眾的心理產生影響。從黨派之爭的假新聞到煽情

的小道消息、黃色新聞，乃至於以惡搞與諷刺的假新聞，早在社群媒體興起前，

假新聞就已經存在。

在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Albright, 2016），由於社群媒體上充斥著虛

假訊息與假新聞，使得學界與政界熱烈關注假新聞相關的問題。除了美國總統大

選，有不少「假新聞」的熱點多與政治議題相關，例如英國脫歐公投、法國與德

國大選、加泰羅尼亞獨立公投等都成為「假新聞」探討的案例（林照真，2018）。

羅世宏（2018）指出，假新聞的傳播與其帶來的社會影響，使我們不得不關

注背後的政治社會脈絡與經濟狀況。但目前假新聞的定義為何卻尚未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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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cott & Gentzkow（2017）的研究中，將「假新聞」定義為可能誤導讀者的故

意捏造的「新聞文章」，並指出假新聞的生產動機是獲取商業利益或宣傳意識形

態。假新聞並不是為了告知，而是希望散播懷疑的種子，讓人分心，並且提供矛

盾的、使人困擾的新聞訊息（Borel, 2017）。儘管「假新聞」多指社群媒體上的

虛假新聞，但也用於抹黑與攻擊新聞機構的重要報導，妖魔化傳統新聞組織，因

此，關於假新聞的討論的更加混亂（Tandoc, Lim, & Ling, 2018）。

從假新聞早期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假新聞的產生多與官方機構或是新聞媒

體的錯誤報導有關。臉書公司在 2017年發佈的研究報告中，將與新聞相關的虛

假訊息定義為錯誤新聞（false news）。然而在社群媒體與網路的快速發展過程

中，假新聞只是披著「新聞」外衣的模仿、偽造與替換的錯誤訊息嗎？其實，美

國學界使用假新聞（fake news）時也指出並非與新聞機構有關，因為美國大選期

間假新聞的多數來源並非主流媒體，但因為沒有適當的名詞只能用假新聞（fake

news）指稱。此外，眾多假新聞文本也並不符合新聞的最基本定義，Lazer,et al.

（2018）提出這些捏造出來的訊息模仿「新聞內容」，且缺少新聞媒體的規範編

輯流程，其準確性與可信度遭到質疑。

根據 Allcott & Gentzkow（2017）對 2016年社群媒體與假新聞的研究，排除

了六項「類假新聞」的分類：1、無意的錯誤報導；2、謠言並非來自於某則新聞

報導（排除了坊間公眾自發散佈的謠言）；3、陰謀論（常源於人們自身的認知

想象）；4、諷刺內容誤解為事實；5、執政者的虛假陳述；6、報導失真但並未

完全錯誤（扭曲而非過濾（黃宇弘，2019）。然而，這六項分類随隨著假新聞的

定義逐漸清晰以及研究數量的增加皆被納入了假新聞的分類類別（Tandoc,et al.,

2018; Zannettou,et al., 2019）。

假新聞的定義為何？Claire Wardle（2017）指出假新聞（fake news）這一現

象的訊息已經超出「新聞」範疇，而可應用在整個訊息生態系統的相關現象。

Wardle（2017）將「假新聞」中的「假」拆解依照意圖分為兩種：錯誤訊息

（mis-information）與不實訊息（dis-information），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

是指無意間發佈的虛假訊息，不實訊息（dis-information）則是指故意製造與發

佈已知的虛假訊息。此外，還需關注假新聞的三個重點：（1） 不同類型的內容；

（2） 創造內容的動機；（3）內容傳播方式。關於假新聞的創造動機，有學者

認為這些錯誤訊息經常透過社群媒體快速傳播，創造點擊率，目的多是獲取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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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政治利益（蘇蘅，2018；Wardle, 2017）。Craig Silverman（2017）也用「假新

聞」來指涉完全為盈利而創造和傳播的「虛假訊息」。Meel & Vishwakarma（2019）

則將「假新聞」定義放置於更大的脈絡背景下，即將訊息生態系統中被污染的訊

息，定義為虛假訊息（false information），其中包括假新聞（以類新聞稿形式出

現的假新聞）、謠言、諷刺、模仿等。

綜上所述，假新聞得到學界較為統一的定義是內容失實，且可能被操控、目

的是獲取利益虛假訊息。因此，本文以 Claire Wardle（2017）定義為主並結合

Meel & Vishwakarma（2019）的定義衍生，整合為本文所稱「假新聞」，意即不

止於通過新聞媒體傳播的虛假新聞，而是泛指在互聯網與社群媒體上「多種類」

內容失實/錯誤的虛假訊息。

（二）、中國大陸假新聞研究

在中國，探究假新聞出現至少可追溯到十世紀至十三世紀的宋代，當時在雕

版印刷術日漸盛行之下，政治分野與學術歧見引發的激烈黨爭產生「假新聞」，

「邸報」便成為假新聞的傳佈媒介（周寶榮，2002）。而在清朝乾隆時期發生的

「叫魂」事件即為謠言造成的社會恐慌，由於貧富懸殊的社會差距，剪髮剃頭的

民間辟邪迷信被貼上政治「陰謀論」的標籤，影響力蔓延至十二省，險些威脅清

朝統治。中國在現代意義報刊誕生後，從原始失實到官方謠言，假新聞一度氾濫

成災（李良榮，1982）。

中國大陸學界與業界雙重認可的學術期刊《新聞記者》，自 2001年開始每

年匯總書寫的《年度虛假新聞報告》成為大陸學者對假新聞研究重要參考範例（呂

山、李理，2017；肖松瓊，2019；陳盼盼，2019）。筆者根據《互聯網發展歷程》

從 2011年各大企業微博、媒體微博、政務微博的井噴式發展的社群媒體元年為

起點，梳理近九年來《年度虛假新聞報告》中虛假新聞的發展，從研究對象、定

義、產生原因、傳播模式與治理進行討論。

首先，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年度虛假新聞報告》的目的是從傳統媒體的

出發點研究虛假新聞，以助於規範傳統媒體新聞行業。因此，在近九年的研究中，

研究對象主要選自「報紙與媒體互聯網門戶網站」。在 2013年是媒體的轉型年，

媒體的官方微博、新聞客戶端、微信公眾號帶來的媒體融合使得虛假新聞數量大

幅度增加，並且不少官方與主流媒體集體淪陷於虛假新聞的製造與傳播，因此《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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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報告》將媒體的官方微博、新聞客戶端、微信公眾帳號也納入虛假新聞的

研討範圍 。不過，2019年，《虛假新聞報告》提出，區分「專業媒體」與「自

媒體」的新聞生產與傳播變得困難，自媒體的新聞生產與傳播為了獲得更高的點

擊率，目的與立場可能存在偏頗產生虛假新聞，而專業媒體常常未經審核地使用

自媒體的訊息源，便會造成社群媒體上假新聞的傳播。

《虛假新聞報告》的研究對象範圍逐漸拓展，從「報紙與媒體互聯網門戶網

站」逐漸納入社群媒體微博、微信中的官方與媒體的帳戶，而專業媒體與自媒體

的新聞生產與傳播難以區分後，在 2019年的假新聞案例分析中選擇了自媒體微

信公眾號所發佈的假新聞案例。雖然，《虛假新聞報告》還是著重於傳統新聞媒

體散佈的虛假新聞，但是研究對象的取樣範圍也逐步擴展，這也與假新聞定義改

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其次，大陸假新聞的定義有所改變，但始終圍繞者媒介上的虛假、錯誤新聞。

在 2018年之前，《2015年度虛假新聞報告》中的假新聞是指，經過「新聞媒體

報導」的失實、虛假的新聞。假新聞應當與網路上所流傳的謠言區分開，網路謠

言只是假新的新聞來源而非假新聞。即社群貼文傳播再廣，影響力再大若「無專

業媒體的報導」都不能稱為新聞，此為貼文與新聞的界限也同樣是謠言與虛假新

聞的區別。此外，虛假新聞最重要的一條是違背新聞「真實」的性質。然而，2018

年《年度虛假新聞報告》提出，學界應該對假新聞的研究範式進行修改。雖然《年

度虛假新聞報告》研究虛假新聞的標準僅限於專業媒體和門戶網站的錯誤新聞，

但必須承認的是，虛假新聞的邊界開始變得模糊。如今，社群媒體成為人們獲取

資訊的主要渠道，資訊生產者從專業媒體擴大至普通用戶，專業媒體不再是唯一

的甚至主要的新聞生產者與傳播終端（劉鵬，2019）。虛假新聞（fake news）的

概念已經不足以解釋媒體融合後的虛假新聞現狀，在 2019年的《年度虛假新聞

報告》中研究者提出，根據歐盟 2018的虛假新聞報告，虛假新聞意指「有意設

計和推廣造成威脅公共權益與謀取利益的虛假、不準確的誤導訊息（Kalsnes,

2018）。

從大陸虛假新聞定義的改變可看出，從錯誤訊息需要「專業新聞」加持後才

算是虛假新聞、堅持謠言等錯誤訊息只是虛假新聞的來源，到二元對立的不具備

新聞真實性便是假新聞，假新聞定義始終圍繞著專業新聞的定義展開。而 2018

年後，媒介融合、自媒體興起、平台算法的影響力漸增，《年度虛假新聞報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56

10

也開始參考國外學術界的定義。

此外，假新聞的傳播模式也從傳統大眾媒介的單向傳播轉為多渠道擴散。

2011年至 2012年，互聯網成為假新聞的重要傳播管道，主要有兩種傳播形式：

（1）、報紙刊發新聞→網路媒體轉載→廣泛傳播；（2）、微博首發→網路擴散。

此時的虛假新聞還是較為單一的傳播路徑。在 2013，各種媒介呈現多功能一體

化的趨勢，媒介融合現象產生，最為明顯的現象是出現了圖片與影像引發大量斷

章取義的虛假新聞。在 2017年，社群媒體依然是虛假新聞產生的溫床，同時社

群媒體既是虛假新聞爆發的源頭，又在傳播過程中成為助推器。而在 2019年，

虛假新聞走向了「新聞生態系統」內的傳播，在專業媒體平台與自媒體之間融合

傳播。

最後，假新聞產生的原因，分為新聞媒體行業內部的原因與社群媒體的原因。

新聞行業內產生虛假新聞的原因是：1、新聞記者故意編造或技術失誤；2、配合

黨政機關意識形態的片面宣傳與幫助企業公關宣傳獲取經濟利益。3、傳播機制

的漏洞，社群媒體與互聯網帶來的新的新聞工作常規（news routine）帶來的事

實查核的困難，使得媒体和記者製造虚假新闻的幫手；4、「流量至上」成為當

前媒體進行新聞生產的主導邏輯。5、虛假新聞成因：傳統媒體犯錯成本低；6、

媒體人混淆網帖和新聞的概念，出現「網帖新聞化」的虛假新聞。

社群媒體造成虚假新闻的原因是：1、新媒體傳播生態模糊了事實與虛構的

界限。2、去人工化的演算法主導熱點內容被機器自動抓取，未經編輯核實就推

送給用戶，進一步成為其他媒體進行報導的資訊來源，於是導致虛假新聞的大面

積擴散。3、社群媒體上各類自媒體（商業網站及其平臺，各種政府機關、企事

業單位和自然人等）針對熱點事件發聲，眾聲喧嘩而產生的虛假訊息傳散。4、

社群媒體平臺為具有社會敏感問題的虛假新聞的快速擴散提供管道，傳播範圍廣、

闢謠難。

整合近九年來的《年度虛假新聞報告》可知，隨著科技物的發展與社群媒體

平台擴大與普及，虛假新聞的定義與傳播對象開始改變，雖《年度虛假新聞報告》

更加關注「報紙與媒體互聯網門戶網站」，但是社群媒體與自媒體中的虛假新聞

也得到重視。然而，白紅義、張恬、陳斌（2019）也提到，在中國的新聞語境下，

虛假新聞目前尚未構成新聞業中的「關鍵時刻」（critical incident）（Tandoc et al.,

2018）引起訊息道德恐慌（information moral panic）。因此，國內外的假新聞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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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截然不同，學術界對其的重視也有較大差異。

根據中國大陸 1980年至 2018年的假新聞學術研究進行反思，張振宇、王然

等人（2019）提出目前研究的四個特點：1、從新聞典範上看，大陸假新聞主要

集中在新聞真實性的思辨研究與治理策略研究。2、從研究成果與學術及創新上，

未引起學術界的重視。3、在新聞學與其他社會學科裡，還存不同於主流批判視

角的「邊緣話語」，有利於重新審視假新聞。4、研究文獻來源與假新聞取樣局

限於國內案例與譯著，較少參考國外範式。

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互聯網與社群媒體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國大陸目前

的假新聞生態系統已經成形（白紅義等人，2019）。但目前，中國大陸的假新聞

研究仍著重於新聞機構的假新聞生產研究，以及政府措施與媒體平台的假新聞治

理研究。在資訊浪潮下，假新聞生成方式、傳播模式以及表現樣態日趨複雜，若

僅以專業新聞媒體為考察對象，勢必無法勘探假新聞發展的全貌。因此本文將參

考國外假新聞的研究範式，欲提供更為完整的假新聞定義與研究方法，對假新聞

研究進行補充。

在釐清假新聞的定義之後，假新聞的類型究竟有哪些？是如何產生的？也成

為學術界研究的問題，以下則更進一步說明目前為止學界對於假新聞研究類型的

發現與趨勢。

二、假新聞的類型

Tandoc et al.（2018）通過谷歌學術數據庫在 2003至 2017年間，以「假新

聞」為關鍵字，搜索到 34篇學術文章，基於此他們歸納出六種假新聞類別，分

別為：諷刺（staire）、模仿（parody）、捏造（fabrication）、圖片操縱（photo

manipulation）、宣傳（propagation）、廣告（advertisement）。

1、新聞諷刺（news satire）：在評論文章與節目組最常見的操作假新聞的方

式，諷刺性節目也被認為顯著影響了公眾的話語，觀點和政治信任（Brewer et al.,

2013）。

2、新聞模仿（news parody）：模仿和諷刺相同都是為了用幽默吸引觀眾，

而模仿則較常使用非事實訊息，同時作者的意圖與讀者的輕信是不同步的（洋蔥

新聞網站（The Onion）較常使用該表現方式）。

3、新聞捏造（news fabrication）：此類新聞沒有事實依據，但以新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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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發表以建立合法性的文章，成功的新聞捏造內容在社群媒體廣泛流傳並具

有合法性的原因，是新聞內容是借鑒了先前存在的模因或偏見。

4、圖片操縱（photo manipulation）：通過簡單地調整視覺新聞，包括增加

色彩飽和度和刪除次要元素使其他脫離了原始的背景，有意或無意地用其代表一

個捏造的故事。

5、宣傳（propagation）：政治團體創建以影響公眾的新聞報導，目的是為

了使公眾人物、政府或組織受益。可能被解釋為「戰略敘事」和政治參與者在特

定問題上表達立場並塑造國內外觀眾的看法和行為的工具。

6、廣告（advertisement）：廣告利用新聞格式賦予其更多的合法性，利用新

聞價值吸引關注，趨勢受重點及影響網站，目的是為了盈利。廣告與宣傳存在灰

色地帶，因為可能存在重疊動機。

Tandoc et al.（2018）基於對 34篇學術文章的整理得出以上六種歸類，這些

歸類是基於之前學術研究中定義假新聞的方式，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發現，眾多

假新聞研究圍繞著政治操作與基於主流媒體新聞特質所展開。新聞查核組織 First

Draft 的主管 Claire Wardle（2017）提出，關於何為「假新聞」已經出現了很多

矛盾，她則根據假新聞的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與不實訊息（dis-information）

的標準，對社群媒體上出現的「假新聞」的樣態與動機進行分類（見表 2-1）。

表 2-1：錯誤訊息矩陣

類型

動機
諷刺

模仿
誤導性內容 偽新聞媒

體網站

刻意捏造

的内容

錯 誤 連

接內容

脈 絡 錯

誤內容

刻 意 操 弄

的內容

不良新聞業 √ √ √
為了模仿 √ √ √

為了激怒 √ √ √
熱情 √
黨派之爭 √ √
利益 √ √
政治影響力 √ √ √ √
宣傳 √ √ √ √ √

資料來源：Claire Wardle(February 2017), First Draft Publisher: First Draft

Research and Editorial Team: Fake news. It’s complicated.Retrieved from:

https://www.rcmediafreedom.eu/Publications/Reports/Fake-news.-It-s-compli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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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錯誤訊息矩陣中可得知，錯誤訊息背後的傳播動機有重疊也有不同，例如：

以熱情為動機的錯誤訊息有脈絡錯誤的內容，此類動機的產生與傳播通常與行動

者對特定組織、群體有相當失實訊息高的忠誠度，熱情的行動者會對訊息中的意

識形態視而不見，而並未意識到訊息錯誤（Eliot, 2016）；動機惡意（為了激怒

他人），包含了冒充知名新聞媒體的新聞網站、刻意捏造的内容、刻意操弄的內

容。這類虛假訊息的背後是指各種意圖驅使欲造成對目標行動者的傷害。

在對後真相時期的國家安全與假新聞研究中，南洋理工大學學者 Vasu,

Ang, Teo, Jayakumar, Raizal, & Ahuja,（2018）將「假新聞」作為一種媒介現象，

並將其分為四類包括：1、（謊言「falsehoods」和謠言「rumours」散佈可能為國

家資助的虛假宣傳活動，目的是危害本/他國家安全；2、錯誤訊息（分為兩種，

其一，謊言與謠言作为一個國內組織/相對的/基於意識形態偏見對事實的不同解

釋的政治議程而傳播；其二，謊言和謠言的傳播沒有廣泛的政治目標，無論是否

有惡意都達到病毒狀態）；3、娛樂（entertainment）——謊言用於模仿、諷刺或

看似幽默的作品；4、為獲取經濟利益而傳播的謊言。在這次研究中，學者將「假

新聞」的分類與謊言「falsehoods」和謠言「rumours」結合，在社群媒體上此類

訊息以病毒式傳播威脅國家安全，同時作為資訊武器對其他國家進行攻擊。

網路上的虛假訊息分類，還需重視的是謠言。中國大陸學者雖目前對虛假訊

息中假新聞的經驗性研究較為欠缺，但謠言與網路謠言研究數量卻不少，與假新

聞篩選的相同條件，以「謠言」為關鍵字在中國知網進行搜索，其中，網路謠言

2214條，是假新聞研究數量的 7倍。

謠言通常被定義為資訊傳播過程中未經證實或不確定的訊息（Miller, 1992；

Donovan, 2007），且是出於某種動機制造與傳播且沒有事實依據、誇大並扭曲

的虛假資訊（欒玉樹，2020）。網路謠言（Internet rumour）主要是以互聯網平

台為傳播媒介，具有傳播速度快、受眾廣、互動性高、來源模糊等特性（楊帥、

趙翼，2020），且為未經官方證實或者已經被官方所闢謠的訊息（何志平、李明

菲，2011）。

謠言雖對公眾具有告知的能力，但缺乏足夠的證據證實其真實性，謠言內容

的細節大部分被丟失且一些特定性細節被選擇性傳播（趙娜、李永鑫、張建新，

2013），謠言主題主要涉及突發事件、公共事件、名人政要、違背傳統等事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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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培，2014；劉建明，2001）。謠言的來源可能為政治、商業或其他組織、個人

的刻意製造，散佈不利競爭對手的不實訊息，或是突發公共事件中，權威訊息缺

位使得互聯網上的小道訊息有機可乘，此外輿情主體公信力不足使得未經證實的

網路訊息成為民眾的訊息來源（于理，2014）。

謠言產生有兩個條件：1、謠言內容涉及社會性的重要議題，引起民眾的關

注；2、權威媒體渠道未能提供關於謠言的更多佐證，同時公眾獲取謠言的渠道

變得多元（Allport, 1947）。在社群媒體的作用下，謠言的傳播與環境存在不確

定性，與議題的重要性、個人與議題的相關性、政治環境、新聞價值等多個因素

有關（吳建、馬超，2015）。Buvkner（1965）提出謠言的傳播模式有兩種，一

對一，從一個人單向傳給另一個人，以及一對多，一則謠言同時傳遞給多個主體。

然而在互聯網普及後，尤其是 2009年到 2011年微博、微信開始興起，自媒體「去

中心化」的訊息傳播特徵開始產生，且逐步形成「多對多」的交互傳播模式（于

理，2014）。

要討論謠言與假新聞，我們關鍵應該釐清他們的區別。以社群媒體與互聯網

為背景，假新聞與謠言的相同之處在於：1、傳播方式相同，都存在「去中心化」

的傳播特徵；2、主題相同，涉及名人政要、突發事件、公共事件等。不同之處

在於：1、訊息內容：假新聞分為錯誤訊息（mis-information）與不實訊息

（dis-information），為內容失實的錯誤訊息。而謠言的內容則可能為真實訊息

也可能為錯誤訊息；2、產生背景與目的存在差異，假新聞產生的目的可能是為

了破壞新聞秩序、爭奪政黨利益、或是有意而為之的模仿、激怒與宣傳。謠言大

量產生更與環境有關、尤其是公共突發事件發生時的權威訊息缺位與主體輿情失

信，雖傳播目的與假新聞有些許類似，但更多還是依賴於產生謠言的環境進行討

論。

在以「媒體為中心」的假新聞研究中，陳力丹（2014）與何志平（2018）提

出假新聞是謠言披上新聞的外衣，炮製者採用新聞報導的手法，在形式上力求逼

真，借助新聞公信力獲取社會信任，引發社會恐慌。此外，何志平（2018）還認

為，網路謠言包含著網路假新聞，網路假新聞一定是網路謠言，但網路謠言不一

定是網路假新聞。在此基礎上，筆者提出質疑，在大陸的網路謠言研究的取樣中，

謠言似乎為大容器任何網路虛假訊息都可以往裡面裝（徐丽娟，2020；丁穎、张

焱 2019；郭澤蘋，2019；劉績紅、柯惠新，2018），並未進行細緻的劃分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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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機與訊息結構，因此，作者提出質疑不同類別的虛假/錯誤訊息所產生的動

機與背後的影響力不能一概而論。曹軻（1997）認為通過假新聞可以看見社會心

理與某種真相；吳君（2003）提出假新聞在國際政治中具有戰爭攻擊的作用。胡

泳（2009）從社會學角度研究對假新聞相關的謠言進行研究時提出，作為「反權

力」的謠言，是對經濟上的剝削、政治上的壓迫與社會中的不平等進行反抗。

Tandoc et al.（2018）透過谷歌學術數據庫在 2003 至 2017 年間，以「假新

聞」為關鍵字搜索，從蒐集到的 34篇學術文章歸納出六種假新聞類別，分別為：

諷刺（satire）、模仿（parody）、捏造（fabrication）、圖片操縱（photo manipulation）、

宣傳（propagation）、廣告（advertisement）。

假新聞的分類中，以新聞形式包裝訊息，也在逐漸增加。本研究根據目前研

究對假新聞的研究分類（Meel & Vishwakarma, 2019；Zannettou, Caulfield, De

Cristofaro, Sirivianos, Stringhini, & Blackburn, 2019），整理出較為完整的假新聞

分類，如下表 2-2所示：

表 2-2：錯誤資訊分類

類別 定義 影響力

謠言

Rumor
真實性含糊不清或從未得

到證實的資訊，不一定是錯

誤的，也可能為真。

對事實的不確定性和困惑

造成謠言快速流竄及不良

影響。

偏見或單向立場

Biased or one-sided
指的是極端單方面或有偏

見的故事。

在社群媒體上易形成回聲

室，多數人認為扭曲的故事

就是事實的全部。

誤傳

Misinformation
由於誠實的錯誤，粗心大意

或認知偏見而無意中流傳

的資訊。

危害較小，但對事實的錯誤

解釋會導致重大損失。

不實資訊

Disinformation
故意散佈的欺騙性資訊。 宣傳信念，想法，金錢收益

或損害對手的形象。

點擊誘餌

clickbait
故意使用誤導性標題來鼓

勵訪問者點擊特定網頁。

賺取廣告收入，引發網路釣

魚攻擊。但這是錯誤資訊中

最不嚴重的類型之一，因為

用戶可較為輕鬆的區分標

題和∕或縮圖是否具有誤

導性。

惡作劇

Hoax
錯誤的故事，特別是通過玩

笑，惡作劇，幽默或惡意的

欺騙手段，偽裝成真相。

虛假被視為真理與現實。

諷刺/模仿

staire/parody
文章主要包含幽默和諷刺

意味。

無有害意圖，動機有趣，但

讀者有可能被愚弄。洋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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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是諷刺新聞的先祖。

垃圾評論

Opinion Spam
對產品和服務的虛假或有

偏見的評論或評論。

造成更多的不真實的用戶

意見。

宣傳

propaganda

根據旨在促進特定觀點或

政治議程的預定策略，在目

標社區中傳播不公正的偏

見和欺騙性資訊，是捏造新

聞的一個例子。

獲取政治/財務利潤，熱情的

用戶對他們的意識形態視

而不見，並意識到錯誤資訊

正確無誤，並有助於其整體

傳播

陰謀論

Conspiracy theories
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有權

勢的行動者援引陰謀解釋

某種情況，通常出於動機或

政治動機，完全基於偏見。

對人類和社會極為有害，且

是違法行為。

捏造

Fabricated
完全虛構的故事與真實事

實完全脫節。

如果存在嚴重的政治，宗

派，種族或文化差異，且社

會動蕩，那麼人們將更容易

受到虛假新聞的傷害。

假新聞

false news
以真實新聞為幌子傳播的

虛假資訊通常是通過新聞

媒體或網際網路傳播的。

目的是在政治上或財務上

獲得利益，增加讀者群，偏

見損害代理機構，實體或個

人或獲得財務/政治利益。

資料來源：”Fake News, Rumor, Information Pollution in Social Media and Web:
A Contemporary Survey of State-of-the-art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y Meel
& Vishwakarma (2019).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153, 112986.

在對錯誤訊息的分類表中，這些類別的錯誤訊息也存在重疊部分，例如（1）

謠言的傳播可能通過點擊誘餌增加閱讀量吸引更多的閱讀者；（2） 點擊誘餌與

捏造新聞都是通過散佈虛假資訊，增加網站上的流量使廣告收入增加，並為組織

或網站帶來的金錢利潤等。這些例子表明，虛假訊息生態系統實際上極為複雜，

為了更深入研究，在研究取樣時，需要考慮「各種類型」的虛假訊息。本文以表

2-2為新冠肺炎時期假新聞的類別分類表為基礎，對社群媒體上的假新聞進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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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假新聞與健康傳播

本節將從健康傳播取徑探討媒介上的健康資訊，在此背景下，探討突發公共

事件中社群媒體上的健康傳播與假新聞，強調在突發衛生公共事件中，社群媒體

的重要性與錯誤健康訊息的危害，基於此明確錯誤健康訊息的定義與訊息內容以

及傳播形式。

一、健康傳播的發展與定義

健康傳播是傳播學下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也是尚處於發展中的學科。在二

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傳播學者與心臟科醫師在公共衛生宣導的議題中運用傳播

理論，開創社區介入健康議題的里程碑—「史丹福大學的心臟病防治計劃」。在

學術界，國際傳播協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在 1975

年成立了健康傳播學分會（Division of Health Communication），1977 年國際傳

播學會出版《傳播年鑑》（Communication Yearbook）首次開闢了健康傳播的專

題，提出了健康傳播的本質、目的與研究範疇。1988 年，健康傳播學領域第一

本學術期刊《健康傳播》（Health Communication）正式創刊。

1992年，美國學者 Jackson首次明確「健康傳播」的概念，意旨通過大眾媒

介傳遞健康資訊、促進健康的傳播活動。Rogers（1994）年對健康傳播的概念進

行完善，認為科學傳播是將醫學成果轉化為大通俗易懂的知識，通過影響公眾認

知減低疾病風險增強健康意識的行為。健康傳播研究涉及多種學科建制，例如：

傳播學、教育學、心理學與人類學等，且健康傳播依賴於不同傳播活動與行動領

域（Bernhardt, 200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Rogers（1996）擴大了

健康傳播的範圍，即任何一種關於健康的人類傳播都可稱為健康傳播，並提出健

康傳播以傳播為主軸，藉由人內傳播（個人生理、心理狀況）、人際傳播（醫患

傳播）、組織傳播（醫護人員訓練）與大眾傳播（媒介議程設置與閱聽人）四個

層次傳播健康相關內容的行為。

早期健康傳播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傳播本身，稍有涉及社會學、醫學以及

護理等領域，二十一世紀後健康傳播研究範圍擴大。在台灣，健康傳播從疾病需

求與認同、健康決策與醫患關係到媒介上的健康資訊效果研究、議程設置等（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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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寧，2011）。而在中國大陸，健康傳播仍處於發展階段，學科建制與健康研究

還未完善，但在風險視野下，健康議題被持續關注，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議題也

朝著閱聽人研究、危機預警、風險傳播與健康意識培養等方向轉換（陳虹、梁俊

民，2013）。

劉瑛（2011）提出目前健康傳播的六大分支，分別是醫患傳播、健康傳播運

動（health communication campaign）、大眾媒介的健康傳播、風險傳播、健康傳

播的新技術與健康傳播的研究方法，這六大分支都涉及不同類型的健康訊息如何

呈現與傳播。例如健康傳播最早的研究領域，病人與醫生之間的治療方案溝通

（Bertakis, Callahan, Helms, Azari,Robbins, & Miller, 1998）以及有目的性的讓大

範圍的受眾，能在一定時間內進行特定性為改變的健康傳播運動（Rogers&

Storey,1987）。

健康訊息有兩種形式，正式與非正式，非正式來源可以是朋友、家人與鄰居，

正式來源則是更為權威的醫生與健康方面的專家，而存在於這兩個來源之外的補

充訊息則為媒介訊息（Thomas, 2006），包括報紙、雜誌與廣播、電視，在此我

們主要討大眾媒介上的健康傳播。

二、媒介上的健康傳播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大眾媒介上的健康傳播研究中主要是針對電視、雜

誌、報紙與新聞中與健康以及疾病相關的內容，健康議題涉及吸煙、酒精，肥胖

到癌症等問題（劉瑛，2011）。陳憶寧（2011）對新聞媒體在健康傳播中的角色

進行分析，媒體能透過新聞與其他媒介形態提升公民健康素養與知識，成為發生

健康危機時的參考；就媒介效果而言，媒介訊息影響個人及大眾的健康行為、認

知和看法。

二十一世纪，互聯網與社群媒體興起，不僅為大眾提供獲取健康訊息的多元

的渠道，同時創造 E-health的可能性（陳憶寧，2011）。在 2013年皮尤研究中

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報告中，隨著移動設備與互聯網的發展逐漸成熟，

手機查找健康資訊已成普遍現象，且健康應用程序也開始被人們接受，超過半數

的受訪者提出在就醫前，會上網查詢病症的可能情況以及醫院的醫療狀況。在

2020年皮尤研究發現，在 50至 64歲之間的女性，最有可能在新冠疫情大流行

之前，為高於此年齡層的人提供互聯網資訊，在疫情期間互聯網上的健康資訊正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56

19

在逐漸影響高年齡層人群對網路資訊的需求。

但是，大眾媒介上的健康訊息內容卻存在一些問題，一方面，大眾媒介上的

訊息不足以幫助個人改善對健康的理解，另一方面，大眾媒介可能會加強與鞏固

與健康有關的社會和政治權利。Kine（2006）提出大眾媒介上的健康傳播研究可

分為：身體健康問題與政治以及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健康問題。

新聞媒體中所呈現的身體健康問題，存在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媒體對於疾

病的報導。首先，媒體所呈現的疾病範圍往往未能反映出普遍存在的疾病情況

（Finnegan, Viswanath, &Hertog, 1999；Fouts & Vaughan, 2000；Subervi-Vélez,

1999；Vargas, 2000）。例如，在新聞與雜誌的報導上，愛滋病與糖尿病比癌症

以及心血管機型的報導更多，且各種癌症的死亡率並不能有效可靠

（Hoffman-Goetz & MacDonald, 1999; Hoffman-Goetz, Gerlach, Marino, & Mills,

1997）。其次，大眾媒體上所提供的疾病資訊的有效性也受到質疑，因為新聞工

作者報導疾病預防與治療的專題，但是這些資訊往往是模棱兩可或是不完整的，

而且對症狀和傳播方法，治療方式，政策和經濟學的報導也很少（Krishnan,et al.,

1997；Hoffman-Goetz, Friedman, & Clarke, 2005；Wallace＆Ballard, 2003）。最後，

大眾媒體常會污名化病患或者殘障人士，造成刻板印象，例如，精神病患者通常

會為認為是不可測的、危險的、暴力的與怪異的（Allen& Nairn, 1997; Diefenbach,

1997; Hazelton, 1997）。第二，媒體對具有危險或危害的生活方式的報導存在歧

義，抽煙、酗酒、吸毒等行為有害身體，然而研究顯示最受年輕人歡迎香煙品牌

廣告覆蓋最廣，香煙廣告使年輕人認為抽煙是無不良後果及有魅力的（Pechmann

& Ratneshwar, 1994）；媒介上宣傳的理想身材可能導致受眾的過度減肥與不良

飲食習慣（Wilson& Blackhurst, 1999）。

政治與社會文化背景下的健康問題，主要與公共政策、爭論、健康惶恐與意

識形態有關。首先，在媒介話語中的特權利益，Andsager&Smiley（1998）提出，

大眾媒體的修辭策略會引導受眾認同某些特殊觀點與說法，並忽視相對的觀點。

其次，有權利的群體比下層群體擁有更高的話語權，從而構成社會權力的差異

（Condit, 1994; Logan, Park, & Shin, 2004）。此外，健康話語中還存在性別不平

等關係，研究發現對女性產生壓迫性話語，例如醫學上的更年期（Kaufert＆Lock,

1997）和生理期（Cheek, 1997; Markens, 1996）。最后，不同的媒介角色在健康

報導中賦予特權的方式與立場不同，在管理與護理的報導中，一般報紙的新聞報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56

20

導比較中立，商業媒體較為關注經濟利益與健康訊息之間的關係（Brodie, Brady,

&Altman, 1998），不同的新聞來源依舊包含著政治偏見（Stewart, 2005）。

在數位匯流的背景下，傳播大眾媒介的訊息通過自己的門戶網站與社交帳號

直接在互聯網與社群媒體上傳播，其對健康訊息的報導與控制是否也同時表現在

社群媒體上也值得研究。互聯網與社群媒體上的訊息來源更為繁雜，人們搜索健

康之訊的同時，隱患也隨之產生，例如線上的虛假訊息、謠言、假新聞氾濫。互

聯網上關於健康養身、疾病類文章時常來源不明、內容模糊，使得公眾難以區分

真假。新媒體上良莠不齊的大量資訊帶來偽健康的傳播，專業「守門人」缺失導

致虛假氾濫，「偽專家」與「偽健康」也被有目的地包裝營銷（王麗娜，2012）。

更為嚴重的是，當與健康有關的虛假訊息肆意傳播成為「病毒」時，會引起公眾

的恐懼心理，摧毀社會信任體系（Chua & Banerjee, 2017）。當面對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時，民眾面對此危機會引發大量的傳播與溝通需求（McComas, 2006），

此時缺少若官方資訊缺位、媒體報導難以說服受眾，便可能發生錯誤健康訊息在

社群媒體與互聯網中氾濫的情況。

三、突發公共事件中社群媒體上的健康傳播與假新聞

近年來，世界各地爆發了一系列傳染性疾病，例如：伊波拉病毒（Ebola）、

登革熱（Dengue）、茲卡病毒（Zika）、新型流行性感冒（flu）與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Corona virus）。嚴重的傳染性疾病爆發所帶來的大範圍傳染，對生命造

成威脅，同時產生大量的恐慌。此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治理過程中，也牽涉到

緊急風險傳播（Emergency Risk Communication）是否有效，對於公共衛生與安

全 都 至 關 重 要 （ Toppenberg-Pejcic, Noyes, Allen, Alexander, Vanderford, &

Gamhewage, 2019），其挑戰尤在於，在疫情爆發初期，治療、恢復確切方式均

高度不確定（Lin, McCloud, Bigman, &Viswanath, 2016），人們難以獲得關於其

風險與預防的訊息（Reynolds & Seeger, 2005）。尤其當傳統媒體無法為公眾提

供及時的相關資訊時，社群媒體便成為主要即時資訊資源（Jang & Paek, 2019;

Kilgo, Yoo, &Johnson, 2019）。

現今，社群媒體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疫情爆發期，媒體與受眾間不再

僅是傳統的單向傳播的模式，社群媒體提供多元的訊息傳播與交換的方式，成為

最重要訊息渠道，公眾可從中獲取疾病相關訊息並且與家人、朋友分享（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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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ek, 2019）。同时，社群媒體用戶扮演著重要的「守門人」的角色，他們決定

傳播訊息的內容，重塑或放大媒體報導的特定敘述（Kilgo, et al., 2019）。例如，

H1N1流感的爆發的初期，疫情相關訊息是通過社群媒體進行報導（Ding＆Zhang,

2010），在寨卡病毒和埃博拉疫情等新興傳染病爆發時，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等政府機構已經開始使用社群媒體向公眾通報

疫情情況（Chan et al., 2015）。

在此次新冠肺炎期間，中國大陸的社群媒體與主流媒體的報導內容相互合作，

取長補短。社群媒體不僅配合主流媒體的議程設置，在不同時間節點通過微博話

題發動群眾自發抗擊疫情。通過社群媒體，用戶自主生產內容為主流媒體製造新

聞來源（金澤香，2020）。比如，在雷神山與火神山還未啟用前，微博關注度極

高的熱門話題標籤#肺炎患者求救#，通過聯動武漢地方政府與標記央視新聞、人

民日報，開通過肺癌患者求助專區3，讓肺炎患者與非肺癌患者能夠得到救治。

其從，通過微博通過#武漢日記#、#海外抗疫日記#等影像網路日誌的方式，引導

網友自製內容的同時又得到主流媒體地報導。在社群媒體上，公眾對健康類訊息

的關注度更高，根據微信發佈的《微信戰「疫」數據報告》顯示，微信「看一看」

4欄目的閱讀量高達 11.75億次，政府類疫情服務及醫療類疫情服務的小程序，用

戶訪問量的增長率分別為 60%、347%。百度健康推出了「戰疫直播間」，邀請

權威機構推出抗疫知識直播超過 1億人次觀看、互動。根據百度 App用戶戰疫

實錄，健康醫典推出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詞條累計滿足用戶搜索需求

超過 2 億，百度健康「問醫生」單日諮詢量超過 85 萬。換句話說，從這次新

冠肺炎疫情中可發現，社群媒體成為突發公共事件發生時，人們獲取媒介與官方

訊息的主要渠道，以及獲取健康訊息的重要渠道。

然而，社群媒體卻常被批評是傳播錯誤健康訊息的渠道，由於新媒體技術打

破了權威對知識與訊息的壟斷（Castells, 1996），大量個人經驗成為集體性的知

識，分散並削弱了專業醫療的權威性，專業性的健康知識面臨被大量業餘知識所

排擠的危險（Adams, 2010）。随着 E-health 研究的推進，互聯網與社群媒體上

健康訊息的質量和準確度（Hansen, Derry, Resnick, & Richardson, 2003; Skinner,

3 #肺炎患者求助#超話開通以來，微博和武漢市政府及相關部門、人民日報、央視新聞、新浪互助、雷火

救援隊等合作，先後投入 900多人，24小時進行求助訊息收集、審核、上報。微博平臺累計收到上萬條求

助，排重並核實後已向政府報送超過 3000條資訊。
4 微信看一看欄目的閱讀量高達微信平臺上線一系列疫情專項服務，包括微信看一看欄目新增「疫情動態」、

不同類型的小程式、城市服務開通疫情專區、防疫話題的公眾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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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cope, Poland, &Goldberg, 2003）、可接近性與可讀性（Berland, Elliott, Morales,

Algazy, Kravitz, Broder, ＆ Watkins, 2001）都引起不少質疑。在健康訊息的傳播

上，因社群媒體上大量訊息被產製，卻缺少專業的守門人審核訊息，便有可能導

致錯誤訊息的快速傳散（Briones, Nan, Madden, & Waks, 2012）。更為嚴重的是，

錯誤健康訊息造成的錯誤健康觀念會阻礙人們展開有效的預防或是治療行為

（Jolley&Douglas, 2014）。然而，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根據 Johnson& Kaye

（2000）對社群媒體中茲卡（Zika）病毒相關訊息的研究發現，人們相信所依賴

的特定平台的訊息，即使其中的健康訊息是錯誤或偽造的。Kilgo（2018）在對

伊波拉（Ebola）病毒傳播時期，紙媒與社群媒體平台上的新聞進行研究時發現，

社群媒體上健康類錯誤訊息、誇大訊息的傳播會加劇疫情的恐慌與不確定性。

界定健康錯誤訊息／偽健康訊息（health misinformation）並非易事，錯誤健

康訊息傳播常被放置在偽科學（pseudoscience）的範疇下研究（Eve,2007；

Baum,2009），其與科學事實相關。Tan, Lee, & Chae（2015）提出，對錯誤健康

訊息的定義應參考「此時」的時間概念，因為事實、知識以及專業共同體的共識

會隨著時間的改變，遵循此邏輯，錯誤健康訊息是「此時」醫學權威人士認定為

假（非真、非科學）的健康訊息（吳世文，2016）。

綜上所述，本文對於假新聞的界定，是以互聯網與社群媒體上「多種類」內

容失實／錯誤的虛假訊息為探討出發點，更進一步，將焦點放在界定突發公共衛

生事件期間的健康錯誤訊息。突發公衛事件的健康錯誤訊息之定義為「在健康傳

播的過程中涉及健康內容，通過多種管道傳播、公眾感興趣但違背科學根據，且

在當下較常一段時間未經/已經被醫學或權威人士認證的錯誤訊息」。

本研究探討的重點則是突發衛生公共事件下，網路上的健康錯誤訊息，可定

義為「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影響公眾健

康的背景下，涉及健康的訊息、通過社群媒體/互聯網傳播、關係公眾切身健康

利益，但違背科學根據，且在當下較常一段時間未經/已經被醫學或權威人士認

證的錯誤訊息」。

錯誤健康訊息在傳播的過程中常披上「科學」的外套混淆視聽，主要類型以

廣告、健康謠言、健康虛假新聞、健康知識等形式存在於社群媒體中，具有欺騙

性、敏感性、誤導性及非科學性（吳世文，2016；吳世文、王一迪、鄭夏，2019）。

值得注意的是，錯誤健康訊息雖然是以健康傳播為目的，但本質上與科學規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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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相悖，是偽科學的重要類型之一（吕媛媛、胡光，2010；鄭怡卉，2013）。

錯誤健康訊息的訊息內容與傳播方式，有以下幾個特點（吳世文，2016）：

1、訊息的內容結構：錯誤健康訊息中的核心內容（論點、論據等）是非科

學的，整體內容類似健康訊息，但是科學理論支撐薄弱，甚至相關科學知識已經

過時（Martin, 1994），導致「行為訊息」（說服受眾採取響應的行為）具有誤

導性；社群媒體中的健康錯誤訊息由「事實訊息+情感訊息+行為訊息」組成，

與「事實稱述、情感導向和行為引導」對應。較常採用「敘事型」與「新聞報導」

的方式進行敘事，在敘述時較少有確切的人稱，偶有採用第一人稱敘事（羅文伶、

邱銘心，2015）。

2、訊息的論證及邏輯：錯誤健康訊息的論據可能是非科學的或科學的，但

在論證的邏輯推理中是無法支持科學的結論，這也是錯誤健康訊息與（科學）健

康訊息之間的重要分隔標準；在網路健康謠言最常見的訊息引述中，較常使用來

自醫生以及自身經驗作佐證證據，傾向於採用專業說服增強訊息的說服力（羅文

伶、邱銘心，2015）。

3、訊息的目的：健康訊息的傳播目的是為了傳播健康知識提升人們的生活

質量，具有公益性。錯誤健康訊息常常出於商業目的或是個人主觀意見。

4、從訊息的傳播過程來看，錯誤訊息易造成群體感染的「非常態化」傳播，

因為在社群媒體上的訊息強滲透下，人們沒有足夠的知識與能力處理辨別錯誤健

康訊息與科學訊息（Shen& Zhou, 2020），且錯誤健康訊息包含著聳人聽聞或是

訴諸恐懼的內容。此外，在公共衛生危機發生時，錯誤健康訊息也可能降低危機

的嚴重性，拖延受眾的防疫時間（Toni, van der Meer, & Yan, 2020）。

在互聯網與社群媒體的脈絡中，錯誤健康訊息常常具有「誇張或絕對」的表

述風格，此外以「獨特、絕密」等字眼試圖說服讀者，甚至明確顯示出「誘導性、

鼓動性」等宣傳目的（李月林等，2018；吳世文等，2019），但受眾為了規避錯

誤健康訊息中的健康風險，抱著將信將疑的態度轉發，由此導致錯誤健康訊息的

擴散（曹乘瑜，2012）。互聯網存在「群體極化」與「回聲室效應」，容易產生

謠言的溫床，人們通常無法認識到所接受的訊息是否正確，直至他們所相信的訊

息被糾正或者被撤回（Lewandowsky, Ecker, Seifert, Schwarz, & Cook,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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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事實查核

本節首先將對事實查核的定義與發展進行梳理，其次，分別探究西方具有代

表性的事實查核機構，包括類型與查核方式，以及目前中國大陸事實查核的發展

現狀。此外，明確事實查核與驗證的具體方法，最後，回顧目前 COVID-19假新

聞與查核研究的研究成果，找出研究空白並確定本文的研究目標。

一、事實查核的定義

事實查核制度起源於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是傳統新聞業中的一項內部查核制

度，即對新聞媒體產製內容的真實性、有效性進行查核的把關程序（程曾芩，2018）。

作為事實查核創始人之一 Dobbs （2012）認為，事實查核是對客觀性解釋的一

種修正，用於平衡雙方或者多方的真實性。根據《牛津新聞業詞典（2014）》對

事實查核（Fact-Checking）的解釋，其包含兩層含義：1、在新聞作品發表之前，

對訊息真實性進行的評估；2、由博客或媒體組織在新聞已經發表，或發佈之後

對其真實性所進行調查核實，並將結果公佈於眾。

事實查核作為新聞機構的內部審查機制，被美國、德國等西方新聞媒體所接

受。美國《時代周刊》（Time）的創辦 Henry和 Briton Hadden為保證刊物內容

質量，成立了第一個由女性組成的事實查核團體。不久後，《時代周刊》的主要

競爭對手《紐約客》（The New Yorker），以及德國的《明鏡》周刊（Der Spiegel）

都擁有自己的事實查核團隊。在傳統新聞機構中，早期的事實查核是媒體文本內

容刊發前的「事前查核」（Internal fact-checking）（Fellmeth & Horwitz, 2009）。

事前查核一般需兩次檢驗，稱之為「雙重查核」（double check），在新聞採編

的過程中，記者需對訊息來源進行事實查核；在成稿審閱時，由編輯、事實查核

員再次對未發佈的報導審閱與核實，通過兩道流程提高新聞的可信度。事實查核

本質上屬於媒介內容把關程序的一部分，查核工作在新聞機構內部完成，不需藉

助第三方機構（Silverman & Jarvis, 2007）。

現代事實查核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總統選舉是早期事實查核的最佳研究

對象（Amazeen, 2016）。當時，參選人的政治廣告與廣播宣傳帶有著欺騙性與

攻擊性，媒體記者事後對政治人物的競選言論、宣傳文本展開事實查核工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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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其準確性與公正性（Cappella&Jamieson, 1994），隨後逐漸發展為專門的報

導內容，這便是事後查核（External fact-checking）（Graves&Amazeen, 2019）。

進入二十一世紀，互聯網、社群媒體、移動技術構成的傳播生態，衝擊了傳

統新聞生產模式。網路空間與社群媒體產生大量的用戶生產內容（UGC），如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和 Twitter 的社交媒體網站，成為了專業記者的

新聞訊息來源，但其真實性與客觀性受到質疑（Brandtzaeg, Følstad, &Chaparro

Domínguez, 2018）。此外，由於新聞行業內預算縮減，編輯失真成為行業內假

新聞產生的原因。同時，迫於新聞時效性的壓力，新聞內部查核的程序被忽略，

導致主流媒體的公信力持續下降（馬曉彥，2017；張滋宜、金兼斌，2017; Chadwick,

Vaccari, & O’Loughlin, 2018）。事實查核第三方機構之所以誕生，是因為在假新

聞肆虐的政治選舉背景下，民眾擔心傳統新聞業已不再或不願意要求政治行為者

對其主張的真實性負責（Amazeen, 2016）。所以，人們越來越需要線上的事實

查核，以辨別傳統新聞媒體所帶來的錯誤訊息，和社群媒體上複雜多樣的假新聞

（Graves, Nyhan, & Reifler, 2016；Diana Gonimah, 2018）。

事實查核的目的就是向受眾提供清晰和經過嚴格審查的資訊，以便他們在投

票和重要決策中擁有充分的認識與明晰地選擇（Elizabeth, 2014）。正是在這樣

的要求下，有「兩個時間節點」對事實查核新聞的發展至關重要（Mantzarlis, 2018），

一個是在 2009年，因實施查核獲得普利策獎的 PolitiFact，其創新之處是建立了

真實性測量表（Truth-O-Meter），為事實查核流程增加了結構性與清晰度。這種

結構化的方法不僅能清晰地向公眾說明整治實施查核的內容，還能監督公眾人物

為其言行負責（Mantzarlis, 2017）。

而另一個是，運用算法的新型訊息查核機構。在社群媒體上，訊息（通常是

錯誤訊息）從私人社群傳播到公開網路平台，當意見領袖分享與宣傳錯誤訊息，

由於未經編輯審查加之演算法加速錯誤訊息的傳播速度，增加個人確認偏見，回

聲室過濾對立聲音，錯誤訊息如同「數字野火」在社群媒體上傳播（Diana, 2018）。

因此，新型訊息查核機構的誕生為事實查核提供了新的方法，例如，Google 新

聞實驗室提供一些列工具與數據，幫助新聞從業者尋找準確訊息素材，並在

Google 新聞中將 factcheck.org 等事實查核機構的文章標準「事實查核標籤」

（Google，2016）。同樣，Facebook與事實查核機構合作，設置舉報假新聞功能

（Jamieson&Solon, 2016）。首個社群網路通訊社 Storyful 運用訊息監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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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查核

•事後，針對具有公共意義的聲

明；

•依靠專家，學界，政府機構的

資訊；

•目的：得出裁定聲明真實性的

結論。

newswire，對 Instagram、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群媒体上的用戶生產

內容（UGC）进行實時監測與查核。針對社群媒體上的錯誤訊息，事實查核主

要集中在公眾言論查核，而不是揭露（Debunking）假新聞或者騙局。揭露是事

實查核的一個子集，並且與驗證（Verification）共用一組特定的驗證方法，尤其

是對社交媒體上的用戶生產內容。

Brandtzaeg et al.（2018）提出事實查核是針對具有影響力的個人或組織，分

析和確定具有公共意義聲明和內容的準確性，並為用戶提供具有可信度的內容。

而驗證是對在線內容（例如文本，圖像和影像）進行身份驗證過程的工具，通常

應用算法驗證。事實查核通常比驗證具有更廣泛的潛在用戶群，因為可以提供對

線上聲明或內容的完整分析和評估。如圖 2-1，為事實查核、揭露與驗證之間的

關係。

圖 2-1：事實查核與驗證的區別

改繪自：Mantzarlis, A. (2018). Fact-checking 101. Ireton, Cherilyn; Posetti, Julie.

Journalism, fake news & disinformafion: Handbook for journalism educafion and

training. Francia: Unesco, 85-100.

在此背景下，一系列「事實查核新聞」實踐應運而生，事實查核從早期菁英

媒體內部的審查機制，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新聞樣態，即事實查核新聞

（fact-checking journalism）（虞鑫、陳昌鳳，2016）。「事實查核新聞」與傳統

意義上的新聞發佈前的審核制度不同，它主要是在針對發佈的內容進行事後查核，

驗證

• 事前，主要在用戶生產的內

容；

•通過目擊者、訊息位置、

反向圖像搜索等方法尋找主

要證據；

•目的：發佈查核文本或停止

錯誤文本傳播。

揭露

假新

聞、

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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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類似「勘誤」、「糾正錯誤」的行為，旨在揭發言論中的不實之處（Birks,

2019）。事實查核網站將事實查核的過程與結果，通過新聞的形式發佈給受眾，

幫助受眾對媒體報導的公信力做出判斷，「事實查核新聞」多數是由第三方事實

查核新聞網站完成。從政治事實查核到不同公共事件的事實查核，不論是在美國

或者其他西方國家，還是在中國等亞洲國家，再過去十年間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Amazeen, 2015）。

二、事實查核的發展

（一）、西方事實查核現狀

事實查核在 2010年後，從美國開始向全世界廣泛傳播（Mantzarlis, 2018）。

根據杜克記者實驗室（Reporters'Lab）2020年的事實查核項目，全球事實查核機

構與查核人數有著明顯的增長。Mark Stencel & Joel Luther（2020）在調查中發

現，在 2019至 2020這一年間事實查核機構增長最快的是亞洲國家，從 35個增

至 75個，南、北美洲與歐洲也增加了 43個，非洲國家在這一年內也增加了 10

個。

圖 2-2：全球事實查核機構數量

資料來源：Mark Stencel&Joel Luther(2020).Fact-checking count tops 300 for the

first time October 13, 2020.Retr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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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https://reporterslab.org/tag/fact-checking-database/

值得一提的是，自今年二月以來，新冠疫情大流行，全球各國的事實查核核

網站成為民眾搜索最高的網站之一（Mark Stencel & Joel Luther, 2020）。突發流

行性疾病議題成為事實查核關注的議題，國際事實查核網（ 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 IFCN）通過 #CoronaVirusFacts Alliance，揭露關 於

COVID-19 的虛假新聞，同時協調了新冠肺炎的查核覆蓋範圍，截止 2020 年 6

月 CoronaVirus聯盟已經進行了 6000多次的事實查核。根據全球事實查核地圖顯

示，全球至少有五個事實查核機構關注公共衛生與醫療議題，針對流行性疾病的

事實查核開始成立健康記者查核團隊，例如，2019年啟動的「健康印度計劃」

就是其中之一。

此外，為了應對層出不窮的線上錯誤訊息，尤其是社群媒體 Facebook，

WhatsApp，Google和 YouTube等，美國的事實查核平台開始鼓勵查核人員，尤

其是簽訂 IFCN（國際事實查核組織）原則的查核人員，向他們提供額外的資金

與技術支持提高工作效率。同時，事實查核人員也成為國家與地區合作關係的一

部分，例如杜克記者實驗室與巴西的 Comprova合作，哥倫比亞 RedCheq與玻利

維亞 Verifica合作，這樣的短期合作逐漸延演變為長期合作，激勵參與組織提高

事實查核能力。

雖事實查核關注的議題開始向公共事件與健康議題移動，但事後查核主要

（但不限於）集中在政治廣告、競選演講與政黨宣言上（Mantzarlis, 2018）。最

具有代表性的美國事實查核機構誕生，2003 年首次出現的 FactCheck.org，以及

PolitiFact和《華盛頓郵報》的「fact checker」在 2007年問世（Amazeen, 2015）。

美國事實查核機構成熟的查核模式，也成為世界各國的事實查核的借鑒模板，那

麼美國或西方主要進行查核的機構有哪些？其如何對假新聞或虛假訊息進行查

核，查核原则、議題選擇分別為何？馬曉彥（2017）提出西方事實查核機構可大

致分為兩大類，以傳統媒體為基礎的事實查核機構、以專業人士創辦的事實查核

網站。

1、以傳統媒體為基礎的事實查核機構

美國《華盛頓郵報》是傳統媒體在事實查核中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新聞組織，

在 2007年推出事實查核專欄「Fact Checker」，並在 2008年總統大選期間推出

事實查核特刊，在 2011年正式將 Fact Checker 作為永久性查核欄目通過《華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56

29

頓郵報》「Fact Checker」的網站以及《華盛頓郵報》週日印刷版的隨附專欄，

旨在通過蒐集相關政治參選人的資料，對其相關言論進行事實查核。利用傳統媒

體的優勢，「Fact Checker」邀請讀者提供查核內容，在查核文本中有 50%的事

實查核來源於讀者的提問，內容包括政治候選人、利益關係集團與媒體錯誤主張。

「Fact Checker」查核人員必須遵循事實查核十大原則（Kessler, 2017），（1）、

對事實進行查核操作而不是對意見進行查核；（2）、選擇對選民重要的議題進

行查核，而非查核全部內容；（3）、查核人員盡量保持中立並屬於無黨派身份；

（4）、保持查核議題的中立性；（5）、以政治人物的言論作為政策問題的考察

點，確定事實查核的範圍與重要性；（6）、根據《事實檢查器操作視頻指南》，

找出政治人物誤導受眾運用的技巧，使用典型案例告知受眾；（7）、由核實人

員對核實言論負責；（8）、根據《華盛頓郵報》的政策，事實查核人員不得參

與或組織在黨派政治活動；（9）、提供查核訊息來源與資金支持，提供受眾自

驗證的權利；（10）、隨時接受糾正反饋。此外，「Fact Checker」最具創新的

是使用匹諾曹測驗來展現事實的真偽程度，由一到四個匹諾曹5，代表著從事實

大部分正確到重大遺漏再到重大錯誤以及最後彌天大謊，在 2018年，事實查核

推出無底匹諾曹，意即錯誤言論程度已達到三到四個匹諾曹，且在政治人物的發

言中至少重複了 20次以上，就會被標記為無底匹諾曹，並且顯示在他的登入界

面上。

2、以專業人士創辦的事實查核網站

賓夕法尼亞大學傳播學院的安納伯格公共政策研究中心（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er）創辦 FactCheck.org（2003），以及由 Poynter 媒體研究學院所有

的 PolitiFact.com（2018），還有首個社群網路通訊社 Storyful為代表，此外還有

英國的 Fullfact.org和歐盟的 FactCheckEU.org 網站。

PolitiFact是事實查核新聞類網站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在 2018年《坦帕灣

時報》報紙將 PolitiFact 的所有權轉讓給 Poynter 媒體研究所，使得 PolitiFact能

夠充分發揮非營利性國家新聞機構的作用（Angie, 2018）。PolitiFact網站主要從

報刊、廣播、電視、社交媒體等獲取政治人物的言論與表態，並對言論真實性進

行查核（Adair, 2011）。憑藉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優秀的報導，獲得 2009

年普利策獎。PolitiFact 的獨立查核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有五大基本查核原

5 匹諾曹：「Fact Checker」用以說明事實的真偽程度的代表性符號，個數越多代表錯誤程度越嚴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56

30

則：（1）、言論具有可驗證性；（2）、言論可能會誤導公眾；（3）、言論具

有潛在的社會與政治影響力；（4）、言論已廣泛傳播；（5）、言論具有模糊性。

其次，在查核過程中，對所有查核資料進行全面在線搜索，要求權威人士進行最

終審查，對重要訊息來源與原始文本直接尋求政府報告、學術研究提供核實訊息，

不依賴於媒體報導與選舉人的發言，通過查核團隊進行獨立查核。此外，最著名

的是其自創的真實性測量表（Truth-O-Meter），依據事實的真偽程度分為六個等

級，分別是：真實、基本真實、半真半假、基本失實、失實、荒謬。通過三位查

核編輯進行真實測量，最終給出真實性測量結果。最後，還創立了針對性測量工

具——Flip-O-Meter評級，主要只針對政治人物在某些議題上的一致性，以提供

選民對政治人物態度轉變的參考標準。同時，PolitiFact 網站擴大了查核範圍，

還開闢了「Pundit Fact」項目，將專欄作家、博客寫手、政治分析家、脫口秀嘉

賓和主持人等人員的言論真實性納入了查核的範圍。

不同於華盛頓郵報的「Fact Checker」與 PolitiFact 網站，Storyful 查核網站

主要是針對跨數字平台，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內容進行查核。根據路透社 2016年

的調查，使用社群媒體作為新聞來源的人數在 2016年上升了 46%，是 2013年的

兩倍。然而，社群媒體上假新聞、被操縱的內容與謠言已是日趨嚴重的問題

（Brandtzaeg et al., 2017; Silverman, 2015; Silverman et al., 2016; Thurman, 2017）。

針對此，Storyful研發出一套訊息檢測工具「newswire」，對社群媒體上的用戶

生產內容（UGC）進行實時監測，查核人員憑藉抓取的數據判斷錯誤訊息與重

要訊息，藉由對影像、圖片核驗，確定是否為錯誤訊息，Storyful再與訊息來源

聯繫，根據訊息來源的回復情況，為圖片或影像貼上「事實清晰」、「等待回復」、

「已經授權」、「尚未回復」等標記（史安斌、饒慶星，2016）。查核過程可分

為以下三個步驟：1、確認訊息來源：通過大數據技術，在所有社交網站中搜索

訊息來源軌跡，使用嵌入式數據技術與定位技術找到新聞訊息來源的發佈者，再

與其聯繫確認訊息發生的時間、事件細節等。2、核驗訊息發生的地點：查核人

員逐個分析畫面，比對當日天氣、口音、標誌性建築等，使用數據取證技術，若

條件允許，與當地社會團體聯繫，確認地點。3、確認訊息發生時間：針對可交

換圖像數據與影像數據進行評估，確認上傳時間，再用交叉核驗的方式複查。目

前路透社、紐約時報、BBC等多家傳統媒體成為 Storyful的註冊用戶，通過對媒

體熱點內容的查核，Storyful將非職業記者、傳統媒體和受眾串聯了起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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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稱該網站為「社交媒體時代的通訊社」（张滋宜、金兼斌，2017）。

（二）、事實查核的困境

雖事實查核機構與網站已有明確的查核準則，以及對查核人員有嚴格的規定，

但是依舊存在一些困境。首先，查核內容與政治相關議題時，存在事實查核新聞

生產的立場偏向。在對 PolitiFact的事實查核新聞的內容進行分析，發現 PolitiFact

的事實查核新聞有明顯的黨派偏向，除去查核內容文本的因素，來自共和黨的言

論更容易被選擇報導為「失實」，佔總體查核數量的 76%（Ostermerier, 2011）。

Marietta, Barker, & Bowser（2015）在研究 PolitiFact、factchecker、factcheck.org

查核內容中發現，在三大爭議議題「種族主義」、「財政赤字」、「氣候變化」

的查核比重上有明顯不同，且相同言論的查核也有不同的態度與評價。

其次，事實查核新聞生產流程被質疑無法呈現事實全貌。Birks （2019）重

新引入新聞的「客觀性」與「規範性」準則去探討查核流程。在傳統新聞報導中，

儘管客觀性與事實性或與真實相關聯，但它只能被理解為是避免主觀立場偏向，

因此新聞室內通過使用直接引述多方言論，使新聞文本接近中立立場。然而查核

新聞的操作方法，例如驗證流程，通常僅限於訊息來源、日期、地點與原始文本，

Graves & Cherubini（2016）調查發現 80%的事實查核人員都以評級系統去衡量

查核文本的真實性，但是並不是所有文本都適用量表的方法，可能存在「脫離脈

絡」與「絕對性判定」。事實查核涉及查核資料與訊息來源主張的實質，因此可

能被批判過於解釋性與主觀性。

再次，事實查核一直在挑戰改變公眾接受假新聞的認知，從心理學角度上來

說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即人們傾向於根據既有觀點與立場尋找解釋

證據（Nickerson, 1998）。確認偏誤不僅發存在於一般民眾中，而且會發生在社

經地位較高的公職人員中，例如最高法院的法官（Westen, 2008），尤其是發生

與政治或種族主義等具有爭議的議題時，確認偏誤的作用會十分強烈（Taber &

Lodge, 2006），因此事實查核可能無法減少公眾對於錯誤訊息的理解。胡元輝

（2018）提出，當公眾遇到存在矛盾的事實時，可能會強化其原有意識形態中的

事實信念。若此種狀態普遍存在且無法逆轉，則會威脅新聞事業的運作（Flynn,

Nyhan, & Reifler, 2017）。

最後，是事實查核在網路時代最大的難題，社群媒體上的假新聞或是錯誤訊

息的產生與分發的速度之快，常令查核人員措手不及，在對查核平台 Hoax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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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假新聞的共享通常會超過對事實查核新聞文本的傳播（Shao,

Ciampaglia, Flammini, & Menczer, 2016）。

三、中國大陸事實查核

（一）、大陸事實查核現狀

中國大陸事實查核的起步較晚，且多以「闢謠」的形式出現，面對著網路平

台與社群媒體中海量訊息裹挾著層出不窮的「謠言」（王軍、王鑫，2019），以

及不到三層的網民有查核意識6的低媒介素養現狀，中國大陸事實查核發展迫在

眉睫。以騰訊較真平台為例，根據 2016-2019年度的《網路謠言治理報告》顯示，

從 2016年到 2019年，騰訊較真查核平台推出的闢謠文章從每年 40餘篇增加到

17881篇，闢謠文章閱讀量總數從 8億次增加到 11億次，加入騰訊闢謠中心的

闢謠機構從 470家增加到 774家。僅在 2017年就查處了 18萬個散佈謠言的公眾

號。由此可見，大陸事實查核的力度與查核機構的發展都在逐年上升。目前，大

陸事實查核組織成可大致分為五類。

第一類事實查核組織是由民間力量所組成（程曾芩，2018），在 2011年，

網友自發組織、旨在澄清微博謠言的「闢謠聯盟」成立，在運營期間成功地促使

新浪微博頒布社區管理規定，並建立官方闢謠團隊與機制。他們以 QQ群為查核

會議室，由 8位審核人員對虛假訊息進行審核，使用多渠道對網路訊息檢索，例

如在新聞網頁、微博、論壇進行關鍵詞搜索，找到聯繫謠言作者或確定謠言來源，

通過「多數同意」與「一票否決」的原則進行闢謠，這些都是中國大陸事實查核

的早期雛形（陳永傑、吳洣麓，2011）。但民間闢謠組織還存在著許多不足，「闢

謠聯盟」這類民間自發組織的網路闢謠組織，在澄清謠言的訊息發佈的過程中，

只有簡單的謠言文本與真相文本，真相文本並未有足夠的佐證支持，辨別虛假訊

息的過程也未詳細說明，其公信力並未完全得到公眾的認可，以至於發展到後期

部分民間闢謠組織走向衰敗。

第二類是與民間查核同時起步的「傳統媒體創辦的事實查核報導」（李凌凌、

秦瑞，2020），例如 2011年《人民日報》的「求證」專欄，動用主流媒體的資

源對爭議新聞、疑點事件進行深入調查與核實，截止 2018年 9月，已經刊登 300

6 根據中國互聯網訊息中心（CNNIC）發佈的《2016》中國互聯網新聞市場研究報告》顯示，60.3%的網民

在轉發新聞前並不會核實文本真實性就直接進行轉發，僅有 25.7%的用戶有查核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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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期報導。人民網要聞部在同年推出「求真」欄目，主要對廣泛傳播的網路熱議

事件進行查核，開闢原創闢謠專欄。傳統媒體的事實查核具有更高的公信力，在

查核文本上與敘事細節都更貼近真相，但是在時效性上卻遠落後於新媒體上的闢

謠組織（程曾芩，2018）。

第三類事實查核則是由社群媒體成立的事實查核網站，例如，新浪微博在

2016年聯合公安部推出「全國闢謠平台」，其內容審核受到北京互聯網資訊辦

公室的監督，通過在微博開設便捷管道，接受網民對互聯網謠言的舉報。在 2018

年，新浪微博整合 3.3萬個媒體帳號，集合各大官方媒體的力量，推出「媒體闢

謠平臺」，受邀媒體帳號可通過微博舉報窗中的闢謠專用入口，進入媒體闢謠平

臺，將特定微博標記為謠言、而網友則可以通過被標記謠言下方的櫥窗進入聚合

頁，對相關謠言和闢謠資訊進行查閱。此外，新浪微博用於澄清的帳號「微博闢

謠」，目前已擁有 232萬粉絲，日均閱讀量達到 10萬以上。微信在 2017年推出

「微信闢謠助手」的「小程式」，其闢謠內容資訊來源是合作的第三方闢謠機構

發布的謠言澄清資訊，「微信闢謠助手」本身並不生產闢謠文本，而是一個資訊

整合平臺。

第四類是有官方機構主辦的闢謠網站，例如，2018年由中央網信辦違法和

不良訊息舉報中心主辦、新華網承辦的「中國互聯網聯合闢謠平台」上線，該平

台通過聯合新華網、地方性闢謠平台、媒體門戶網站與專家智庫，建立對網路謠

言「聯動發現」、「聯動處置」、「聯動闢謠」的工作模式（鄭海鷗，2018）。

第五類是由專業性平台發起的闢謠平台，例如，在 2010年，以泛科技為主

題的果殼網，在 2010年推出「謠言粉碎機」，通過高學歷的網站工作人員與網

路上科學愛好者，對食品安全以及醫療健康等生活類訊息進行事實查核；健康資

訊平台「丁香醫生」對針對醫療健康類訊息進行查核，通過簽約的數千位醫生對

健康類資訊進行審核，並在微信平台設置公眾號定期推送健康資訊的闢謠訊息

（陳漫琪、李昕洋，2020；郝玉佩，2019）。

童文勝與易柏慧（2020）對中國大陸目前網路闢謠類型的學術研究進行整合，

歸納出目前網路闢謠三步圖，分別是闢謠的原因，即影響闢謠主體行動的內外部

因素；過程，確定不同闢謠主體如何有效開展網路闢謠，行為機制是指闢謠訊息

來源、發佈訊息與傳播模式/渠道；結果則為闢謠效果研究，圖 2-3 為中國大陸

學術研究網路闢謠過程的概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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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中國大陸網路闢謠過程概略圖

改繪自：童文勝、易柏慧（2020）。<網絡辟謠:國內研究進展與理論分析框架>，

《情報雜誌》，6：28-134+202。

在網路謠言的研究中，「闢謠主體」分為官方闢謠、非官方闢謠、協同闢謠。

在網路時代，官方主體在闢謠中存在兩大困難，分別是資訊獲取渠道的局限與網

路相關議題選擇的被動狀態，因此，會影響官方對於謠言判斷的準確性（尹金鳳、

徐舟，2017），所以，引入第三方力量協同闢謠，不僅能藉助行業專家與意見領

袖的影響力，還能發揮多方渠道訊息覆蓋能力，從而提高闢謠主體的公信力。

闢謠過程的行為機制可拆解為，首先確定闢謠訊息來源，即闢謠訊息的生產

者，訊息來源可能是政府、媒體、民間組織、權威人士、智庫人士、意見領袖或

是普通網民（曾潤喜、陳創，2018）。需要注意的是，不同訊息來源在謠言澄清

的可信度上有所不同，例如地方政府的「自我闢謠」、「替代性闢謠」往往難以

說服公眾（周慶安、吳珅，2016）。其次，在闢謠訊息的傳播方面，網路上的意

見領袖能夠延長闢謠訊息的傳播時間，甚至將闢謠訊息帶上熱門討論（宗乾進，

黃子風，2017）。闢謠訊息的發佈時間一般按照「黃金一小時」的定律，力求在

原因 過程 結果

闢謠的影

響因素

闢謠主體

闢謠效果：

闢謠受眾

闢謠訊息：

發佈時間

敘事方式

官方闢謠：

官方機構

傳統媒體

行為機制

發佈渠道

闢謠訊息

來源

非官方闢謠

協同闢謠：

社群媒體

專業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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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還未引起足夠影響力時消解（童文勝、易柏慧，2020）。闢謠訊息多以強制

性糾正模式為敘事方式（胡華濤，2015）。最後，發佈渠道一般分為兩類，一類

是微博、微信等社群媒體平台；另一類是專業性闢謠網站，包括果殼網等科普性

平台、騰訊較真等媒體闢謠平台以及中國互聯網聯合闢謠平台等權威平台。

學者在闢謠效果研究中，討論較多的是受眾的媒介素養與心理情緒因素。在

社群媒體平台的參與式文化與裂變傳播的作用下，媒介素養的缺失給了謠言產生

與傳播的機會，因此有必要增強公眾對社群媒體訊息的理性識別與客觀分析能力

（李伶俐、杜忠鋒，2020；庹繼光、曹雪桐，2020；曲升剛，2019）。施愛東（2016）

提出，相信謠言的受眾更多出於非理性的情緒因素，因為謠言涉及他們的某些訴

求或是意識形態。

目前，中國大陸的查核機構與組織發展迅速，但是依然存在不足之處，首先，

查核網站多以闢謠網站為名，如「全國闢謠平台」、「中國互聯網聯合闢謠平台」，

亦或是《人民日報》的「求證」與新華社的「網聞求證」欄目都被歸於「闢謠」

名下（馬曉彥，2017）。闢謠不免讓人有一種為查核就先入為主的印象，意即不

可避免地用「真」與「假」的二元對立進行判斷，這樣會為後續的澄清帶來困難，

Uscinski & Butler（2013）提出，事實查核人員常常錯誤地使用因果關係去預測

與定義真或假的事實，這樣會使得受眾對如部分真實、部分錯誤的定義混淆，甚

至混合歸類。但網路上的虛假訊息、錯誤訊息分類不僅一種，需要具體分析而非

直接放入真假框架中。其次，根據騰訊《2018年網路謠言治理報告》，中國大

陸目前的查核網站集中於食品安全與公共衛生醫療方面，對社會重大事件的查核

還不夠完善。最後，李凌凌與秦瑞（2020）提出目前我國各查核機構建的良性合

作並不密切，查核作為一種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配合，若查核數據難以實現共享，

則可能造成資源浪費與效率降低。

（二）、騰訊較真平台

騰訊較真平台是中國大陸最早推出闢謠服務的事實查核平台，在 2015年騰

訊上線「較真」欄目，該欄目在 2017年初正式升級為專業的闢謠平台，同年，

騰訊較真平台作為首個中文查核平台加入國際事實查核網路（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成為全球 494個事實查核網站數據庫的站點之一，致

力於事實查核新聞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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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騰訊較真平台已有較為成熟的運作模式。首先，在查核人員的選擇上，

騰訊網副總編輯李天亮介绍到，查核平台實行推薦與邀請機制組成查證人員，他

们屬於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通過書寫查核文章且文章質量與數量能達到平台審

核標準，才可正式進入查核團隊（時政新聞騰訊較真，2017年 1月 10日）。此

外，騰訊較真對當下熱門事件，針對不同的選題分配不同專業領域的查核人員，

保證能對事件中的內容與細節有針對性的評估。在最後查核文本成稿方面，還需

交由專家團至少兩位查核人員再審。查核人員須遵循四點準則：1、長期從事某

領域研究、負責與管理相關工作；2、具有掌握實時社會動態與監測相關領域數

據的能力；3、具有足夠的社會關懷與國際視野；4、無商業立場與偏見。

其次，查核文本的來源有兩個渠道，一是通過實時監測微博、微信與知乎等

社群平台發佈的訊息。通過大數據技術與雲計算對訊息進行過濾，篩選出可能被

質疑的訊息；根據重要程度、迷惑程度、傳播程度與危害程度進行評估確定訊息，

再統計這些訊息在社群媒體與搜索引擎中的熱度，最後用指數乘以係數得出最終

排名，如圖 2-4。這樣篩選訊息有三個優點，1、可以直接對網友關心的問題進行

及時澄清；2、能直接有效地遏制虛假訊息的大範圍擴散，防止多節點傳播；3、

保證查核新聞能有足夠的閱讀量，保持文章持續的熱度。

二是通過征集網友存疑的訊息進行事實查核，早期的騰訊較真只有網頁版，

在與用戶互動方面存在不便，後借由微信平臺，建立了微信公眾號「全民較真」

和微信小程序「較真闢謠神器」，不僅方便了用戶閱讀，也增加了與用戶互動的

管道。騰訊較真平台有三個提問入口，分別是微信公眾號「全民較真」、微信小

程序「較真闢謠神器」、較真平台網頁的提問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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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謠言篩選步驟圖

來源：研究者製作

此外，騰訊較真平台相較於其它事實查核平台，查核主題多集中在食品藥品

與公共衛生醫療方面（劉暢，2019），李凌凌與秦瑞（2020）在對騰訊較真平台

的查核文本進行研究，在 100篇查核樣本中，食品安全與公共衛生佔據 64%。程

曾芩（2018）對騰訊較真工作人員進行訪談時得知，騰訊較真查核主題有如此偏

向是以用戶為主要導向的選擇，由於食品安全、公共衛生類訊息出現錯誤時，更

容易導致網友恐慌釀成悲劇，因此他們更著重查核此類議題。同時，根據 2017

年騰訊研究院發佈的《2017騰訊公司謠言治理報告》，健康類謠言標題具有四

個特點：1、感歎命令的敘述結構；2、使用「權威」話語；3、誇張事實表達以

恐嚇；4、刻意煽情。謠言的內容特徵有：1、將謠言來源平臺包裝為專業的資訊

分享平臺，以「教你」、「知識」、「智慧」、「爆料」等詞彙對自身形象進行

包裝。2、使用與特定主題相關的帳號名稱，以此契合分享平臺的形象，例如健

康、養生、生活。健康謠言的兩大特點：1、編造或者擴大健康危害、2、刻意散

佈錯誤的健康資訊。

最后，騰訊較真平台借鑒了谷歌新聞的事實查核標籤7，在每一篇查核新聞

的標題後藉助查核標籤進行分級，將訊息劃分為綠色（真實），灰色（有疑問）

與（紅色）虛假訊息三個等級，此外還會為訊息分類，確定是屬於謠言、假新聞、

7 谷歌新聞將訊息分為三種形式綠色（真實）、黃色（待查）、紅色（虛假）以此提示受眾訊息真實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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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科學等。結合以上的查核流程，圖 2-5為騰訊較真事實查核平台的闢謠流程圖。

圖 2-5：騰訊較真事實查核平台闢謠流程圖

改繪自：程曾芩（2018）。《騰訊較真平臺事實核查新聞生產機制研究》，中央

民族大學。

從流程圖上可以看出，騰訊較真平台有四種監控渠道抓取錯誤訊息，通過算

出係數得出謠言排名，再依據謠言排名，有針對性地分配給不同領域的查核人員、

專家書寫查核新聞。最後的環節是事實查核新聞的分發，騰訊結合自身優勢，傳

播範圍覆蓋騰訊新聞客戶端、騰訊新聞微信版、全民較真微信公眾號、「較真闢

謠神器」微信小程式、天天快報以及騰訊新聞 QQ版，輻射更多人群。截止到 2019

年 2 月，「全民較真」微信公眾號粉絲數量達到 35 萬以上。企鵝號上共有 8 萬

粉絲，短短數年時間，「全民較真」就迅速崛起，並成長移動出版領域中的一大

範本（李春靈，2019）。

四、事實查核與 COVID-19

（一）、事實查核方法

事實查核是新聞報導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學界將其定義為一門驗證的學科

（Shapiro, Brin, Bédard-Brûlé, & Mychajlowycz, 2013），事實查核與驗證經常被

交換使用，但是最近的研究試圖將它們定義為兩種不同但是互補的過程

（Silverman, 2016）。事實查核能闡釋聲明的邏輯、連貫性與脈絡（Mantazrlis,

2015），而驗證被定義為獲得事實核正確事實的科學方法（Kovach & Rosenstiel,

2014）。

Mantazrlis（2016）提出查核人員進行事實查核方法包括：1、查核文本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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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查詢立法記錄、媒體渠道文本、社群媒體內容尋找事實查證的主張。這個過

程包括：（a）、哪些重要的公共主張可以被查核；（b）、哪些主張應該被事實

查核。需要確定的是，必須尋找可進行事實查核的聲明，事實查核的重點至少包

含一個事實或者主張的真實性可進行客觀驗證。需要強調的是事實查核並不能評

估意見、預測、誇大的內容。

2、尋找查核證據：通過確定需要被查核的主張尋找最佳證據來尋找事實。

尋找事實证据必須有六個特徵：（a）、查核文本是否與證據有接近性（proximity）

（例如：引用報導中的失業數據並不接近於國家統計的真實失業數據，這樣的數

據有沒有什麼參考價值）；（b）、專業性：證據的文本內容是引用權威來源；

（c）、在證據收集上必須嚴格（rigour），尤其是對關於民族主義或是女性議題，

需要參考地域、年齡、經濟因素；（d）、文本中數據與佐證是否具有透明度

（Transparency）；（e）、證據是否具有可靠性（reliability），（f）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證據或者訊息來源是否具與查核文本內容或立場有個人或集體利益

衝突。

3、評估文本真實性：根據事實證據，依照真實性量尺評估被查核主張的真

實性，並修正該主張的查核記錄。例如，politifact的真實量表、華盛頓郵報的匹

諾曹指數，都可作為查核訊息真實性的評級量表。同時，評級量表不一定是線性

從真實到陳述不正確可信度逐漸下降的範圍，也可以直接使用無法證明之類的標

記，因為證據的真實性可能取決於有爭議但尚未確定的事件。

隨著社群媒體平台成為主要的傳播媒介，訊息量與訊息傳播速度均超過了人

工查核的範圍，因此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演算法成為事實查核的主要方法。（李希

光，吳艷梅，2018），驗證作為與事實查核相互補充的方法，細化了查核的流程。

根據 First Draft（2019）在線訊息驗證指南提出的驗證方法，驗證主要從出處

（provenance）—「假新聞是出自原始帳號、文章還是內容片斷？」、來源

（source）—「誰製造了假新聞？」、日期（date）—「什麼時候製造的？」、

定位（location）—「帳戶在哪創建？假新聞內容在那裡獲取的？」、動機

（motivation）—「為何發佈假新聞」的五個層面，對假新聞進行核驗。

原始出處是在驗證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項檢查，因為它可以幫助揭示假新聞的

脈絡與可能動機，尋找假新聞原始出處，也是為接下來的驗證確定準確的核驗方

向，否則可能會導致一系列無用的查核。在尋找原始出處時，First Draft提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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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反向圖像搜索（reverse image searches）方法，原因有二：首先，視覺媒

介更易引起人們注意，這也就意味著有更多的錯誤訊息是以照片或影像方式出現；

其次反向圖像搜索可以找到內容來源，至少可以找到相關錯誤訊息老舊版本內容，

這樣就能立即判斷是否是斷章取義或者重新編輯。

核實訊息來源，最重要的是找到關鍵訊息的發佈者，需要確認五點包括誰是

上傳者、他的上傳帳戶內容有些什麼、他是否是影像創作者、當事件發生時帳戶

發佈者是否為目擊者、確認他是否可以提供聯繫方式。在搜索訊息來源時，還可

以透過數字足跡去確認與發佈賬號相關聯的鏈接，是否能提供足夠的訊息證明發

佈內容的真實性。若是未知來源的文本，可將其新聞標題、內容與其他數據庫進

行比對，尋找訊息來源並進行可靠性查核（Sirajudeen, Azmi, &Abubakar, 2017）。

社群媒體的帖子都具有時間標記，顯示影像上傳日期，但並不是訊息內容的

發生時間。在確定訊息發生的位置時，最重要的是查核照片或是影像中的地理位

置的細節。包括是否有主要的道路標誌，特色建築、街道上的車牌、商業標誌、

文字訊息、以及天氣訊息、陰影分析都可作為重要參考因素。

動機的驗證是最具有挑戰性的，因為很難從已經發佈的內容去確認為什麼帳

戶持有者會分享此內容，最有效的方法時詢問發佈者，雖不一定能得到真相，但

至少可以獲得一些線索。但在推理動機時，有五點可以參考包括：發佈者是否是

意外地目擊者；發佈的內容是否有可疑的操弄嫌疑；他的社群媒體資料是否顯示

其為運動人士或者煽動者；此人是否是隸屬於政府、機構或公司；是否為支持或

推動特定事業發展的成員。

除了這五個驗證角度外，Sirajudeen et al.（2017）提出，也應對假新聞的文

章訊息與寫作風格進行驗證。基於文章訊息的驗證，主要是為了找出查核文本中

關鍵訊息的真偽。例如通過自然語言（NLP）的處理技術，對文章的主題、標題、

正文與權威媒體文本進行比較。因為虛假新聞內容往往雜糅了不同新聞文本，或

是偷換標題與內容。在寫作風格進行驗證時，常通過抓取文章的組織形式、敘事

風格對文章的真實性做出判斷。因為虛假新聞較常使用聳動、煽動性與極端化的

敘事風格吸引受眾，與專業新聞媒體的敘事風格差別較大。此外驗證工具可根據

文章中的的偏頗、極端的詞頻與文章結構劃分文章風格，篩選出可疑的虛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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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查核文本可信度

事實查核文本要如何有效澄清假新聞，其一，更正錯誤訊息的訊息來源被認

為是提升可信度最重要的因素，抵制虛假訊息與假新聞必須「考慮訊息來源」

（Kiely & Robertson, 2016）。因為，當訊息來源被認為是可信時，受眾更有可能

相信並採取一系列行動（Marsh & Yang, 2018）。比起個人在社交媒體上發佈核

實訊息，具有公信力的意見領袖或是專家的發佈，更有可能帶來積極效果（Vraga,

2017）。這說明專家或是專業查核組織的證明可以提升糾正效果。因此，Vraga &

Bode（2017）建議美國疾控中心以及相關健康組織的專家，應及時在社群媒體

上發佈已查核的錯誤健康訊息。Chan, Jones, Jamieson, &Albarracín（2017）提出，

查核假新聞若指定其真假，更正效力並不大，其中還需包擴澄清假新聞細節的新

資訊，揭露的細節越為詳細，更正才越有效。因此，可採取減少對假新聞論述的

詳細或重複闡釋，鼓勵受眾自我查核與反證，在查核文本中加入新資訊，使用幽

默影片降低假新聞認知效果，提升注意力降低混淆度（Young, Jamieson, Poulsen,

& Goldring, 2018; Chan, et al., 2017） 。

從訊息論發展出的「訊息來源」概念是訊息傳播模式中的重要環節，啟動了

傳播過程（Dominick, 2013），訊息來源是指組織或者個人出於某種傳播目的，

有選擇性地組織與加工後的訊息（黃曉鐘、楊效宏、馮鋼，2005）。訊息來源與

新聞的可信度密切相關，Van Dijk（2003）認為，與新聞訊息相關的人所講述的

內容，更加真實可信。因此，高可信度訊息來源能增加新聞的說服效果，反之則

可能帶來負面影響（文志輝，2003）。訊息來源的可信度包括兩個維度：專業性

「expertise」與可信賴性「trustworthiness」。專業性包含專業、有經驗、知識豐

富、有資質、有扎實技能，從能力知識的角度評估訊息來源是否可提供正確的訊

息；可信賴性，包含誠實、可靠、真誠、可信的指標，藉此確認訊息來源能否給

出真實的訊息。隨著訊息來源的可信度在傳播學與營銷學中的廣泛運用，又將權

威性（authoritative）與特質（character）（McCroskey, 1966）、安全性（safety）

（Berlo, Lemert, & Mertz, 1969）、「吸引力」（attractive）（Ohanian, 1990）增

加到訊息來源維度中，但因定義與操作還不夠完善，仍在被重新解釋。

訊息來源的可信度是說服效果的影響因素之一（Slater & Rouner, 1996），

Eagly & Chaiken（1993）提出高可信度訊息來源更有說服力，例如在政治議題的

查核聲明中，政府機構或是知名機構發佈的訊息的可信度遠高於普通民眾或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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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組織的訊息（Knobloch-Westerwick & Johnson, 2014）。其外，訊息來源的傳

播者是該領域的專家、家人、朋友的可信度影響力超過不被信賴的傳播者

（McGinnies & Ward, 1980）。根據逆火效應的研究中顯示，新聞訊息來源可能

引起讀者的抵抗，此時若能選擇與錯誤訊息相同意識形態或立場的專業人士更正

訊息，避免訊息來源被認為具有黨派動機或意識形態，就能更好地增加訊息來源

的可信度（Nyhan & Reifler, 2013）。但需要認識到的是，可信賴性與專業性對

說服效果還是存在影響，即使同一個訊息來源，受眾在接受時仍可能產生認知偏

差或是虛幻真實效應（曹乘瑜，2012）。若是具有權威身份的人士，立場不中立

或具有黨派偏見，便可能導致其發佈的訊息來源可信度下降，這也就意味著一個

訊息來源的專業性與可信度並非總保持一致，可同時存在或者相互獨立。

其二，從逆火效應與更正訊息的研究中發現，事實查核文本的敘事結構，也

是影響查核效果的重要因素，胡元輝（2018）根據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為樣本，分

析了美國具有代表性的三家事實查核組織（PolitiFact, FactCheck.org，Snopes）

查核報告的「敘事結構」，PolitiFact 的查核報告呈現三段論式「背景—論證—

裁定」，簡練地整理出所查核的言論重點與對立觀點證據，所有證據都附上來源

參考。FactCheck.org是四段論式「結論—背景—論證—裁定」，在開篇直接澄清

關於槍擊案件所聲稱的背景鏈接為錯誤、虛構或未經證實，接著書寫嫌犯的背景

資料，之後對訊息來源訊息進行追蹤論證，最後在文末做出「無證據」裁定。Snopes

的查核報告結構與 PolitiFact類似，都是使用三段論式「背景—論證—裁定」，

以裁定結果與傳言為開頭，再接背景與一系列論證。Snopes的查核報告結構更

為符合逆火效應所關注的更正部分策略，例如不使用具有黨派立場或與意識形態

有關的訊息來源，盡量使用可信度較高的訊息來源。

Nyhan & Reifler（2012） 為事實查核文本提出九點建議，包括及時處理錯

誤訊息，發佈查核訊息，防止錯誤訊息擴散，不使用或少使用否定式敘述；減少

錯誤訊息的重複論述；減少黨派立場與意識形態的暗示；使用可信訊息來源；使

用圖表；注意選擇性暴露（selective exposure）等。

（三）、COVID-19假新聞查核研究

2020年中旬，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伴隨著錯誤訊

息的「訊息流行」（infodemic）（Zarocostas, 2020）。COVID-19雖對科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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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來說並不是新的挑戰，但眾多學者、記者、各國決策者與世衛組織看法一致，

錯誤訊息的大流行對於公共衛生與公共行動構成嚴重風險。國際事實查核網

（IFCN）的副總監 Cristina Tardáguila（2020）稱，COVID-19是對事實查核人員

面臨的最大挑戰。從數據中可以看出，僅 First Draft而言，從一至三月，以英文

文本為基礎的事實查核數量增加了 900%以上（Brennen, Simon, & Nielsen, 2020）。

根據對 First Draft查核的 COVID-19，一至三月的錯誤訊息進行分析，可發

現 COVID-19錯誤訊息在格式上，對真實訊息進行扭曲、重構、再脈絡化的錯誤

訊息占 59%；完全捏造的錯誤訊息佔 38%。在社群媒體上傳播的錯誤訊息佔 87%，

完全捏造的佔 12%。從訊息來源來看，呈現自下而上的趨勢，社群媒體的參與者

則佔據 69%，而政治人物、名人到公共意見領袖，只佔據樣本中的 20%，自下

而上的錯誤訊息實際在社群媒體引起很大的影響，由於無法核實私人團體平台上

的訊息，便為錯誤訊息的傳播提供了平台。就錯誤的公共聲明而言，包括來自政

府、國際組織（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和地方公共衛生組織被刻意誤導的政策

或者措施（Brennen et al., 2020）。該研究雖已對虛假訊息類別、來源與聲明進行

較為詳細的分析，但並未對錯誤訊息的主題、動機以及查核人員如何澄清進行敘

述。

COVID-19的錯誤訊息在西方世界蔓延的高峰期是三月後，然而作為新冠肺

炎發生最嚴重的中國，錯誤訊息又呈現出怎樣的發展趨勢。

王燦發與于印珠（2020）對中國互聯網闢謠平台專區中 2019年 12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24日的 471條謠言進行分析，根據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發佈的疫情

時間節點，將疫情期間謠言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潛伏期、蔓延期、高

峰期與回溯長尾期。以時間為量尺，分析謠言訊息發展特點。在「潛伏期」，網

上的謠言與真實訊息同時存在，例如，當時「並未出現人傳人現象」是事實，而

事後被證實「存在人傳人」。在「發展蔓延期」，謠言有三個特點：1、謠言內

容上圍繞著「非典」主題，一方面喚起民眾對非典的群體記憶，另一方面民眾能

更快記住這類病毒。2、錯誤訊息使用數據作為佐證加強可信度。3、謠言呈現的

情緒，普遍反映民眾的恐慌心理。在「爆發高峰期」，闢謠平台平均每天 9.356

条謠言。

在內容上，健康謠言的重複性大，其中內容以防疫手段為主，詞頻出現最高

的「阿莫西林、酒、板藍根、大蒜」以及「口罩、預防、酒精」。傳播形式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56

44

藉由權威人士增加訊息可信度，包括鐘南山、李蘭娟等。在情緒發展上，指向政

府的負面情緒煽動性更強，由於疫情帶來的恐懼與焦慮，加之網路的匿名性，誘

發群體極化，涉及社會公平、官民衝突等敏感話題的謠言一時爆發出現，相比內

容的誤導性，此時謠言對民眾的情緒煽動影響更為嚴重。在「回溯長尾期」，謠

言主要來自於微信群的政策通知類內容，該主題平均每天出現 5.63條，此外在

民眾期待疫情狀況向好的情緒與擔憂外部輸入的情緒相互交叉。

欒玉樹（2020）對新華社每日闢謠在同樣時間區間內進行分析，總結出五種

主要的謠言主題：病毒來源、疫情爆發情況、疫情隔離與管理、病毒的治療與預

防、抗疫物資管理。

在對一至二月騰訊較真平台的研究中，陳雅賽（2020）提出微信與微博成为

谣言的主要來源地，微信 131例（51.2%），微博 97例（37.9%）。此外，對事

實查核訊息來源，權威機構政府回應速度進行研究，在 1月 25日前，政府闢謠

時間為 3天以上，主要圍繞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1月 25日之後回應速度在 2

天以內，一月底以後，基本一天已回覆，回覆文本也從不完善發展到闢謠同時還

補充更多訊息。

匡文波與武晓立（2020）指出各個事實查核平台的謠言發展具有五個共同特

點：1、謠言隨著疫情的發展而波動，但總體生命週期較短；2、關於健康類的謠

言數量最多，主要集中在新冠肺炎防疫方面；3、微信成為謠言的主要傳播渠道，

傳播內容圍繞著錯誤政策的傳播；4、公眾情緒成為謠言傳播的最大因素；5、名

人效應成為謠言真實性的保障。

梳理新冠肺炎期間中國大陸謠言可發現，研究時間都集中在一月至三月的區

間範圍，並未加入更長的時間取樣，但新冠肺炎在三月後在全球迅速蔓延，在五

月與六月全國各地又出現疫情反復，此時中國大陸的假新聞是否有所改變並未探

討。其次，中國大陸學者對各個事實查核平台中新冠肺炎的謠言類型、主題、發

展時間已有較為完善的歸納，但都限制於謠言類別進行探討，並未對虛假訊息的

類別與動機進行區分，因此不同訊息背後的立場與意識形態難以清晰地呈現。此

外，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涉及公共健康的議題，在目前的研究中除了對謠言的研究

方法外，並未使用其他研究取徑，例如風險傳播、健康傳播等議題，分析結果多

為描述性，因此在錯誤健康訊息的內容結構、論證及邏輯、論據的科學性上都未

涉及，因此在後續分析上，理論支撐上較為薄弱。最後，並未提及在假新聞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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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查核文本的對話，有效的查核文本是如何針對虛假訊息進行澄清的，在目前中

國大陸新冠肺炎議題的研究中是空白的。

因此，本文欲通過延長取樣時間，探索不同時期事實查核平台上的假新聞，

梳理出假新聞類別、主題、形式、圖文、敘事結構和來源，藉由健康傳播對偽健

康訊息的定義，研究 COVID-19假新聞中的偽健康訊息特徵。此外，研究查核文

本如何針對假新聞進行澄清，分析事實查核文本呈現方式，並通過訪談，對傳統

媒體與新媒體記者的事實查核工作流程、操作準則與面臨的困境進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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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法與半結構式訪談法，探究新冠肺炎時期假新聞文本的

出處、主題、類別、動機、佐證、動機、敘事方式與訊息來源，以及事實查核文

本的訊息來源、敘事方式以及查證類別。通過內容分析法，可了解假新聞與查核

文本的總體情況，以及假新聞文本與事實查核文本的樣貌與變化特徵，並明晰事

實查核文本的敘事結構。其次，本研究根據 HOI 模型制定半結構式訪談框架，

透過訪談第一線事實查核工作的媒體從業人員，以探知事實查核人員在查核中的

事實查核現狀與挑戰。

第一節 内容分析法與樣本選擇

一、內容分析法

Earl Babbie提出，內容分析法是關於各種人類溝通傳播記錄的研究，適合用

於回答傳播研究的一個典型問題：誰說了什麼、對誰說、為什麼說、如何說以及

產生什麼效果，可以對書本、雜誌、網頁、信件、網路上的訊息、法律規章，以

及以上各類組件與集合物進行研究（Earl Babbie, 2007／林秀雲譯，2013）。內

容分析實質上是編碼的操作，編碼是將原始資料文本轉換成標準形式的過程。研

究文本中的某類屬性，通過計算、統計、推論與解釋，尋求文本背後的意義，即

從「量變」的積累來推論「質」（吳紹群，2002），是一種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

兼具的研究方法。因此本研究可通過此方法，對假新聞文本與事實查核文本進行

類目編碼，探究假新聞文本與查核文本的特質與形態，此外，還可以通過觀察查

核文本的敘事結構，總結其敘事特徵。

內容分析法具備系統、定量與客觀等特性，對於分析非結構性資料可進行大

量以及系統化處理（王石番，1989）。Pellechia（1997）提出，內容分析法在分

析長時間文本內容上的優勢是，能夠呈現與比較較長時間範圍內內容的變化趨勢。

本研究屬於歷時性研究，因此透過內容分析的方法能夠更加系統地觀察不同時間

節點，假新聞文本的變化趨勢。

本研究的數據蒐集與分析採用 Krippendorff （1980）提出的內容分析的六步

驟進行，依序確認研究步驟、建立分析框架。六步驟分別為：1、確定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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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2、進行定義；3、確定抽取的母體與樣本；4、發掘與分析資料關聯的脈

絡；5、界定分析範圍；6、確定推論的目標。內容分析法的分析工具為編碼表，

編碼表的表單有記錄序號以及變項的資料欄位，便於登錄分析結果（Neuman,

2000／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譯，2002）。

內容分析執行步驟與編碼表的建立，詳述於樣本選擇與分析框架中。本研究

參考過去假新聞與健康傳播相關研究，選取騰訊新聞較真平台「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實時闢謠」作為研究母體，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時期假新聞建構類目分析表與事

實查核文本類目分析表，並且使用 SPSS作為分析工具。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取以騰訊新聞較真平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實時闢謠」作為研究母

體，選擇原因如下：

（一）、騰訊較真闢謠平台在新冠肺炎期間，專門開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特別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即時闢謠」。騰訊較真闢謠平台與權威專家、機構與

媒體合作，利用 AI 等技術工具進行高效闢謠。相較於新冠疫情期間的其他闢謠

平台，例如：新浪闢謠、丁香醫生等，騰訊較真查核文本最為細緻，內容涉及謠

言文本、查證依據、訊息來源、權威數據等（陳雅賽，2020）。針對本次疫情網

站設置三大板塊「較真提問」、「疫情數據」、「風險自評」，其中「較真提問」

作為查核機構的錯誤訊息來源之一，不僅利用用戶提供假新聞訊息擴大查核範圍，

而且高效實時澄清網友關心的假新聞（張蕾，2020）。根據中國國家訊息中心發

佈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公眾認知與訊息傳播調研報告》顯示截止 2020年 2月

15日，已經提供 5.36億次服務。

（二）、騰訊較真平台闢謠可信度高、覆蓋面廣，陳雅賽（2020）提出，參

照中國政府部門與WHO發佈的數據，騰訊較真平台的闢謠可信度達到 98%，因

涉及病毒治療、傳染、防疫方式還未在醫學及達成共識，所以信度未到 100%。

通過百度指數對比分析，騰訊較真平台查核的謠言涵蓋多種類別，闢謠訊息覆蓋

廣，涉及謠言內容與主題較為全面。

（三）、騰訊較真平台優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即時闢謠平台整合了騰訊平

台的眾多資源，包括騰訊新聞APP、微信公眾號、騰訊新聞、騰訊較真闢謠小程

序、騰訊網，都設有實時闢謠點擊入口，並且闢謠內容在各平台上同步呈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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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覆蓋騰訊平台上的眾多用戶（鍾漢成，2020）。根據中國國家訊息中心發佈

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公眾認知與訊息傳播調研報告》顯示，此次疫情期間的網

路媒體疫情訊息傳播滿意度，騰訊網僅次於人民網與新華網排名第三，在傳播力

上力壓官方媒體，位列第一。依託騰訊平台，實時闢謠平台在 2020年 1月創下

兩個微博微指數8高峰，以「較真」、「闢謠」為關鍵詞搜索，在 1月 13日指數

為 114 798，1月 31日為 142 513，並在 3月 1日創下最高值為 11 995 335。

鑒於以上三點原因，本研究將對騰訊新聞較真平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實時

闢謠」專區，進行分析。觀察在新冠疫情期間，假新聞與查核文本的呈現方式與

特徵。

三、取樣時間

根據中國大陸疫情發展與全球疫情發展時間，本研究的取樣時間為 2019年

12月 27日至 2020年 7月 31日，以中國大陸疫情發生第一階段起始時間為起點，

到全球疫情第二輪發展半年後的疫情高峰為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時間發展大事

記，如附檔一）。通過對騰訊新聞較真平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實時辟謠」的梳

理，第一條事實查核新聞發佈時間為 2020年 1月 18日，因此，本研究將研究取

樣時間最終確定為 2020年 1月 18日至 2020年 7月 31日。

基於時間取樣區間與疫情發展趨勢，將本研究將時間分為六個階段，一、疫

情潛伏期（1月 18日至 1月 20日）；二、疫情爆發期（1月 21日至 2月 20日）；

三、疫情蔓延/全球疫情潛伏期（2月 21日至 3月 17日）；四、疫情可控期/疫

情全球爆發期（3 月 18 至 5 月 4日）；五、疫情全球蔓延期（5月 5 日至 5月

28）；六、全球疫情反復期（5月 29日至 7月 31日）。在此期間內共蒐集到計

查核文本 652條，假新聞文本 520條。依查核新聞與假新聞各冠以英文字母為代

碼，再根據相關時間類別歸於同一條目下。編碼順序為文本類別（V指事實查核

新聞，F指假新聞）+時間區間（共六個由 A-F）+序號的方式產生。例如 FA-01

為疫情潛伏期的第一條假新聞。

四、分析框架

本研究分析框架根據汪志堅與駱少康（2002）的研究框架，並結合本研究的

8 微指數是對提及量、閱讀量、互動量加權得出的綜合指數，更加全面的體現關鍵詞在微博上的熱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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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研究目的與現有研究結果確定最終分析項目。本研究根據新冠肺炎疫

情假新聞的特徵，分為假新聞「內容特徵」與「表現方式」兩大類目，結合匡文

波與武曉立（2020）以及王燦發與于印珠（2020）以及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新冠

肺炎專區提出的新冠肺炎相關主題，羅文伶與邱銘心（2015）提出的假新聞表現

方式，以及 Tandoc et al.（2018）、Meel & Vishwakarma （2019）、Zannettou et

al.（2019）的假新聞類型進行研究架構修訂。在事實查核文本的構建類目中，主

要根據吳世文等（2019）、鄭宇君（1998）、陳雅賽（2020）與騰訊查核標準表，

對訊息來源以及查證結果進行類目建構，以下為詳細說明，詳細編碼表如附檔二。

（一）、內容特徵

1、假新聞主題

假新聞主題編碼為單選，是編碼 1否編碼 0。本研究以全篇假新聞文本為評

判標準，選取文本中強調或提及最多的一類主題為本篇主題。判斷方式為主題討

論篇幅至少佔據本文的百分之五十，方可納入編碼，存在兩種或以上分量相同的

主題討論，則依據假新聞標題為參考依據。本研究參考匡文波、武曉立（2020）

以及王燦發、于印珠（2020）以及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的新冠肺炎專區提出的新冠

疫情時期假新聞的主題為初步參考。

主題分類為：

——健康主題

（1）偏方：為民間流傳不見於古典醫學著作的中藥方。

（2）治療 ：新冠肺炎的治療方式。

（3）疫苗與藥物：針對新冠肺炎的疫苗與治療性藥物。

（4）防控措施：具體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例如：口罩如何使用）。

——官方主題

（5）政府/官方行動：針對官方與政府的態度、行動與舉措。

（6）政策通知：政府發佈的政策或通知意見。

（7）防疫物資：與疫情相關的訊息內容（例如救援物品等）。

——新冠病毒主題

（8）病毒特性：病毒特徵與樣態。

（9）傳播途徑：病毒可能通過何種方式傳播。

（10）病毒源頭：新冠肺炎疫情病毒來源（例：來自義大利、美國，而非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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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

——疫情與日常生活

（11）新冠肺炎與動物：疫情期，動物被拋棄或成為病毒攜帶體（例如，人

可能通過家中寵物被傳染）。

（12）疫情與生活改變：疫情狀態下的民眾生活或是行動發生改變。

（13）疫情失控：某地區疫情失去管控。

此外添加國際主題，細分為以下類別：

（1）、種族歧視：對不同種族或民族採取敵視、迫害和不平等對待的行為，

尤其是對疫情較為嚴重的國家和地區。

（2）、各國封城與隔離措施。

（3）、各國疫情失控。

（4）、各國疫情數量。

（5）、歐美地區沒有人權（例如：放棄治療老人）。

（6）、其他：不屬於以上類別的其他主題，包括主題不明晰也屬於此類。

2、假新聞訊息來源，訊息來源的編碼為複選，可指假新聞中話語的直接發

佈者，或是話語被引用者，以及出現身份並提供訊息的人。假新聞訊息來源藉以

下三項標準決定採納順序：1、話語直接發佈者；2、佔據全篇假新聞比例最高者；

2、出現於假新聞開篇者。

根據羅文伶、邱銘心（2015）與吳世文等（2019）與的研究，初步將假新聞

資訊來源分為以下幾類：

（1）、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

（2）、商業機構或其人員

（3）、醫療機構或醫療領域專業人士

（4）、民間組織或其人員（包括民眾調查）

（5）、官方機構

（6）、個體網民

（7）、俗語或民間諺語（包括約定俗成的經驗等）

（8）、中醫（包括書籍、秘 方、經絡圖、補氣的原理與說法、土藥方等）

（9）、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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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無明確資訊來源（某醫院、某專家、某醫生等）

（11）、其他

3、指涉目標，指涉目標編碼為複選，主要是針對假新聞中訊息所指涉的對

象、假新聞內容發生時間以及假新聞發生地點，參考王志堅與駱少康（2002）之

架構，將所述對象、發生時間、發生地點，細分為一下類別：

（1）、假新聞所述對象：a、特定團體／企業；b、特定個人；c、政府；d、某

種食品／物品；e、某一特定行為；f、某一事件；g、其他。

（2）、內容發生時間：明確日期、模糊日期、持續發生。

（3）、內容發生地點：明確地點、模糊地點、無地點。

4、假新聞出處，假新聞出處編碼為單選，此編碼主要針對假新聞出於何種

平台進行分類，參考陳雅賽（2020）假新聞研究，主要細分為一下類目：（1）、

微信平台；（2）、微博平台；（3）、新闻网站；（4）、論壇；（5）、自媒體；

（6）、短影像平台；（7）、來源不明；（8）、其他。

5、假新聞佐證證據，假新聞佐證證據的編碼為複選，此項主要探討假新聞

文本為提高其可信度，所依附或者提供的證據，根據王志堅與駱少康（2002）與

羅文伶、邱銘心（2015）提出的框架進行修改，細分為一下類別：

（1）、照片／圖示／影片：假新聞文本中含有至少一類。

（2）、專家／專門團體說法／研究報告說法：使用權威人士或研究報告的

話語作為佐證。

（3）、專有名詞：利用行業專有詞彙增加文本可信度。

（4）、親友/本人/其他人親身經驗：提高文本的親近性，增強說服力。

（5）、聯絡方式／查證管道

此外，添加是否述及某些科學研究，參考Marcon et al.（2017），增加以下

類別：

（1）、是否述及某些科學研究。

（2）、是否有提供期刊名稱。

（3）、是否有提到科學效果。

（4）、標題是否能引起恐慌、不信任或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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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內文是否引起恐慌、不信任或懷疑情緒。

（二）、表現方式

1、假新聞文本表現方式，此項主要討假新聞訊息結構、陳述方式與謠言主

張確定編碼類目。此項參考羅文伶、邱銘心（2015）研究類目建構，進行修改。

（1）、陳述方式：內容事件陳述方式，此項編碼為單選：

a、叙事型：敘事以事件為主、時間為序，描述以場景為主，概括性強。

b、推論型：推論性陳述，就是在一切都未定的情況下,作出結論。

c、假新聞報導型：以真實新聞為幌子傳播的虛假資訊通常是通過新聞媒體

或互聯網傳播的。

d、清單型：成列清單對原因、影響、效果等因素進行評價。

e、未辨明何種陳述方式。

（2）、謠言主張，謠言主張的編碼為複選。

a、注意、警惕：以提示性方式要求受眾遵循。

b、求助：向特定目標或公眾尋求幫助。

c、分享新知：為受眾提供新的知識訊息，主要以「精英/權威/官方人士」為

主要訊息源。

d、建議採取行動：建議受眾採取文本中的意見並實踐。

e、抵制：不讓「消極或錯誤」的事物侵入或發生作用。

f、國族主義：以自我民族的利益為基礎而進行的思想或運動。

g、種族仇恨：對除本身所屬的人種外的人種，採取一種蔑視、討厭及排斥

的態度，並且在言論行為上表現出來。

h、其他。

2、假新聞類別，此項主要針對假新聞文本類別進行編碼，編碼為單選，參

考Meel & Vishwakarma （2019）；Zannettou et al.（2019）的類別進行類目建構，

主要參考文本的訊息來源、動機與主題進行類別確定：

（1） 謠言：訊息來源於個人或是民間團體，真實性含糊不清或從未得到證

實的資訊，不一定是錯誤的；也可能為真。

（2） 偏見或單向立場：指的是極端單方面或有偏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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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誤傳：粗心大意或認知偏見而無意中流傳的資訊。

（4） 不實資訊：故意散佈的欺騙性資訊，資訊基於已有訊息進行修改。

（5） 點擊誘餌：故意使用誤導性標題來鼓勵訪問者點擊特定網頁。

（6） 惡作劇：錯誤的故事，特別是通過玩笑，惡作劇，幽默或惡意的欺騙

手段，偽裝成真相。

（7） 諷刺/模仿：文章主要包含幽默和諷刺意味。

（8） 垃圾評論：對產品和服務的虛假或有偏見的評論或評論。

（9） 宣傳：根據旨在促進特定觀點或政治議程的預定策略，在目標社區中

傳播不公正的偏見和欺騙性資訊，是捏造新聞的一個例子。

（10） 捏造：完全虛構的故事與真實事實完全脫節。

（11） 假新聞：以真實新聞為幌子傳播的虛假資訊通常是通過新聞媒體或

互聯網傳播的。

（12） 脈絡錯誤的內容：文章的內容脈絡存在歧義或是明顯錯誤。

（13） 其他：不同於上述類型之內容。

（三）、事實查核文本編碼

1、查核平台訊息來源類別，綜合偽健康訊息與糾正訊息（吳世文等，2019），

基因新聞（鄭宇君，1998）與新冠肺炎時期查核類別（陳雅賽，2020），加上研

究者對樣本的初步觀察，歸納為以下九類，本部分編碼為單選。

（1）、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包括科學、醫療與衛生領域的專家。

（2）、事實查證平臺：

（3）、查核人員：事實查核記者與查核工作人員。

（4）、官方與衛生機構：政府/衛生部發佈權威文件、政府發言人等。

（5）、民間組織或其人員（包括民眾調查）：民間團體、非營利組織獲利

數與這些團體的代表。

（6）、醫學科普平臺：醫療衛生訊息的權威平台。

（7）、媒體/期刊：包括期刊、研究報告或以媒體作為訊息來源。

（8）、其他

2、查證結果，查證結果根據騰訊較真查核平台的查證量表為編碼類別，本

部分編碼為單選。分別為：（1）、謠言；（2）、偽科學；（3）、假新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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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常識；（5）、尚無定論；（6）、有失實；（7）、分情況（8）、存在爭議；

（9）確實如此；（10）、確有此事。

五、前測信度檢驗與資料分析

為檢測內容分析類目的可靠性，本研究在正式編碼前，隨機選擇 653篇文本

的 10%，計假新聞文本與查核文本各 65篇，由三位編碼員（研究者本身與另外

兩位傳播專業研究生）進行編碼前測，為保證編碼效果，在同一時間內對文本進

行編碼，並計算檢驗信度，計算方式如下（王石番，1989）。

相互同意度=2M／N1+N2

M：完全同意的數目；N1：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N2：第二位編

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信度=n ×（平均相互同意度）／1+[（n-1）×平均相互同意度]

N：參加編碼人員總數

通過假新聞文本與事實查核文本的前測編碼後，依據三位編碼員編碼結果是

否一致，計算出編碼員之間的相互同意度，再依據信度檢驗公式計算出假新聞文

本與事實查核文本各類目間的信度，若信度低於 0.8，則編碼員之間討論各自在

登入內容時的疑慮，對概念模糊，爭議、未窮盡或互斥的項目進行重新修訂與編

碼。本研究採用統計分析軟件 SPSS18.0進行數據統計分析。

在前測過程中，研究者與另兩名編碼員進行多次討論，本研究前測信度以最

後一次編碼結果進行計算，三位編碼員的相互同意度平均數為 0.9。各類目信度

見表（3-1）所示，介於 0.85~1之間，總信度為 0.94，符合所能接受之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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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假新聞與查核文本項目內容分析編碼員前測信度表

分析項目 信度 編碼項目 分析項目 信度

假新聞主題
假新聞國內主題

分類/國外主題

0.92 查核文本訊

息來源

科研機構或

專家

0.96

假新聞訊息

來源

訊息來源項目分

類

0.91 事實查證平

臺

1

指涉目標 所述對象 0.91 查核人員 1

發生時間
0.96 官方與衛生

機構

0.93

發生地點
0.94 民間組織或

其人員

0.94

假新聞出處 假新聞出處分類
0.87 醫學科普平

臺

0.91

新聞佐證證

據
假新聞佐證類別

0.91 媒體/期刊 1

科學佐證 0.93 其他 1
假新聞訊息

結構（複選）

標題使用誇大等

詞彙

0.85 查核文本

查證結果

查證結構分

類

1

內文使用誇大等

詞彙

0.86 假新聞陳述

方式

敘事型 0.96

段落間無邏輯關

係

0.85 推論型 0.94

假新聞主張

假新聞類別

假新聞主張類別 0.9 新聞報導型 0.93

假新聞 0.93 清單型 1
其他 1

整體信度: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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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半結構式訪談與理論框架

一、半結構式訪談法

本研究在內容分析結果的基礎上，探究媒體從業人員如何打擊特定假新聞的

經驗，以對資料進行更深入的詮釋與分析，並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的方法蒐集質化

研究資料。半結構式的採訪，對於訪談主題結構嚴謹提出相關問題，而問題本身

則具有開放性、彈性的優點，以引導訪談進行（Sharan, 2011／2009），此方式

可以從受訪者處獲得獨特的資料。「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將會願意對研究者

揭露他或她的感受、意圖、意義，或是他/她對於一個主題，情景或者是感念的

想法」（Lichtman, 2010／江吟梓、蘇文賢譯，2010），以下則進一步說明沿用

的理論框架。

二、半結構式訪談理論框架

HOI（Hierarchy of Influence）模型從媒介社會學的角度結合民族誌視角，從

微觀與宏觀的角度為新聞學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在新聞實踐研究中，HOI模型是

被廣泛運用的理論模型（ Ferrucci, 2018; Kwanda & Lin, 2020），Reese &

Shockerman（2013）在對新聞業的研究中，充分考慮目前媒介發展的背景，在之

前的基礎上將 HOI 模型進行空間轉向，強調現在通常被視為鬆散地「網絡化的

公共領域」，甚至是「全球網絡化的領域」，正在影響著新聞室的運作與重組。

在此背景下，Reese & Shockerman（2013）重新整理 HOI模型，整合了考慮影響

媒介因素的五個層次，分別是個人層面、常規層面、組織層面、社會建制層面以

及社會系統層面（Shoemaker & Reese, 2013）。以這五個層次衡量媒體力量的不

穩定和重組，以及為各層級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與影響提供方法。

同時本研究遵循 HOI模型所強調的行動者與建制間的關係，賦予行動者更

大的能動性，用以達到對各個層次的觀察，並為綜合因素分析提供框架，對多個

層级的分析提供更大的解釋力。因此，遵循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將事實查核記者

作為半結構式對象，將依循 HOI模型的三層級，即個人層面、常規層面、組織

層級作為訪談框架，並整合文獻回顧中事實查核概念與查核流程、數據分析中的

相關結果以及研究問題制定出編碼框架，詳見表 3-2。在個人層面，主要討論事

實查核相關人員的角色認知與新聞價值判斷；常規層面涉及新聞製作流程與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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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組織層面包括編輯政策與組織文化。通過以上三個層次回答第三個研究問

題：事實查核記者對於事實查核的認知與查核新聞的價值判斷為何？事實查核的

流程為何？媒體機構內的編輯政策與組織文化對事實查核有何影響？

三、半結構式訪談要求

本文探究事實查核記者如何打擊特定假新聞的半結構式採訪大致分為：

（1） 、事實查核記者對於事實查核的認知與查核新聞的價值判斷為何？（2）、

事實查核的流程為何？（3） 、媒體機構內的編輯政策與組織文化對事實查核有

何影響？

訪談及招募：招募本研究受訪者的過程中，筆者通過在媒體實習時結交的人

脈，尋找到多位符合本研究的受訪者，並根據「滾雪球」的研究方法，通過受訪

者聯繫獲得更多相關人士的支持，邀約訪談。本研究的受訪者需要符合下列要求：

（1） 、省級或以上查核機構/媒體機構行業從業人員；（2）、具有事實查核經

驗的從業人員；（3）、具有社會關懷與國際視野且無商業立場與偏見。

事實查核記者的半結構式採訪訪綱，見附檔三。

表 3-2：半結構式訪談编碼框架表

編碼 次級編碼 定義

個人層面

Individual level
角色認知

新聞價值判斷 專業新聞需要具有價值

常規層面

Routine level
事實查核流程

一、訊息蒐集 訊息來源可信度

時間節點與時間線

訊息來源知識

訊息來源可以解釋聲明

即時公佈相關訊息

訊息來源可提供議題相

關知識

二、訊息加工 建構/校對

選擇聲明進行查核

追蹤錯誤陳述

尋找證據

反饋訊息給專業人士

評估文本真實性

三、訊息分發 分發渠道

組織層面

Organization level
編輯政策

組織文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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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方式

由於本研究的項目皆為名目變項目，因此，除了頻率分析外，卡方檢定為主

要使用的統計方法，本研究之研究問題所設計類目與對應方法詳述於表 3-3。

表 3-3研究問題與分析策略表

研究問

題

（1）、從 2020年 1月到 7月，新冠肺炎相關假新聞，在不同階段，其主題、

訊息結構、陳述方式、類型、主張、訊息來源，呈現怎樣的趨勢變化？

變項或

變項之

間的關

係

主題
主題/
日期

訊息

結構

陳述

方式

主題/
陳述

方式

假新

聞

佐證

假新

聞

出處

假新

聞

類型

假新

聞

類型/
出處

假新聞

結構
主張

假新聞

訊息來

源

分析策

略

次數

分配

卡方

檢定

次數

分配

次數

分配

卡方

檢定

次數

分配

次數

分配

次數

分配

卡方

檢定

次數

分配

次數

分配

次數

分配

研究問

題

（2）、從 2020年 1月到 7月，新冠肺炎事實查核文本中，查證的訊息來源與

查證結果，有什麼特徵和趨勢？

變項或

變項之

間的關

係

訊息

訊息

查證

結果

假新聞主題/
查核訊息來源

分析策

略

次數

分配

次數

分配
卡方檢定

研究問

題

（1）、事實查核媒體從業人員對於事實查核的認知與查核新聞的價值判斷為

何？

（2）、事實查核的流程為何？

（3） 、媒體機構內的編輯政策與組織文化對事實查核有何影響？

受訪者 事實查核相關人員

分析策

略：主

題分析

查核人員個人認知

事實查核流程

行業內部編輯政策

目前的困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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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探討新冠肺炎時期假新聞文本與查核文本特點，分析內容為以下幾部

分。首先，對不同時期假新聞數量、主題、訊息結構、陳述方式、類型、訊息來

源進行資料統計，其次，對查核文本的查證結果與訊息來源進行資料統計，歸納

查核文本論述結構。最後，通過半結構式訪談結果分析中國大陸事實查核操作流

程、編輯政策與組織文化。

第一節 假新聞特徵與表現方式

一、查核文本總體數量情況

根據騰訊較真平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實時闢謠平台」的查核文本，共累計

查核文本 652條。其中，查核結果為「尚無定論」、「分情況」、「確有此事」

與「存在爭議」等已經確認真實性的訊息或暫時無法判定真實性的訊息共 132

條，而確認為不實訊息文本有 520條，約佔所有查核資料之八成，以下亦交互使

用「不實訊息」或「假新聞」代稱。以前述六個時期進行分析查核文本數量趨勢，

結果發現，假新聞數量與本國疫情發展有關，在疫情潛伏期為個位數；在 1月

21日後進入疫情爆發期，查核文本數量也達到峰值（N=341），每日查核文本數

量平均為 11.36條，數量最高峰值出現在 2月 26日（N=24）；在疫情蔓延期間

（N=143），與疫情全球爆發期（N=110），查核文本數量都破百；進入 5月 5

日疫情全球蔓延期，查核文本數量下降，到了全球疫情反復期又增加到 47條。

圖 4-1：查核文本數量分佈趨勢表（N=652）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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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新聞時間與主題分析

本研究接著將查核文本中已確認真實或有爭議的文本（n=132）排除，單純

以經查核確屬不實訊息之假新聞文本（n=520）進行分析，發現不同時間段的主

題分類不存在顯著差異，經卡方檢驗（X²=102.172，P＜.001）確認時期與主題

二者存在關聯性。從表 4-1可知，在疫情潛伏期與疫情爆發期，出現最多的主題

是「健康」類（47.52%），其次是「疫情與日常生活」（18.79%）以及「官方」

主題（17.73%）。到了疫情蔓延期，「健康」主題（32.23%）與「官方」主題

（19.83%）依舊佔比最高，而「疫情與日常生活」與「國際」主題的題材均顯著

增加。進入疫情全球爆發期，「國際」主題佔比顯著增加，佔所有假新聞超過四

成（40.51%），其次才是「官方」主題（24.05%）。當疫情進入全球蔓延期時，

假新聞數量下降，假新聞主題主要圍繞在「健康」主題與「國際」主題，均為

42.86%。進入全球疫情反復期，「健康」主題（35.48%）與「新冠病毒」主題

（25.81%）數量再度上升。

表 4-1：假新聞時間與主題數量分布與比例

總計 健康主題 官方主題
新冠病毒主

題

疫情與日常

生活
國際主題

時

間

疫情潛

伏期與

爆發期
282 134

（47.52%）
50
（17.73%）

35
（12.41%）

53
（18.79%）

10
（3.55%）

疫情蔓

延期
121 39

（32.23%）
24
（19.83%）

16
（13.22%）

21
（17.36%）

21
（17.36%）

全球爆

發期
79 13

16.46%
19
24.05%

4
5.06%

11
（13.92%）

32
（40.51%）

全球蔓

延期
7 3

（42.86%）
0
（0）

1
（14.29%）

0
（0）

3
（42.86%）

全球疫

情反復

期

31 11
（35.48%）

2
（6.45%）

8
（25.81%）

6
（19.35%）

4
（12.90%）

X²=102.172，P＜.001
來源：研究者製作

從疫情發展的六個時間段中不同主題數量差異可以發現，假新聞主題趨勢變

化與疫情發展情況相吻合。首先，在中國大陸疫情的潛伏期與爆發期出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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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也決定了不同時期假新聞主題類別。在疫情潛伏期間，「中國呼吸病學專

家鍾南山通過中央電視台確認，病毒可通過人傳人；WHO 宣布將 2019 新冠狀

病毒全球危險等級調升為「高」、中國地區為「極高」，武漢建設「方艙」醫院，

收治第一批病患」等，這一時期假新聞主題主要圍繞著健康主題、官方主題、疫

情與日常生活是佔比最高的三個主題，在健康主題中，偏方、治療方式與防控措

施是被選擇最高的三個選項，例如，使用類似風油精與小磨香油可以預防新冠肺

炎病毒的偏方類：「杭州醫生提示：在人中塗風油精可有效預防呼吸道疾病」（編

碼 FB-17）、「小磨香油滴在鼻孔，可以阻斷一切的流感和瘟疫傳染」（編碼

FB-25）;亦或是與治療相關的謠言，比如隔離艙或是藥物阿司匹林治療：「這個

玻璃裝置是隔離艙，用它進行患者的隔離」（編碼 FB-06）、「阿司匹林能有效

延緩新冠肺炎病情」（編碼 FB-69）;以及限制口罩買賣與解放軍將接管武漢醫院

類的防控措施，如：「2月 4日起，福州將實施預約搖號購買口罩」（編碼 FB-129）、

「2月 10號疫情不好轉，解放軍將全面接管武漢」（編碼 FB-145）等假謠言。

其次，在疫情蔓延期，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聯合專家組到

湖北省開展調研，以及WHO宣布，COVID-19是「全球大流行疾病」（Pandemic）

並可能將進一步擴散。此時，健康主題與官方主題依舊佔比最高，健康主題的相

關假新聞與疫情爆發期基本相同。官方主題則主要針對政府行為或是政策通知，

例如：「人民大會堂一人一桌招待世衛組織客人」（編碼 FC-47），「國家體育

總局下發 4月 30日前禁止辦賽通知假謠言」（編碼 FC-33）。同時，國際主題

佔比也開始上升，例如關於歐美地區的疫情情況：「美國吹哨人爆料美國新冠肺

炎感染者已超 1000例」（編碼 FC-28）、「義大利 86人因新冠肺炎被隔離在妓

院裏 14天」（編碼 FC-80）。

進入疫情全球爆發期後，全球疫情嚴峻，確診人數破百萬大關，義大利、西

班牙、美國、法國等歐美地區疫情數量急劇上升，全球多個國家延長封鎖令。這

個時期增加了更多與國外疫情失控有關的假訊息，如：「義大利政府將新冠病人

屍體丟入萬人坑」（編碼 FD-43）、「病毒惹的禍：美國有很多感染的人絕望跳

海了」（編碼 FD-50）。或是與國家元首、名人相關假新聞，例如：「特朗普請

巫師到白宮施法以驅除新冠病毒」（編碼 FD-68）、「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確診感

染新冠肺炎」（編碼 FD-48）、「世界男高音多明戈因新冠肺炎於 3月 26日去

世」（編碼 FD-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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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疫情爆發期，中國大陸的新冠肺炎也得到控制。處在「最長寒假」的

民眾期盼能夠復工、復產、復學。以校園復學為例，截止 2020年三月中下旬，

根據各地區疫情風險等級，全國已有 16個省份陸續發佈中小學以及高校的開學

時間，但是整體情況而言，在教育廳尚未發佈確切開學時間時，其餘省份還需要

等待開學訊息（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2020年 3月 23日）。因此，與復工、復

產與開學相關的假新聞，成為了官方主題中政府通知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例如：

「北京市於 4月 8日宣佈高三年級 4月 27日開學」（編碼 FD-60）、「遼寧省

教育局 3月 28日前公佈了各學校具體開學時間」（編碼 FD-37）。

進入了新冠肺炎全球蔓延期後，此時期假新聞數量下降到個位數，主要圍繞

健康主題與國際主題。最後，在全球疫情反復期，在此期間WHO主席譚德塞召

開記者會，稱 COVID-19是「史上最嚴重全球衛生緊急事件」。此時，健康主題

與新冠病毒主題佔比相同，新冠病毒主題開始圍繞在病毒變異、病毒會帶來後遺

症等方面，如：「新冠病毒已變異，武漢又有幾十人中招（編碼 FF-23）、新冠

恐怖後遺症出現！每個患者都會出現可怕血栓（編碼 FF-30）」。其他各類主題

佔比相差不大，與之前的各個時期的假新聞主題類別基本相同，但數量變少。

三、假新聞陳述方式

在假新聞陳述方式方面，本研究分為敘事型、推論型、新聞報導型、清單型，

如表 4-2。其中敘事型的陳述方式佔比最高為 45.58%（N=237），主要以說故事

的方式描述事件內容。其次是根據某些訊息自行推論的陳述方式（佔 21.35%，

N=111）。例如，根據官方指南推論新冠肺炎康復患者不具傳染性，因此可以復

工復產：

「世衛組織發佈了關於調整 COVID-19 應對工作下一階段的公共衛生和社

會措施的指南。一些國家政府建議，對引起 COVID-19 的 SARS-CoV-2的抗體進

行檢測，並以此作為發放『免疫護照』或『無風險證書』的依據，使人們認為自

己已獲保護，不會再次感染，因而可以出行或復工」（編碼 FD-78）。

以新聞「外衣」傳播錯誤訊息的文本佔比 10 %（N=52），此類文本的形式

包括 （1） 使用舊新聞但移花接木到現在的事件進行詮釋；如借用老年報八年

前的報導，並套用相關專有名詞，提出老年報早在八年前就預測出新冠肺炎會爆

發，「《老人報》八年前預測新型冠狀病毒會輸入爆發」（編碼 FC-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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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聞報導書寫格式進行商業宣傳；例如：標題為「新冠抗體重大突破，100%

抑制病毒，4天內清除」（編碼 FF-01）的假新聞，實則內容是一家醫藥公司在

文章中宣傳與疫情毫不相關的藥品；（3） 使用國外新聞網站的報導，對關鍵訊

息進行修改，例如某文本事件的背景是，美國佛羅里達州疫情嚴重，新冠陽性數

字不斷攀升。考慮到佛州此前是抗疫措施最鬆弛、防護觀念最差的大州之一。所

以這個後果本並不奇怪。但不少中文自媒體有不同的看法，它們齊齊發帖稱，佛

州疫情嚴重，是因為醫院造假，把數字編大了，便加上個人意見改寫新聞並轉發。

事實上，此新聞報導的感染人數沒有錯，錯的是檢測數字。佛州部分檢測機構的

陽性率的確有偏差，但不是因為多報陽性患者，而是少報了陰性患者導致的。

此外，清單型的陳述方式（4.81%, N=25）多出現在官方主題的假新聞中，

通常假新聞文本會以重點條列式呈現，內容並涵蓋對應某些官方措施詳細的數據

或者日期，以假亂真。

有不少的假新聞並未有明確的陳述方式，在本研究中歸於其他類（18.27%,

N=95），其中有部分假新聞僅用一句話陳述訊息，例如：「能夠憋氣 10秒就是

沒有感染新冠病毒」（編碼 FD-11）、「新冠病毒能通過通過皮膚侵入人體，皮

膚裸露有感染風險」（編碼 FC-8）。

表 4-2 假新聞陳述方式百分比

假新聞陳述方式 敘事型 推論型 新聞報導型 清單型 其他

個數 237 111 52 25 95

百分比 45.58% 21.35% 10% 4.81% 18.27%

來源：研究者製作

四、假新聞內容特徵

以下探討假新聞所述對象、時間和地點，以了解在新冠肺炎時期，假新聞文

本較常指涉的對象。

（一）所述對象

在所述對象方面的分析選象為複選，一則假新聞文本至少可以選擇七個變項

進行編碼。從圖 4-2可知，所指為某一事件的選項百分比最高，達到 35%，其次

是指涉某一種食品╱藥品╱物品，達 26.54%，食品主要圍繞在烘焙事物、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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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以及生食事物，例如：「停止食用烘焙食品！食用烘焙食品容易感染新冠病

毒」（編碼 FD-55）、「牛蛙、甲魚等已被列入禁食名單、別吃魚肉，特別是草

魚做的酸菜魚水煮魚，會感染病毒 」（編碼 FC-83）；排在第三的是某一特定行

為，百分比為 23.08%。所述對象為特定個人百分比為 14.81%，在所述對象中名

人、國家領導人以及醫務人員出現頻次較高，例如：鍾南山、李蘭娟、比爾蓋茨、

川普等，如圖 4-2所示：

圖 4-2：假新聞所述對象百分比

說明：本選項為複選，故總百分比超過 100.0%，無法進行卡方檢定。

來源：研究者製作

（二）假新聞所述時間與地點

從假新聞文本中，無地點與無時間同時出現的比例最高，在兩成左右；其次

是明確時間與明確地點同時出現，可見也有不少假新聞更注意捏造細節；同一篇

文本存在模糊時間與明確地點，百分比佔 17.50%。此外，模糊時間與模糊地點、

持續時間與無地點，分別佔比 10.38%與 10.77%。其餘各類目之間同時出現在一

篇文本中的比例都在 10%以下（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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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假新聞所述時間與地點百分比

明確地點（N=228） 模糊地點（N=89） 無地點（N=203）

明 確 時 間

（N=122）
20.38% 1.54% 1.54%

模 糊 時 間

（N=176）
17.50% 10.38% 5.96%

無時間

（N=146）
5.00% 2.50% 20.77%

持續時間

（N=76）
0.96% 2.96% 10.77%

來源：研究者製作

根據表中數據可知，假新聞文本中所指時間地點主要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

比例最高的無時間與無地點，此類的假新聞文本主要圍繞在健康主題，例如偏方

「喝單樅茶可以預防新冠肺炎」（FC-44）；治療與預防：「使用光催化設備能

有效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FC-31）、預防肺炎的疫苗能防止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FB-149）」。病毒主題，例如傳播途徑或者是病毒特性「新型冠狀病毒是

SARS病毒的進化」（FB-200）。由於健康主題與病毒主題在疫情發展中具有不

確定性，假新聞文本不提及事件的時間與地點，以增加事件的模糊性。

至於明確時間與明確地點的假新聞佔比也很高，此類假新聞文本，主要圍繞

在官方主題，例如：「武漢官方：在武漢上空開始播撒消毒粉液（FB-14）；鄭

州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將空中噴灑消殺藥物（FB-31）」等，以及疫情與生活主題，

例如：「北京超市、菜市場要關門一周（FB-83）」。

在國際主題中假新聞文本較高頻率出現模糊時間與明確國家名稱，例如各國

治療與隔離措施「澳洲斥資 20億澳元專門開發新冠肺炎疫苗（FB-252）、新加

坡拒絕超過 116名來自武漢的旅客入境」（FB-32），疫情數量情況與失控情況

「美國新冠感染數字造假，往大了編（FF-31）、病毒惹的禍：美國有很多感染

的人絕望跳海了（FD-50）、義大利女孩確診新冠肺炎後陽臺自殺（FD-54）、

義大利 86人因新冠肺炎被隔離在妓院中 14天（FD-80）」；疫情與生活「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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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影響，遊客減少，威尼斯出現天鵝和海豚游泳（FD-14）、國外地區無人權「義

大利新冠疫情嚴重（FD-105）、軍方動用坦克封城、義大利員警當街把 65歲以

上的老年人都抓了關起來（FC-108）」。曹軻（1997）認為通過假新聞可以看見

社會心理與某種真相；在國際主題的假新聞文本中可發現，主要集中在攻擊歐美

地區的人權，即在宣稱具有絕對人權的地區，並無法真正有效維護每個公民的權

益，甚至出現在妓院被隔離或是動用軍隊封城，亦或是剝奪年長者的生命等。吳

君（1993）提出假新聞在國際政治中具有戰爭攻擊的作用，研究推測這些假新聞

的出現，能引起中國大陸民眾的共鳴，對國外的政府防疫方式與措施與人權維護

產生質疑，從而對本國的政策防疫產生信心與希望。

（三）假新聞佐證

本部分研究假新聞佐證，以了解新冠肺炎時期，假新聞文本較常使用哪些佐

證增加可信度。本項為複選，一則假新聞文本至少可以選擇五個變項進行編碼。

研究結果為，假新聞文本最常使用的佐證方式是專家／專門團體說法／研究報告

說法，達到 26.92%；其次是使用照片／圖示／影片，百分比為 22.50%。使用專

有名詞的比例為 12.50%；而通過親友/本人/其他人親身經驗、或是聯絡方式/查

證管道，都低於 10%（如表 4-4）。

表 4-4：假新聞佐證類型百分比

佐證

（1）照片

／圖示／

影片

（2）專家／

專門團體說

法／研究報

告說法

（3）專有

名詞

（4）親友 /

本人/其他人

親身經驗

（5）聯絡

方 式 /查

證管道

（6）無佐

證

個數 140 117 65 51 24 214

百分比 26.92% 22.50% 12.50% 9.81% 4.62% 41.15%

來源：研究者製作

本研究計算假新聞所使用佐證數量，結果發現使用一個佐證者最多（佔

43.08%, n=224），次之為「無佐證」，佔 41.15%（n=214），使用兩個佐證者佔

13.65%（n=71），有三個佐證及以上的比例最少，僅佔 2.12%（n=11），可見佐

證數量越少，其資訊品質越可疑。至於在假新聞文本使用科學佐證情況，無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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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佔據大多數，達到 84.62%；使用科學佐證，涉及科學研究的佔比 7.50%，

提供科學研究期刊名稱與科學效果的僅為 1.73%與 4.62%。標題與文本引起恐慌

等情緒分別佔比 5.39%與 9.04%，如表 4-5所示。本選項為複選，故未進行卡方

檢定。

表 4-5：科學佐證個數百分比

科學佐證

（1）是否述

及某些科學

研究

（2）是否

有提供期

刊名稱

（3）是

否有提到

科學效果

（4）標題是

否能引起恐

慌等情緒

（5）內文是

否引起恐慌

等情緒

無佐證

個數 39 9 24 28 47 440

百分比 7.50% 1.73% 4.62% 5.38% 9.04% 84.62%

來源：研究者製作

（四）假新聞主張類別

在新冠肺炎期间，假新聞所傳達為單一主張佔大多數（72.88%），兩個主

張為（26.15%），三個或三個以上僅為（0.96%）。在研究分析中，我們發現假

新聞主張主要集中在注意、警惕（45.19%）、比如新冠病毒主題，如提醒人們新

冠病毒變異某地出現多例感染病例，亦或是疫情與生活主題，告知交通封閉或是

網絡成為新冠病毒的傳播途徑。而假新聞為采取行动（39.62%）的主張，多數圍

繞在治理，例如偏方類與防疫方式上。分享新知（25.77%）則是藉由某些「權威

人士、專家」對新冠病毒的治理、防禦提出看似「專業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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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假新聞主張類別

來源：研究者製作

（五）假新聞訊息來源

本研究對假新聞文本中訊息來源進行分析，結果發現，除了無明確訊息來源

（佔比 42.12%）外，個體網民（26.73%）是比例最高的一項訊息來源，其次是

媒體（8.65%）與官方機構（6.92%）醫療機構或醫療領域專業人士（4.23%）科

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2.31%）（見表 4-6）。在用戶生產內容（UGC）的

時代，個體網民的訊息多數並不具備專業性，且觀點多數源於自身經驗或是個人

認知。但個體網民通常被認為有「經驗可信度」（吳世文等，2019），在訊息大

量生產但正確資訊仍然模糊，人們更傾向信任個別用戶。在假新聞文本中，個體

網民訊息來源多以提醒、分享訊息等方式出現，如「水果表面有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期間吃水果必須削皮」（編碼 FB-247）、「明天早上四點杭州飛機灑消毒

藥水，大家別出門」（編碼 FB-45）。其次，假新聞文本使用媒體與官方機構作

為訊息來源，其意圖是提升文本的可信性，獲取人們的信任。此次，新冠肺炎假

新文本雖與健康主題相關的數量較多，但是使用科研機構人員、專家或是醫療機

構與專業人士作為訊息來源的比例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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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假新聞所述訊息來源百分比

經卡方檢驗，不同假新聞所述「訊息來源」與「主題」存在顯著差異（X²=59.503，

P=.024＜.05），二者存在關聯性（表 4-7）。僅健康主題中提到較多科研機構或

人員作為訊息來源，個體網民在各個主題的佔比都最高，也是此次新冠肺炎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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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主要的訊息來源。

表 4-7：假新聞訊息來源與主題

主題 健康主題 官方主題
新冠病毒主

題

疫情與日常

生活
國際主題

假
新
聞
訊
息
來
源
類
别

科研機構

人員、專

家

5

41.67%

1

8.33%

4

33.33%

2

16.67%

0

0.00%

商業機構

或其人員

4

40.00%

1

10.00%

1

10.00%

1

10.00%

3

30.00%

醫療機構

或專業人

士

9

40.91%

1

4.55%

4

18.18%

5

22.73%

3

13.64%

民間組織
2

33.33%

0

0.00%

1

16.67%

2

33.33%

1

16.67%

官方機構
6

16.67%

13

36.11%

5

13.89%

6

16.67%

6

16.67%

個體網民
61

43.88%

19

13.67%

20

14.39%

16

11.51%

23

16.55%

俗語或諺

語

5

50.00%

1

10.00%

0

0.00%

3

30.00%

1

10.00%

中醫 0（0.00） 0（0.00） 0（0.00） 0（0.00） 1（100.00%）

媒體
15

33.33%

7

15.56%

6

13.33%

13

28.89%

4

8.89%

無明確訊

息來源

88

40.18%

49

22.37%

19

8.68%

38

17.35%

25

11.42%

其他
4

20.00%

3

15.00%

6

30.00%

5

25.00%

2

10.00%

（X²=59.503，P=.024＜.05）

來源：研究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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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假新聞出處類別

在新冠肺炎期間，假新聞出處類别，無明確出處的數量佔據多數，達到

45.38%，其次，假新聞在微信平台上佔比最高，為 23.08%，此外，其他出處類

別（10.19%）主要來自國外網站例如：Facebook、新聞網站、惡搞網站等。微博

平台（8.65%）、新聞網站（5.00%）、短影音（影像）平台（4.04%）、自媒體

（2.50%）與論壇（1.15%）的分佈較為平均，且所占比重不大（如表 4-8），由

此可見疫情假新聞主要透過社群媒體傳播。

表 4-8：假新聞出處類別

微信平台 微博平台
短影像平

台

新 聞 網

站、新聞

媒體

論壇 自媒體
來源不

明
其他

120 45 21 26 6 13 236 53

23.08% 8.65% 4.04% 5.00% 1.15% 2.50% 45.38% 10.19%

來源：研究者製作

五、查核文本與假新聞分類

在實務工作上，騰訊較真事實查核平台的查證結果類型主要分為九類，相較

之下，本研究文獻中學術上對於假新聞的定義較為細緻（如表 2-2整理共 12類），

在查核實務工作上為了方便民眾理解，並未對內容進行那麼詳盡的分類。在騰訊

較真的分類中，佔比最高的是謠言（64.88%），其次是尚無定論（9.20%）、確

有此事（8.90%）、偽科學（8.74%），此外，有失實（5.83%）、分情況（1.53%）、

假新聞（0.31%）、偽常識（0.15%）、存在爭議（0.46%）。（如圖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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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查核平台查證結果（N=652）

來源：研究者製作

然而，經過本研究編碼員仔細檢視查核平台的查證結果，發現查核平台可能

因為查核記者不同，有部分屬於「假新聞」類型的資料計入「謠言」。本研究依

照文獻回顧（表 2-2）提出假新聞的類別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對於查核平台認定

結果重新分類，例如查核平台中屬「謠言」內容，更進一步分為「捏造」（完全

虛構）、個體網民在訊息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轉發的模糊資訊（表 4-9的「謠言」），

以及依其目的可判斷為「誤傳」或有其他個人政治或營利企圖者（「不實資訊」）。

研究結果發現，捏造的虛假訊息文本佔比最高（27.31%），如表 4-9所示，

大多數假新聞是完全虛構的故事與真實事實完全脫節，例如：

王辰院士在 4月 3日答記者問時表示：中國已明確要抄英、德、美

的作業——群體免疫，趁秋天之前讓中青年人感染，才能以最小的代價

控制住疫情。否則中國人將被鎖在國內，出不了門」（編碼 FD-77）。

但事實是，根據公開報導和資料，並未發現「王辰院士說中國已決定實行群

體免疫」的紀錄。而文本中談及與歐美相關的防疫方式，僅是王辰院士提到不同

國家處理疫情的情感取向，他在一次南方都市報採訪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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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並未遠去，先要考慮我們和歐美之間的差別。他們會比較理性

的，在資源短缺的情況下斷指求存。我們比較感性，重感情，一定要把

每個人到維護住。於是，在將來就可能出現歐美人群受了大的損失之後，

人群免疫能力提升，可以敞開國門。而我們後期可能面臨被動局面，對

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國際交流和開放帶來不利影響（南方都市報，

2020.04.07:GA02）

整個採訪中，王辰院士並未提到「中國已決定實行群體免疫」。

「不實資訊」的比例佔據第二，這些文本採用斷章取義或是使用某些關鍵詞

對文章進行改編。這類文本基於某些已有資訊進行修改，進而傳播，例如：「義

大利研究人員在廢水中檢測到了新冠病毒，水會傳播新冠病毒被證實」（編碼

FF-17）。但是，6月 18日，義大利高等衛生院發佈一項研究結果顯示，研究人

員在米蘭和都靈的廢水樣品中確實檢測到新冠病毒的存在。而實驗中檢測出的是

病毒核酸片段，並不是完整的具有感染活性的病毒，這並不代表廢水能直接感染

人類，此前荷蘭、美國等多國在污水中檢測到的也均為新冠病毒核酸片段。

再次之為「誤傳」與「謠言」類，主要數量出現在疫情爆發期，依託於疫情

發展環境的不確定性，謠言在此時期大量爆發，並多以個體網民為訊息來源進行

傳播，在訊息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誤傳的訊息也大量產生。謠言出現主要集中

在疫情爆發的初期，由於在突發公共事件中，權威訊息缺位使得網際網路上的小

道訊息有機可乘，此外輿情主體公信力不足使得未經證實的網路訊息成為民眾的

訊息來源，並且出於某種動機製造與傳播且沒有事實依據、誇大並扭曲的虛假資

訊（欒玉樹，2020）。例如：

溫州出現新病毒，490例裡 40%是全新變異的病毒，2月 24日，在

本地微信群、朋友圈中流傳影像稱本來已經穩住了，今天一下子又爆發

出來.....等」（FB-241）。

但向溫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領導小組辦公室核實，該內容為謠言。據統計，溫

州 2月 24日新增確診病例數為 0，官方單位也要求市民以官方權威發佈為準。

排名第五的假新聞是以真實新聞為幌子傳播虛假訊息。其他類別佔比都在 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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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表 4-9）。

表 4-9：虛假訊息類別百分比（N=520）

來源：研究者製作

依照研究結果，在疫情的期間與真實故事完全脫節的「捏造」訊息在疫情期

間佔比最高，在整體研究樣本中「捏造」訊息的主題類別從國際主題，到官方主

題，再到疫情與生活主題，涉及對象包括各國政府機構與國內外名人。由於疫情

期間不穩定的疫情形勢與紛雜的輿論環境，捏造訊息可能引起民眾對於政治的憂

慮，以及在種族與文化議題上的對立。

從捏造訊息的主題分類來看，最常見的捏造訊息是官方部門關於疫情期生活

管控的政策頒布。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官方與政府的行為與發佈病毒防禦資訊的

公共傳播聲明，此類捏造訊息很可能挑戰權威機構傳遞訊息的可信度。雖然該類

排名 類別 數量 百分比（%）

1 捏造 142 27.31%

2 不實資訊 107 20.58%

3 誤傳 85 16.35%

4 謠言 75 14.42%

5 假新聞 35 6.73%

6 偏見或單向立場 21 4.04%

7 脈絡錯誤的內容 14 2.69%

8 點擊誘餌 9 1.73%

9 宣傳 8 1.54%

10 惡作劇 3 0.58%

11 諷刺、模仿 2 0.38%

12 垃圾評論 2 0.38%

13 其他 17 3.27%

合計 5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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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較常明確地提供所述對象、時間與某一特定事件，使得查核人員更易進行查

核，但也從側面體現出，在疫情期間官方與權威機構並非總能夠成功地將清晰、

可信賴的訊息提供給受眾以解決緊迫的衛生公共問題。然而在疫情期間訊息量不

足、覆蓋面不廣，捏造的假新聞就可能會填補公眾理解的空白，而藉以官方或是

權威機構發佈的訊息，則有可能更容易被民眾接受，造成後期澄清上的困難。

其次，國際主題是捏造訊息來源較常涉及到的另一個議題，並且主要圍繞著

國外名人政要提出的防控措施、或是感染新冠病毒的內容，藉由名人明星的影響

力，進而達到產生輿論疊加效應增加假新聞的傳播速率的目的（李彪，喻國明，

2018）。此外還包括某些種族傳播病毒的內容，甚至少量涉及類似陰謀論的種族

滅絕計劃，使用例如「生物戰、種族滅絕計劃、人類清除計劃」這一類訴諸仇恨

的詞彙，增加民眾的危機感與緊迫感。

最後，不實訊息與誤傳的內容並非完全虛構，其內容是通過不同訊息地重新

配置而產生，其中包含了一些真實訊息，但是細節被重新處理與選擇使得文本脈

絡具有欺騙性與誤導性。在本研究中，謠言依託（問題的）重要性×（事實的）

模糊性進行定義，歸納為謠言的訊息類別都是確定為假的訊息。而騰訊較真平台

並未詳細區分謠言的不同類別，事實上騰訊較真平台所定義的謠言還可包含至少

四類假新聞類型，詳細地分類可使讀者在閱讀查核文本時，對於不同類別的虛假

訊息結構與主題特徵有更深入的了解，若再次遇到此類訊息，根據查核文本所建

構的詳細分類能提升受眾的判斷能力。

假新聞除了文字表現形式外，使用圖片、影片等感性元素也是表現形式之一，

在本研究的分析中照片、圖片與影片作為假新聞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一、照片、

影片為真，但是被誤用在錯誤的語境中，僅以「有圖有真相」的方式增加文本的

可信度，此為誤傳；二、照片、圖片的部分內容為真，但作為佐證被多次轉載後，

訊息內容被過分誇大，此為不實訊息；三、照片／圖示／影片本身就為捏造，作

為假新聞佐證或者就是影像類假新聞。由於大陸不少短影像 APP興起，影音上

傳方便，平台與查核人員無法通過關鍵詞直接對影音文本進行查核，由於在形式

上對受眾具有視覺衝擊，此種假新聞表現形式在新冠疫情期間比例開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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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假新聞特徵與小結

根據內容分析結果可知，在假新聞與查核文本的總體趨勢情況上，假新聞數

量的變化趨勢與中國大陸國內疫情的發展存在緊密關聯，在疫情爆發期假新聞數

量達到最高值 282 條，此後中國大陸國內疫情逐漸穩定可控，假新聞數量也從

121條逐漸下降到 80 條。在全球疫情爆發期與疫情反復期，假新聞數量有所上

升，但都在 30條以內。查核文本的數量變化趨勢與假新聞數量變化趨勢相同，

在疫情爆發期達到 341條，不同的是查核文本的數量在疫情蔓延期與全球爆發期

都在 100條以上。也就是說，雖然此時假新聞數量降低，但是整體網絡訊息環境

中需要核實的訊息數量依舊較高。此數據僅依循騰訊較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實

時闢謠平台」所公佈數據進行趨勢研究，大致分析出整體趨勢，但並不能絕對說

明查核文本數與假新聞數下降代表此時整體輿論環境中假新聞數量減少，因為還

可能存在之前已被查核過的假新聞再次出現，但並未被查核平台納入再次查核範

圍的情況。

在對假新聞發展時間段與主題的卡方分析中，可清晰地發現在不同時間段，

假新聞的主題變化具有差異，首先在疫情潛伏期與爆發期，健康主題、官方主題、

疫情與日常生活主題分佈較多，新冠病毒主題也佔比超過 10%。在疫情蔓延期，

健康主題、新冠病毒主題與官方主題依然佔據主要分佈，但是國際主題佔比增加。

而到了疫情全球爆發期，國際主題成為分佈最多的類別，在疫情全球蔓延期，由

於假新聞數量為個位數，新冠病毒主題、國際主題以及健康主題還是在此期間出

現。在全球疫情反復期，健康主題依舊佔據最高比例，與新冠病毒主題具有相同

的分佈佔比。在疫情發展時間段與主題的對比中可發現，不同時間段的主題與當

時的疫情發展狀況、政策、國際形勢的變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而假新聞文本中，最常使用的陳述方式是敘事型。此外，清單型的陳述方式

主要出現在政府通知或是宣傳文件中，用日期或是數據，條例清晰地對應某些特

定行為或是事件。推論型的敘事往往和某些科學研究或是新冠肺炎治療手段、防

控措施、政策宣導相關，用以得出某些結論指導或告知人們事件結果或者行為結

果。在對假新聞主題與陳述方式進行卡方檢定後發現二者間無關聯性。

在假新聞文本結構的分析方面，本研究以量化方式拆解假新聞的文本結構，

發現首先在新冠肺炎假新聞文本中，假新聞所述對象佔比最高的是指涉某一事件，

在假新聞所述時間與地點上，假新聞文本使用無時間與無地點的比例最高，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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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確時間與明確地點同時出現，可見也有不少假新聞更注意捏造細節。在假新

聞文本佐證上，最常使用的佐證方式是專家／專門團體說法／研究報告說法，通

過此方式增加假新聞文本的權威性與專業性。雖此次新冠肺炎期間，健康類假新

聞佔據比例最高，但是八成以上的假新聞文本並未使用科學佐證。總體上來說，

假新聞文本使用一個佐證的佔比最高，使用三個或者三個以上佐證佔比很低。在

假新聞訊息來源的研究中，較多使用的訊息來源是個體網民，同時根據假新聞出

處的研究中，微信平台佔比第一，因此也呼應假新聞的訊息來源來自個體網民。

而在查核文本中，佔比最高的為是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醫療人員，具有

權威可信度的查核訊息來源成為此次新冠肺炎期間查核的主力。根據查核平台給

出的假新聞分類，謠言佔比最高，其次是偽科學與尚無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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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查核文本結構

一、事實查核訊息來源

從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假新聞文本內容類型龐雜，引述訊息來源也有不

少專家權威，以假亂真，那麼查核平台如何查證？查核平台記者在實務工作中，

也會找尋自己的可靠訊息來源進行查證，而根據查核平台所發布查核結果進行統

計，同時對查核文本訊息來源與查核主題進行卡方檢定，發現不同主題與查核訊

息來源存在顯著差異，經卡方檢驗（X²=229.326，P<0.001）確認查核主題與查

核訊息來源二者存在關聯性。

查核平台主要有六類訊息來源，其中佔比最高的訊息來源是科研機構或科研

人員、專家、醫療人員（34%），原因是由於假新聞文本主題多與健康主題與疫

情與生活主題相關。其次是自事實查證平台與平台人員（27.72%），其中最主要

的是騰訊較真平台，以及部分地方闢謠平台，此外還有騰訊較真平台中不同領域

的專業人士組成的專業查核人員，通過利用平台優勢與整合平台資源確保假新聞

內容與細節有針對性的評估（程曾芩，2018）。

佔比第三的是媒體與期刊（24.96%），傳統媒體與查核平台相互聯動成為查

核訊息來源的重要組成元素之一，傳統媒體利用自身在地優勢，查核地方訊息更

有效率，同時發佈闢謠訊息更具權威性以及全面性。來詳細各項訊息來源數量和

比例，如表 4-10與 4-11所示：

表 4-10：查核文本訊息來源

類別 數量 百分比（%）

1 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

家、醫療人員

222 34.00

2 事實查核平台人員

（包括署名與未署名）

181 27.72

3 媒體期刊 163 24.96

4 醫學科普平臺 52 7.96

5 官方與衛生機構 34 5.21

6 民間組織或人員 1 0.15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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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查核文本訊息來源與查核主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二、事實查核文本結構

騰訊較真平台的查核文本主體結構採用四段式論證，第一段，在標題處列出

所查核假新聞的標題，並用 100-300字簡述假新聞內容；第二段，給出假新聞的

裁定，例如謠言、偽健康訊息等；第三段，用 3-4個分點說明，拆解假新聞文本

中錯誤的內容或者細節，並在結尾部分，附上查核訊息來源，例如某媒體、科研

人員、查核平台等；第四段，則為假新聞原文文本與查核內容的詳細說明。論證

方式大致上呈現「背景—論證—結論—詳細說明」這四個步驟。不論是哪一類查

核主題，都是以此結構進行陳述（表 4-12）。

查核訊息來源

科研機構或

科研人員、

專家、醫療

人員

事 實查 證

平臺

官方與衛

生機構

民 間 組 織

或 其 人 員

（ 包 括 民

眾調查）

醫學科普

平臺
媒體/期刊

查核

主題

健康主

題
134（52.76）40（15.75）12（4.72）0（0.00） 29（11.42）39（15.35）

官方主

題
9（9.18） 27（27.55）9（9.18） 0（0.00） 4（4.08）49（50.00）

新冠病

毒主題
56（51.85）18（16.67）6（5.56） 0（0.00） 15（13.89）13（12.04）

疫情與

日常生

活

15（13.04）44（38.26）4（3.48） 1（0.87） 4（3.48）47（40.87）

國際主

題
8（10.26） 52（66.67）3（3.85） 0（0.00） 0（0.00）15（19.23）

（X²=229.326，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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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騰訊較真查核文本結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製作

書寫不同主題的查核文本，在詳細說明的部分有所不同。從假新聞主題與查

核訊息來源進行分析，可較為清晰地看出，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醫療人員

在健康主題（52.76%）與新冠病毒主題（51.85%）佔比最高。在此類查核文本

的詳細說明結構為，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在確定為假的健康主題的論證上

多數直接抓取關鍵概念，在論證部分用分點的方式直接證偽，若涉及治療方式、

疫苗與藥物、傳播方式的理論研究、醫學研究則會有詳細的理論背景梳理與相關

專業論點的分析，最後附上參考來源。

結構 內容（VD-92）

背景 流傳說法：最近，一篇標題為《新冠病毒可通過鞋底傳播，傳播距

離至少為 4米》的文章廣為傳播，文章提到一篇論文，說論文最終

的結論是：病毒能通過醫務人員的鞋底傳播至少 4米。

裁定 假謠言

論證 查證要點：

1《新冠病毒可通過鞋底傳播，傳播距離至少為 4 米》這一標題並

不準確。在原論文中，研究者只是在醫護人員的鞋底檢測到了病毒，

「鞋底攜帶病毒」並不代表「鞋底傳播病毒」。這一標題還容易使

讀者錯誤地認為「病毒能通過醫務人員的鞋底傳播至少 4米」，但

在原論文中的「4米」指的是「ICU 病房中，在離患者頭部 4米遠

的地板處採樣，樣本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這和「鞋底攜帶新冠

病毒」是兩個獨立的發現，二者並沒有聯繫。

2原論文中建議醫護人員在走出新冠肺炎患者的病房後對鞋底進行

消毒，而不是說任何人的鞋底都要消毒。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公

眾防護指南（第 2版）》中，也並不包含「鞋底消毒」這一項，日

常生活中我們沒有必要對鞋底進行消毒。

查證者： XX醫學博士、副主任醫師、中華醫學會科普分會青年委員

詳細說明 報導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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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查核文本「假謠言——有論文證明新冠病毒可以通過鞋底傳播 4 米」

（VD-92）詳細說明為例，在此類參考文章中先指出存疑的論證觀點：這篇稿件

有三個問題：1、混淆「傳播」和「攜帶」兩個概念；2、 「鞋底攜帶病毒」和

「4米遠」並無關係；3、建議醫護人員對鞋底消毒並非美國 CDC提出。其次，

提出若遇到這樣的情況民眾可採取的防護方法：日常生活中需要對鞋底消毒嗎？

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公眾防護指南（第 2版）》作為權威參考。最後附上本文

書寫的參考來源：最後附上參考來源：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國家中醫藥管理

局辦公室《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

但是若是涉及偏方、新冠肺炎與動物主題，則較少出現詳細說明，一般直接

使用關鍵概念在論證部分進行解釋。如：「抗病毒藥阿昔洛韋能有效預防新冠肺

炎」（VC-118），首先解釋這類藥物的主要功效：1、阿昔洛韋作為治療單純皰

疹和帶狀皰疹病毒的首選藥物。其次，提出權威闢謠觀點：不建議將阿昔洛韋用

於預防新冠肺炎，接著闡釋類藥物是否能治理新冠肺炎病毒：2、不建議將阿昔

洛韋用於預防新冠肺炎。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最新的文章《針對 2019新型冠狀

病毒的潛在抗病毒藥物》中提到：目前臨床上常用的抗病毒藥物，包括神經氨酸

酶抑制劑（奧司他韋、帕拉米韋、扎那米韋等）對 2019-nCoV均無效（因為冠

狀病毒不產生神經氨酸酶），均不建議臨床應用。

媒體期刊是官方主題（50%）、疫情與生活主題（40.87%）最主要查核訊息

來源，媒體作為官方機構的發聲窗口可以第一時間獲取最新政策頒布，並能夠及

時向官方機構求證相關通知的發佈「假謠言——天津市教育局於 3月 27日公佈

中小學及高校開學時間」（VD-43）。其次利用各地媒體的在地性優勢，在疫情

與生活的主題上「假謠言——物美員工出現群體性發熱，涉及北京 7 家門店」

（VC-72）能夠更加精準地進行查核。查核文本的詳細說明論述內容為媒體的查

核新聞。

以「天津市教育局於 3月 27 日公佈中小學及高校開學時間」（VD-43）为

例，內容為新聞的基本書寫模式，主要是第一段 5W1H書寫謠言內容，並增加

官方或是權威機構的聲明：

近日，網絡上流傳著一張有關天津市中小學和高校「分批陸續開學」的「文

件截圖」，文中表示，天津初高三將於 4月 8日起，分批錯峰開學，其他中小學

則將於 4月 14日開學；而高校也將於 4月 21日起陸續開學。「文件」煞有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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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款為「天津市教育局」。為此，記者詢問了天津市教委有關工作人員，該工作

人員表示，此文件屬於明顯偽造。

第二段查核過程與謠言中存在爭議的細節：

「天津市教育局」這一稱呼早已撤銷，現在的正式名稱為「天津市教育委員

會」。這樣的落款是明顯錯誤的，何況也沒有加蓋公章。

第三段為安撫民眾情緒，告知目前情況：

市教委該工作人員表示，對於後續天津市各大中小學開學的具體時間，市教

委會第一時間向社會公佈，請廣大市民耐心等候。

事實查核平台作為查核訊息來源在五大主題中均有占比，最高的是國際主題

（66.67%）其次是疫情與生活主題（38.26%）。查核平台的詳細說明部分，先

以敘事型的方式簡單闡明假新聞的內容，再用推論型的方式分點論述假新聞中的

關鍵內容的錯誤為何，最後在裁定結果的書寫中，使用國外權威機構的裁定結論

或是附上權威機構的聲明。在文本中放入蒐集到的假新聞、謠言的相關圖片，並

用帶有假字的醒目水印覆蓋在假訊息圖片上，作為支撐裁定結論的證據。在報導

的結尾都會附上相關資料的鏈接，或者是國外網站的網址。

以查核文本「假謠言——5G是新冠病毒的元兇，沒有 5G就不會爆發疫情」

（VD-81）為例，在詳細說明中列出 5G和新冠肺炎究竟是怎麼聯繫上的？傳播

鏈條：Thomas Cowan的影像——Keri Hilson的社交賬號——社交媒體轉發。

其次對傳播源頭 Thomas Cowan醫生作為權威來源是否可信進行論述：

這位「醫生」對 5G的控訴真的有道理嗎？該醫生曾經在 2017年被限制行

醫，期限長達 5年。

最後，再對 5G的定義以及危害性進行闡述，得出結論：

至於 5G，歸根到底只是一種普通的電磁波信號，並沒有明確證據證明對人

體有害（較真小程序搜索「5G」查看更多訊息），和新冠病毒也沒有什麼關係，

大家不用恐慌。

騰訊較真平台的查核文本主體敘述結構為四段式論證，所有類型的查核主題

都按照「背景—論證—結論—詳細說明」四步驟進行排列書寫。不同類別的查核

訊息來源的詳細說明各有敘事結構特點。首先，專家或權威人士書寫的查核文本

傾向拆解假新聞錯誤觀點，用分點論證的方式以專業理論與知識作為支撐，進行

書寫。其次，媒體機構的詳細說明，則為查核新聞文本，用標準的新聞書寫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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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假新聞內容，並詳細書寫假新聞中的錯誤細節反駁假新聞論述，使用官方或

權威機構說法作為結論裁定，最後以安撫民眾情緒，號召大家不信謠不傳謠為結

尾。最後，查核平台的詳細說明書寫以推論型為主要敘事導向，先提出假新聞中

的爭議點，再以收集到的圖文證據進行澄清，得出裁定結論，最後在報導的結尾

都會附上相關資料的鏈接。

從卡方檢定分析，三類查核訊息來源所查核的主題都具有針對性，能盡可能

地發揮出在不同主題上查核訊息來源的可信度優勢。在此基礎上，三類查核訊息

來源在詳細說明中也都使用可信來源（或是查核者就為可信來源）作為裁定依據，

同時用具有因果性解釋或推論敘事方式拆解假新聞中的爭議點，進而削弱受眾對

於假新聞的認知強度。根據查核文本的分析可知，騰訊較真查核文本的主體敘事

結構與詳細說明，在一定程度上切合逆火效應等訊息更正研究的發現，根據

Nyhan & Reifler（2012）為事實查核文本提出的建議，騰訊較真查核文本符合減

少或者不使用否定式敘述，同時，減少了對錯誤訊息的重複論述，並使用可信訊

息來源加上列點表述或者使用圖表的方式，提升查核文本的清晰度與可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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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事實查核訪談數據蒐集與分析

一、訪談數據蒐集

騰訊較真平台新冠肺炎闢謠專區與中國醫師協會健康傳播工作委員會合作,

相較於之前的日常闢謠專欄，新冠疫情期的闢謠專欄把更大的核查力度放在醫療

健康領域，根據本研究對騰訊較真查核文本訊息來源的整理（表 4-10）可發現，

騰訊較真平台主要有三大類訊息來源，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醫療人員佔

比第一，其次，是事實查核平台人員（包括署名與未署名），第三則是與查核平

台合作闢謠的媒體期刊。通過對事實查核相關人員進行滾雪球抽樣，並進行半結

構式訪談。最終，訪談取樣對象主要集中於與「查核平台合作」的「媒體期刊」

中的五名事實查核記者。訪談規模取樣較小的原因是本研究議題涉及的訪問主題

較為敏感，因此在招募相關受訪者時難度較大。

本研究訪問了與騰訊較真事實查核平台合作的媒體包括紙媒、新媒體與電視

媒體的一線記者、新媒體編輯、新媒體總監，提供有深度與廣度的訪問結果。受

訪者编碼表見（表 4-13）。

表 4-13：受訪者編碼表

受訪者編碼 媒體類别 職位 工作年資 性别

J1 新媒體 新媒體總監 28年 男

J2 纸媒 記者 2年 女

J3 電視媒體 記者 6年 女

J4 電視媒體 编輯 15年 男

J5 電視媒體 記者 4年 女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個人層面

從記者對於自身角色的定位而言，受訪者皆認為，新聞事業是黨和人民的喉

舌，新聞報導擔負反映輿論、引導輿論的任務。在此新聞生態下，記者們自覺擁

護政黨的政策與言論。因此，在新冠疫情查核主題中，有兩种類型的新聞记者基

本不查核，一是涉及到疫情感染人數與死亡人數，記者根據官方數據為準。二是

地區發生重大（災難性/突發性）新聞，具體原因與狀況目前無法進行核實，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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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會介入調查，以權威部門的官方發佈訊息為準。

在專業性的認知上，受訪者認為自己是追求中立客觀的報導，貼近受眾需求，

且具有可信賴度的新聞人。

在疫情期間，最重要的是保證我們所查核的新聞議題是具有接近性，比較多

的都是與民生主題相關的內容，還有就是我們需要保證我們所報導的所有訊息都

具有準確性（J3）。

誠如在數據分析結果，與健康主題與生活主題相關的假新聞較多，記者在查

核假新聞時，由於「接近性原則」，這一類的查核新聞也更常出現在查核類新聞

報導中。其次，記者還認為自己應該具有價值判斷，做出客觀且全面的報導，特

別是針對具有商業宣傳目的假新聞。

有的時候事實查核就不單純是去確定訊息是都準確，還存在立場的問題，因

此，採訪到一個事件的當事多方是重要的。不能為了達到時效性而只採用片面、

單方面的說辭，這樣就是新聞媒體自己在製造假新聞（J2）。

在處理新冠肺炎時期的假新聞時，依循著角色的認知與定位，媒體機構中的

查核記者的新聞理想排序不一定是第一位。但是，若記者能夠進入到新聞現場進

行採訪報導，搶奪時效性與真實性依舊是查核記者的第一選擇。

當時疫情隔離點泉州佳欣酒店坍塌，我們團隊第一時間進入現場採訪，只要

第一時間能把訊息發出來，即使後來被滅稿了也沒關係（J5）。

總體而言，在處理疫情時期相關假新聞上，民生類新聞的查核，記者們認為

能夠實現角色定位與新聞價值相統一，在處理有關敏感議題的新聞上，新聞理想

與立場還是存在衝突。因此，除非時效性與新聞價值兼具的報導會直接刊發第一

手資訊，不然多數時候還是以官方口徑為主。

三、常規層面

（一）、訊息蒐集

在新冠肺炎期間的訊息蒐集上，查核記者獲取訊息來源與日常訊息蒐集渠道

基本相同。主要來源是通過新聞機構的線索平台，其次是新聞機構的新媒體平台，

例如官方微信公眾號、直播號、視頻號以及抖音平台蒐集相關新聞線索，後台工

作人員會對推文點讚數高、或者是熱門評論、後台留言進行蒐集，再通過微信工

作群發送給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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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集到新聞線索後，若訊息來源來自個體網民需要對訊息中已有目擊者、

圖像、以及時間進行驗證。首先，受訪記者均表示，對訊息來源的驗證一定需要

聯繫到訊息來源提供者。

我們要求一定要採訪到事件當事人，或者是到訊息來源的現場去找到目擊者，

同時盡量能爭取聯繫到多方，不能只聽一家之言（J2）。

其次，在圖像的驗證上，要先確定圖像與影像是否為真，是否存在脈絡錯誤

或者斷章取義的情況。

我們有兩種驗證的方法，一種是向事發當地可靠的線人進行驗證，詢問他在

視頻中或者圖片中的地點是不是他們當地的，再問他是否有發生這樣的事情，發

生的時間是否是準確的。另一種是，我們有一個省內記者聯通群，如果是比較重

大或者典型的事件一般都會有訊息被發在群組裡，我們可以直接拿已有的訊息進

行確認，或者我們可以直接在群組裡詢問駐地記者是否有這樣的事情（J3）。

此外，通過新媒體的手段進行人工查核，此類查核主要是查核國際主題相關

的假新聞。1、是通過追溯訊息源頭對訊息的真實性進行確認，避免多次轉載後

產生的內容歧義；2、是使用大數據關鍵詞搜索，通過大量的搜索詞條與討論去

判定某一條新聞是否為假新聞。受訪者皆認為，雖然在互聯網上的謠言與假新聞

氾濫需要防治，但是如何通過數字技術手段去查核，目前在媒體機構內還未形成

有效地數字查核體系。現在媒體機構內的情況是，根據查核記者個人技能素養與

經驗獲取查核資訊，依據編輯決策評估其虛假程度與重要性，再進行查核新聞製

作。

確認訊息來源的可信度，查核記者主要圍繞四項基本原則，分別是「權威性

原則」、「屬地原則」、「科學性原則」以及「常識性原則」。首先，「權威性

原則」是遵循權威媒體進行訊息來源與內容選取，在媒體體系中有一個轉載「白

名單」例如人民日報、新華網等，白名單除了中央媒體外，各省區市有地方媒體

訊息白名單，白名單上的訊息來源可以直接使用。另外，由於個體網民發佈訊息

的動機和目的不確定，以及訊息內容未必全面，因此記者為確保訊息來源的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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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除非訊息來源經過驗證不然幾乎不使用來自個體網民的訊息來源。

其次，如果出現非本地區發生的新聞，但是具有較高的新聞價值，則遵循「屬

地原則」，一般的做法是聯繫當地媒體進行求證與邀稿。

因為有一些新聞是在省外的，如果具有較高的新聞價值，但是我們無法盡快

驗證，這時候我們就會給發生地的合作媒體打電話，這樣做不僅能夠保證訊息來

源的可信度，還能夠節省人力與物力（J1）。

此外，「常識性原則」是判斷訊息是否為假新聞的基礎原則，尤其假新聞的

新聞內容經常是離奇且違背常識，即使有圖片與影片加以說明，記者依舊可以篩

選與判斷，若無法找到訊息發佈者，這一類的訊息來源將不被採用。但有一種例

外，即大部分媒體都發佈，且具有新鮮性的內容可能會成為發佈的新聞，被稱之

為「大路貨」即「大家都做我們也做」。

這些內容可能目前無法有固定的答案，因此新聞人作為具有好奇心的角色，

採用這樣的訊息來源去傳播報導，告知受眾這樣的現象，或許隨著科學技術的發

展，就能夠具有一個準確的答案（J1/J2）。

最後，「科學性原則」是補足記者在使用常識無法預先判定訊息的真假時，

要求記者對科學知識有足夠的了解，以輔助記者判斷訊息來源的可信程度，及時

遏制假新聞的傳播與擴散。

當一則網絡新聞的轉載量非常高，且多家權威媒體也轉載了，我們一般會選

擇先上這條新聞，比如之前討論很火爆的我國鴨子被派到國外去解決蝗蟲災害，

新聞內容甚至計算了一隻鴨子一天能吃多少蝗蟲，但事實上我們也沒有去確認這

個推算是否合理，其實這是一則假新聞，這就缺乏這種科學原則導致的判斷失誤

（J1）。

即使查核記者遵守以上原則，還是可能出現對訊息可信度的錯誤判斷。首先，

權威性來源本身也可能出現錯誤，新華社盤點年度十大假新聞時，有一半以上的

假新聞內容出現在傳統媒體刊發的內容中。其次，從眾心理會導致記者與編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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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時產生錯誤判斷，在新聞新鮮性與準確性之間如何相互平衡，也是記者需要

提升的功課。

在訊息驗證的過程中，查核記者等待官方聲明可能會延遲報導時間，但大部

分記者認為，「與時效性相比正確性更加的重要」。可能新聞會慢一些，但是你

能夠做出更具有權威性與全面性的查核新聞，這一點更為重要（J2）。若政府部

門或權威機構為提供相關數據或時間，與記者調查的結果存在出入，那麼記者會

選擇模糊處理具體部分數據。

有時候官方宣傳部門可能想要弱化事件的影響，我們在報導疫情期間某小區

發生火災，明明火是在十一點半才熄滅，但是官方第二天的通稿是十點半就滅了，

這時候我們的訊息與官方發布的訊息有所衝突，那麼我們在後期處理的時候就會

再聯繫那個小區的居民詢問具體時間，如果他們也不確定，我們就會在報導中放

寬時間範圍，例如書寫記者第二天早上八點回訪時發現，火勢已經全部控制住

（J3）。

查核記者在調查中承認官方提供數據的重要性，但是在不影響新聞真實性的

同時會彈性使用官方數據。但絕大多數情況下，查核記者的例行做法還是等待官

方的聲明，新聞報導的內容書寫也較為謹慎。

（二）、訊息加工

在媒體機構內，查核記者所選擇的聲明與所屬不同新聞口有關，在選擇何種

聲明進行查核，主要是根據某一事件的接近性與影響力。

最容易被媒體機構選擇的聲明，是官方已經發佈認為是謠言或者假新聞的言

論，一方面跟進官方的聲明能夠增強官方的權威性，另一方面能補充查核過程的

詳細資訊並且擴大訊息的傳播範圍。與日常採訪的查核流程相同，記者根據官方

發佈中所提到的訊息進行查核，譬如根據謠言訊息所提到的地點或是公司名稱，

去現場了解事件發生的脈絡，通過找法人代表、工作人員或者是目擊者多方對話

去找出謠言產生的原因與具體細節。

我們先接到的線索是被網警確認為謠言的「疫情期間華商在國外很難」的公

眾號推文，這條推文其實除了地名改了之外，文章的內容風格全部都是一樣的，

並且用不同的公眾號發了兩三百條推文，我們通「國家信用資訊公示系統」找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456

89

了發佈謠言的傳媒公司，通過走訪在公司見到了工作人員和法人代表，他們承認

通過真樣的行為只是為了漲粉，不過所有受訪者都很不願意再去談論這件事情，

所以最後我們還原了整個查核的過程，在結論的部分還是以官方發佈的數據作為

依據，告知大家這是一個謠言（J3）。

目前，媒體中的查核記者更傾向選擇已經被政府或者權威部門確定為謠言或

已被澄清的事件作為查核聲明，再進一步探究這樣的謠言究竟是怎樣發生的，通

過走訪與調查確定謠言、假新聞傳播背後的原因與傳播的方式，用數字手段去確

定謠言中的虛假訊息創建者的位置、追蹤虛假訊息的發酵情況，最後以官方聲明

作為最有力的支撐。

受訪記者皆表示，當假新聞涉及到專業領域的知識，就必須向權威機構的專

業人士進行核實。若假新聞涉及醫療健康類的新聞，主要向醫生或者是健康領域

的專家學者進行求證。

類似新冠肺炎導致瘋牛病，牛肉不可食用這類的訊息，查核記者第一時間向

動物檢疫部門與衛生部門核實是否發生此類情況，可能帶來何種危害（J1）。

涉及法律層面的問題，則向與媒體機構合作的律師事務所進行法律咨詢。此

外，在新冠肺炎期間，不同新聞口的記者通過對接不同類別的政務宣傳部門，比

如交通、醫療、體育、重點工程、學校等，向相關政府部門求證疫情情況。

疫情期間衛健委經常召開記者會，負責這一條線的記者會在網絡上蒐集相關

的疫情訊息，在記者會上進行提問，同時對於疫情數據、防疫物資發放、交通管

制的訊息我們都是以官方口徑進行報導（J5）。

在查核文本的書寫上，首先還原假新聞、謠言的具體內容，其次，盡可能將

走訪查核時所獲得的證據與細節呈現在報導中，作為有效支撐，此外為了進一步

提升文本的可信度，一般要求查核文本中至少要有一個權威人士的發言，或是使

用官方發佈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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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訊息分發

訊息分發前，稿件有嚴格的三審制度，記者採訪寫稿交給採訪主任審稿後發

送至值班編輯定稿確定分發，傳統的這一套嚴格的三審流程也直接下沉到了新媒

體端的訊息審核。不同的是新媒體端的審核可以更快，在疫情期間開通「綠色通

道」，三審流程的審核時間可以縮短在半小時之內，第一時間就能把資訊內容發

佈到各個新媒體平台上。

目前大部分媒體機構主要有五個分發渠道，一、官方門戶網站、電視媒體的

電視端節目頻道；二、各大社群媒體上的官方賬號，例如：抖音（短視頻平台）、

微博（社群媒體平台）、百家號、企鵝號；三、媒體機構自主開發的應用程式，

除了內容分發之外，還有各類功能版塊，例如在線直播、爆料專區等；四、微信

公眾號，用於推送每日最重要的頭版頭條新聞。五、合作媒體之間相互取用稿件。

在疫情期間，由於假新聞與謠言的傳播速度快，因此對於訊息分發的覆蓋性

與速度有著極大的考驗。媒體受到傳統操作流程與固定播出時間上的分發限制，

因此，使用官方帳號在社群媒體上發佈及時查核訊息能夠補足時間上的不足，同

時能夠增加覆蓋範圍與產生更大的瀏覽量，我們今年四月的時候在企鵝號上的幾

篇文章點擊率總計達到了三億次（J1）。而自主開發的應用程式中的直播功能，

更能打破時間與地域上的限制。

比如疫情隔離點泉州佳欣賓館倒塌，我們就是先派駐地記者過去，核實網路

上的訊息與視頻的真實性，直接先從新媒體客戶端發佈出去。等我們的記者到現

場之後，直接用手機 APP開直播，然後到電視播出的時間時，進行現場連線（J4）。

而微信公眾號能夠通過多次多內容推送的方式，向民眾傳播疫情期間的重要

的資訊。

輿情之前一天是最多的 3發，疫情期間他為了第一時間傳播快速傳播，它達

到 8發到最多的時候可以到 11發，也就流量非常大，這個量就保證你就第一時

間能把各種各樣有效的聲音傳播出去（J2）。

此外，微信群也成為醫療線記者每日蒐集謠言訊息以及傳遞核實訊息最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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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渠道。

衛計委跟記者合作地特別好，記者每天早上六七點就會在群裡發今天更新的

一手數據，碰到謠言馬上對接查核，因為我們大屏播出時間還是比較固定，但是

我們新媒體端是一個非常有力的補充，我覺得在那段時間還是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J5）。

不同地區的各個媒體間是相互聯動的，甚至多數是從屬於一個新聞集團，某

一家媒體產出的查核新聞會被當地互聯網闢謠中心採用，同時中國大陸的互聯網

闢謠中心也是相互聯網，因此稿件可以相互取用，打破地區查核上的限制。

在疫情期，媒體機構的訊息分發是具有策略性，發佈查核資訊——發佈正確

防護資訊——發佈宣導性的內容三階段的方式，逐步建立起大家正確的資訊認知

體系。當遇到健康主題的假新聞、謠言時，尤其是防護與治療上主題相關，首先

用權威求證的方式告訴受眾假新聞中的錯誤方法不可行，其次將正確的資訊傳播

出去，最後用具有趣味性的宣導性內容加強受眾的接受度。同時受訪者也強調了

這個策略的方式就是分發相當數量的相關資訊。因此在疫情期，微博微信的發佈

數量與發佈頻次都達到了發佈量的上線。有些不良的這種東西它迅速地覆蓋掉了。

很簡單，就是你一個東西一個拳頭出來，我用個十個拳頭給你打掉（J1）。

此外，在內容中去強調權威來源的重要性也是策略之一，就是培養受眾對於

權威資訊的認知，因為在疫情期間，衛生系統對於各地疫情程度的監測是有一套

嚴格的系統，因此來源於網民的資訊是不建議受眾採納。

四、組織層面

編輯政策主要決定在查核過程中新聞編輯室處理假新聞的方法，而組織文化

則有助於加強新聞慣例。

「嚴肅性原則」是官方媒體或者權威媒體在進行新聞編輯中最為重要的原則

（J1）。即新聞編輯室在製作新聞時，需要遵守核心價值觀。媒體機構作為嚴肅

性媒體，在查核議題選擇應盡量避免雞零狗碎的東西，即使議題很熱門，但是違

背新聞價值的立場與主流意識形態，便要捨棄，此原則也是逐步建立完善的聲明

選擇的查核準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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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導突發重大衛生事件或者災難性事件時，媒體機構內有議程設置，大致

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阶段是描述目前疫情現象，第二階段報導官方介入救援，

第三階段疫情中後期居民自救，第四階段是整體形勢總體向好，生產生活逐步恢

復正常秩序。新聞媒體機構最主要的任務是維持整體輿論環境的穩定，尤其是在

疫情期間，對於媒體所在地的謠言快速核實，應盡量避免假新聞、謠言所造成的

民眾恐慌，遵循內部編輯政策以最大程度減少過度報導的可能性。同時，以不破

壞政治生態為基準，盡可能避免涉及到軍隊、宗教、少數民族等議題。

訪談後發現，媒體的組織文化則讓新聞編輯室有了更多彈性空間，具體而言

包括以下特點：

一、官方與媒體間的相互博弈，在新聞選題以及查核過程中，為了保障新聞

媒體作為輿論監督方具有可信度，官方機構與新聞機構之間有一種的默契，官方

機構依賴於媒體的宣傳報導，媒體依賴於官方機構所提供的一手資訊。因此，媒

體在日常報導中繼續行使監督責任，同時也履行宣傳官方機構發佈新政策的義務。

二、新聞編輯室的取捨，在涉及商業性的新聞選題時，媒體機構為了避免製

作假新聞，一般有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直接將商家資訊對接給媒體機構內的廣

告部；另一種則是書寫新聞「軟文」，但是在書寫內容上，會將絕對性的商業宣

傳話語刪除以確保新聞內容中無誇大性描述，所以有的時候後面就把這些類似於

廣告的，就像百分百治病，一個類似這樣的把它刪掉（J2）。

三、相互監督保證新聞的時效性與新聞價值，由於負責不同口的記者彼此跑

線不交叉，但是如果查核到對方口的假訊息或者負面新聞，便有責任與義務進行

報導，即使最後被滅稿，也做到了輿論監督的作用。

編輯政策是記者與編輯在查核與製作新聞上明確的細則，以確保維持輿論環

境的有序與穩定。組織文化提供了記者平衡新聞理想與遵守編輯政策的可能，在

確保客觀、真實的前提下，相同的查核議題報導、負面新聞揭露以及商業、宣傳，

可以依據時間、處理方式與輿論監督做彈性調整。

五、查核人員訪談小結

依循 HOI 模型的三個層級，可較為細緻地描繪出新聞編輯室內，事實查核

各個層級間各自的運作方式以及相互影響的程度，記者的角色認知是黨政的喉舌，

擔任反應輿論引導輿論的責任，因此在疫情期間報導主題盡量避免涉及疫情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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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突發災難性的報導。

為確保訊息來源的可信度，事前查核記者主要遵循「權威性原則」、「屬地

原則」、「科學性原則」以及「常識性原則」的四項基本原則。在驗證流程上，

最重要的是，記者皆強調必須找到訊息來源的提供者、當事人或者目擊者；其次，

在確保查核新聞的可信度時，一定要向專業領域或是官方機構進行訊息真實性確

認。最後，在查核文本的書寫上除了還原謠言、假新聞的錯誤內容，還需補充查

核過程中蒐集到的證據，以及至少要求一位以上的權威人士發言。

從常規層面的查核過程來看，Birks（2019）提及以新聞的「客觀性」與「規

範性」準則去探討查核流程。相比於查核平台，以評級系統去衡量查核文本的真

實性（Graves & Cherubini, 2016）。傳統媒體內的事實查核，更加強調回歸查核

議題本身，追蹤與還原查核事件，以此避免「脫離脈絡」與「絕對性判定」。同

時，傳統媒體內的查核記者強調使用直接引述多方言論，使得新聞文本接近中立

立場，更有效地避免於解釋性與主觀性。

查核記者所獲得的訊息來源渠道多元，不僅有傳統的媒體線索平台，新媒體

平台也為訊息來源拓寬了渠道。但傳統媒體在以查核為主題的議題選擇上並不多，

一般依循具有接近性且網路討論度高的某議題、或是已經被官方證實為謠言的議

題進行核實。若涉及網絡賬戶追蹤、數字足跡查找或是以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對

文章的主題、標題、正文與權威媒體文本進行比較，傳統媒體內的查核記者幾乎

很少採取數字技術手段的處理方式。在對訊息來源的可信度驗證上，目前主要是

通過當地線人與記者聯通群，依靠數字技術手段的方式暫未形成有效地驗證體系。

換言之，傳統媒體的事實查核具有更高的公信力，在查核文本上與敘事細節都更

貼近真相，但是由於選題的限制及技術手段善未完善，在時效性上落後於新媒體

上的闢謠組織。

目前，媒體的訊息分發主要有五個渠道，各個渠道之間互補已達成在疫情期

間查核訊息的快速傳播與全面覆蓋。同時，媒體與查核平台之間已經逐步建立起

良性地相互合作關係，但在面對突發衛生公共事件，尤其是與食品與醫療相關，

各平台與媒體之間還是以自製內容為主。雖然各媒體與查核平台的定位不同，所

書寫的查核新聞各有針對性與專業性。但在疫情期，查核新聞的時效性十分重要，

民眾難以在短時間之內在多個平台進行訊息搜索。因此，媒體與事實查核平台應

在面對突發衛生公共事件時應加強數據共享，盡可能避免資源浪費與效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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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機構受到編輯政策與組織文化的高度影響，這些政策改變了記者的查核

選題，查核新聞作為新聞編輯室內的一個新聞類別，配合著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

件的議程設置，以達到媒體機構維持輿論穩定的責任。而組織文化雖受到編輯政

策的影響，但是卻為記者在查核不同議題時提供可彈性的報導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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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新冠肺炎時期假新聞文本特徵與防範措施建議

假新聞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下，是以主流媒體機構製作與發佈的虛假消息為主

要定義。在新冠肺炎時期，社群媒體與互聯網上虛假訊息氾濫，披著假新聞外衣

出現的虛假訊息的製作主體不再是主流媒體，而以中國大陸較常使用的謠言作為

虛假訊息的統稱，又難以探清新冠肺炎時期假新聞的類型。因此，本研究整合國

外虛假信息分類（Meel & Vishwakarma, 2019；Zannettou, Caulfield, De Cristofaro,

Sirivianos, Stringhini, & Blackburn, 2019），擴大新冠肺炎時期的假新聞樣本，延

長取樣時間。以更加全面的視角探查中國大陸在新冠肺炎時期的假新聞類別與特

徵，為中國大陸假新聞研究提供不同角度的研究範式。

從假新聞特徵層面而言，研究發現，新冠肺炎時期中國大陸假新聞類別主要

集中在與真實故事完全脫節的「捏造」訊息，以及並非完全捏造而是不同訊息地

重新配置而產生的「不實訊息」與「誤傳」，和可能為真或為假的「謠言」。對

比騰訊較真平台，佔比最大為謠言類別的虛假訊息，本研究認為至少還可以包含

四種假新聞類型。以往研究文獻指出，中國大陸不論是新聞媒體還是查核平台幾

乎都是以「闢謠」作為查核平台的關鍵詞，可能會使受眾產生定性思維，做「真、

假」的二元對立判斷。然而，從本文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假新聞類別的判定並非

如此簡單，虛假訊息可能存有主觀推演或是觀點論述、亦或是誇大、拼湊與虛構

的情況，並不適合簡單地放入真假框架中。騰訊較真平台在查核文本的書寫上，

與假新聞類別歸納上已經進行相應調整，但查核類別分類還可以更加細緻，引導

讀者以追問者的方式接受事實查核訊息，避免絕對的二元區分，保持訊息查核的

中立性，對消除虛假訊息的影響可能更為有利。

根據內容分析可以得知，以時期來看，假新聞的主題變化與疫情發展情況相

吻合，而不同時期的假新聞主題類別也有所不同，本研究建議若未來發生突發衛

生公共事件時，在不同時期應可以有公衛傳播的不同重點。例如，「疫情潛伏期」，

COVID-19假新聞以健康主題、政府措施以及疫情與日常生活主題居多，則政府

與媒體應透過各種媒體（報紙、媒體、網路新聞、社群媒體）等，多針對健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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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政府措施，以及疫情對日常生活相關主題進行宣導，亦可以主動闢謠，提醒

民眾不要輕易相信偏方與非正規的治療方式，特別是與食品、藥品、物品有關訊

息，應該多加查證。在疫情蔓延期， COVID-19 假新聞以官方主題和健康主題

居多，政府和媒體的宣導也應以持續教育健康知識及更新政府措施為重點。Paek

and Hove（2020） 指出，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諸多不確定性，如何向民眾溝通

正確的訊息，專業和可信賴度、簡潔、即時、多方合作這些面向都很重要。因此

政府採取開放透明治理的方式，以每日記者會的形式對於病毒已知或未知的事實

皆會誠實以對，可大幅度提升民眾對於權威機構的信賴程度，也能減少對於疫情

的恐慌情緒。在疫情全球爆發期，「國際新聞」相關新聞製播部門，則應有更多

國外新聞資訊，減少不必要的假新聞傳播影響力。在全球蔓延期，民眾對於健康

主題，特別是病毒的變異或後遺症等問題，則需要加強科學傳播之力道，以簡明

易懂的方式，向民眾加強宣導與病毒、預防傳染相關知識。

從假新聞的表現方式與健康傳播的角度來看，以往文獻對錯誤健康訊息的傳

播特徵歸類為陳述方式最多使用「敘事型」與「新聞報導」，論證邏輯中（論點、

論據等）是非科學的，較常使用來自醫生以及自身經驗作佐證證據。根據本研究

的研究結果，在新冠疫情時期，假新聞主題中健康主題是佔比最高的主題，敘事

型不僅是健康主題較常使用的一種陳述方式，而且絕大多是虛假訊息都是以此方

式進行陳述。在錯誤健康訊息的論證上，科學佐證作為論據的使用率極低，換言

之，在突發衛生公共事件中，大多數與健康相關的訊息往往缺少科學佐證，而且

使用來自權威專家說法作為佐證的比例也少於個體網民的經驗性說法。總體而言，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國大陸的錯誤健康訊息雖然有廣告、健康謠言、健康虛

假新聞、健康知識等表現形式，但主要還是以健康謠言為主，並且利用謠言的模

糊性（疫情的不確定）與議題的重要性（健康類訊息）的特點，錯誤健康訊息主

題往往傾向於偏方、治療與防疫措施。

就查核文本書寫而言，本研究發現新冠肺炎相關假新聞，在使用佐證的情況

下，使用一個佐證（43.08%）的情況最多，不少假新聞也使用照片、影片（26.92%）

以及專家說法（22.50%）作為佐證。針對此現象，查核記者以注重資訊來源的專

業性與可信賴性作為應對方式。與 Toni et al.（2020）的研究相同，在本研究的

訪談結果中發現，查核記者在針對不同假新聞議題分類進行求證，通過不同領域

的專業人士、權威人士、官方機構的權威訊息提升查核文本的可信度。尤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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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危機期間，權威性的查核訊息能夠對抗人們對錯誤訊息的理解，並提高

信念的準確性。在查核文本的書寫上，根據「逆火效應」，查核文本較少使用或

少使用否定式敘述，並且減少錯誤訊息的重複論述，提高受眾的接受度。最後，

本研究也建議民眾在接收與自身相關且具有重要性的訊息時，若訊息未有佐證訊

息或是只有一個佐證訊息時須有警覺性。在疫情發生時，核查機構與核查記者應

持續透過具有公信力，民眾能認同其立場之專家，公佈具有正確的訊息來源，以

「逆火效應」方式來對治假新聞。

從核查議題的訊息來源來看，騰訊較真平臺利用自身數字技術的優勢，補足

了媒體機構無法利用數字技術追蹤或者驗證的疫情與生活主題的虛假訊息。而作

為國際事實查核網路（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事實查核網站數據庫

的站點之一，提升了國際主題假新聞的核實能力。與官方合作，獲得具有權威性

的一手訊息，與專業人士約稿，使得查核文本更具針對性，同時與媒體機構建立

查核新聞聯動資料庫，擴大核查議題的覆蓋面與準確性。此外，與其他查核平台

合作節省了查核成本，同時擴大了中國大陸的查核資料庫。

作為目前中國大陸正在發展的事實查核技術，是可以依託於人工智能技術的

成熟，利用大數據甄別假新聞（李彪、喻國明，2018）。因此，本研究建議可將

假新聞審查提前化，即在假新聞傳播初期就進行大數據有效識別，直接進行干預，

讓假新聞在傳播初期就被控制，將假新聞的傳播危害將至最低。此外，Ahmed,

Vidal-Alaball, Downing, & Seguí（2020）使用推特上的數據抽樣內容分析及社交

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該研究提出，在肺炎疫情時，推特應該儘

早下架散播假訊息的帳號，或應該要由具公信力的公衛權威提供正確訊息，使民

眾得以在社群媒體上追隨。因此本研究認為，事實查核平台可對假新聞節點的社

會網絡結構進行分析，在數據庫中引入更多的假新聞識別變量，釐清活躍節點的

圈層結構，進而對假新聞傳播鏈中的角色進行識別。

在出處方面，查核平臺上的資料，有將近半數的訊息無法辨別來源，在可辨

識出處的資料中，為數甚多的假新聞來自微信平臺（23.08%）。與中國大陸謠言

出處相似的是 Kouzy,Abi Jaoude, Kraitem, El Alam, Karam, Adib, ... & Baddour,

（2020）分析推特上有關 COVID-19英文的標籤（hashtag）及相關資訊內容，在

相關推文的使用者當中，來自非正式的個人或團體帳號中，未經核實的帳號中有

較多的不實訊息比例，而來自健康公衛專業人士的帳號中的不實訊息比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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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群媒體平臺可建立一套假新聞觸發機制，設置假新聞關鍵字，當關鍵字

在社群媒體上傳播達到相對數量時，觸發查核預警並推送給查核平臺或是權威專

家進行核實。此外，微信平臺為一封閉的媒體系統，需要多提醒用戶可利用「闢

謠小助手」或「聯合闢謠平臺」等方式查證自己收到的訊息，並且避免轉發未經

查證、會引起恐慌之訊息。新聞媒體也應加強查證，也應經常提醒用戶，轉發假

訊息可能觸法。

最後，提升民眾的媒體素養可以減少假新聞，也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之一。

中國大陸的假新聞防治單位，在面臨全球假新聞之疫情，應可透過增進與國際媒

體、假新聞防制組織之合作，共同思考未來如何減少假新聞在國際間流傳，而這

也是未來研究者可以繼續探索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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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冠肺炎時期事實查核流程與限制

圖 5-1：中國大陸查核記者事實查核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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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繪製出中國大陸查核平台中，查核訊息三大來源之一的媒體機構的查

核流程圖，從個人層面、常規層面與組織層面三大角度，對查核主體、查核過程

與影響查核的各個因素進行探究，更為結構化與細化了中國大陸媒體機構的查核

流程。

在中國大陸，不同於國際事實查核網要求查核人員需為無黨派身份，大陸查

核記者的角色認知與定位形成的關鍵因素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政黨的喉

舌。因此，中國大陸的查核記者在處理不同主題的查核議題上需要權衡角色定位

與新聞價值之間的統一。在事實查核的流程上，雖然查核記者並未詳細說明是否

參考 IFCN，亦或是國際查核組織的查核操作流程。但是在實際查核的過程中，

已經逐步將驗證與查核兩種不同但是互補的過程（Silverman, 2016）在實際操作

中建立起了相對成熟的體系。對假新聞出處的驗證在選擇查核聲明之前，意即為

事前查核。此步驟主要針對來自於個體網民所發佈的內容，對當事人（目擊者）、

圖片、影像以及原始出處進行驗證。但目前，使用數字技術手段作為驗證的方法

較少被查核記者所使用，中國大陸的查核記者多數方法還是求證與當地的新聞線

索提供者或者記者互聯網絡，較少使用數據庫比對或者是反向圖像搜索（reverse

image searches）等方法（Sirajudeen et al., 2017; First Draft, 2019）。因此，未來

媒體機構可以向查核實務發展較為成熟的第三方查核平台學習查核方法，定期組

織記者提升數字技術能力與查核素養，逐步完善事實查核能力。

媒體內的查核記者主要製作兩種類型的查核新聞，一種是直接轉載官方或權

威機構發佈的查核聲明，符合媒體組織作為官方向外界發佈訊息的喉舌的嚴肅媒

體的定位。尤其是在突發衛生公共事件中，查核新聞作為媒體生產新聞類別的一

種，並配合著整個疫情期的媒體議程設置，以達到維持疫情期輿論環境穩定的目

的。第二種方式則是記者根據官方聲明中的內容進行查核。First Draft（2019）

提出最有效驗證訊息來源真實性的方式就是詢問訊息發佈者，查核記者在實際工

作中也強調了這一點的重要性，找到發佈者或者目擊者是查核最關鍵的一步。同

時，在尋找查核證據的過程中，查核記者必須呈現選題的接近性、自身的專業性

與資訊的可靠性，在遇到利益衝突時，查核記者強調應該具有價值判斷力。

本研究發現，在提升查核文本的更正效力上，查核記者與編輯強調還原查核

過程以及在查核文本中盡可能澄清假新聞中的「細節資訊」。如在查核文本結構

分析部分，媒體所發佈的詳細說明盡可能地求證假新聞中所指涉的對象、還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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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發生的時間與地點。查核記者認為，當假新聞中提出詳細時間地點可為驗證提

供更多的線索，也能讓查核文本內容更具準確性與針對性。事實闡述與簡單的反

駁相比，能夠改變個人採取預防措施的意圖（Lewandowsky et al., 2012）。在這

一點上，與 IFCN所強調的查核過程與查核文本編寫中需透明與準確不謀而合。

尤其是在突發衛生公共事件中，詳細的查核資訊有助於幫助人們建立一種新敘述

體系並動員他們採取預防措施。

在突發衛生公共事件發生時，媒體機構通過社群媒體作為資訊補強平臺，盡

快審核盡快發佈的方式，傳播與健康訊息、疫情數據相關的內容，搶第一時間發

佈權威資訊的方式避免假新聞的產生與二次傳播。在此次新冠肺炎期間，為了避

免可能產生認知偏差或是虛幻真實效應，媒體機構澄清假新聞後還會繼續跟進相

關資訊的補充與科普性知識的宣導，通過足夠數量的查核文本與新聞文本的內容

分發，覆蓋假新聞資訊，藉助平臺影響力把正確資訊傳播出去，逐步建立受眾甄

別假新聞的能力。

然而，在媒體機構內的查核還存在以下幾點不足：1、受到編輯政策的影響

查核選題具有局限性，雖然在某些議題上媒體機構內的查核記者具有能動性，但

總體而言查核議題還是受到管控與限制。2、在突發衛生事件的健康傳播層面，

除了強調發佈查核資訊的準確性與時效性，目前查核記者還缺乏專業層面的醫療

知識素養，在面對龐雜的虛假訊息時，由於整體疫情環境的混亂，也應提升自身

的醫療知識儲備，才能夠能夠盡快的選擇並且過濾訊息，找出需要查核的關鍵性

概念。

本研究建議，在未來，中國大陸事實查核平台可繼續整合政府、查核平台、

媒體、企業與高校的力量，並且積極與國外事實查核機構合作，形成一個國家級

的多元主體闢謠平台，通過預防式的科普宣傳提升全民媒介素養，在應對突發衛

生公共事件時，整合聯動達到治理假新聞維持輿論穩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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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選取騰訊較真平台新冠肺炎疫情專區作為假新聞樣本進行研究，雖然

騰訊較真平台查核主題較廣，但單一平台還是無法完全探查新冠疫情期間中國大

陸假新聞的全貌，例如中國互聯網闢謠平台、丁香醫生平台、微博闢謠平台等事

實查核平台在疫情期間的闢謠內容並未納入本次研究取樣，因此在假新聞主題與

特徵上的研究不夠全面，也未能進行比較性研究，為研究限制之一。

其次，在研究時間的取樣上，選取了 2020年 1月至 7月，雖此取樣區間基

本涵蓋了中國大陸整體疫情發展的時間脈絡，但在假新聞主題研究中發現，國際

主題的樣本較少，由於 2020年 7月之後，中國大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國際

疫情形勢依然嚴峻，因此若擴大研究取樣時長更能對中國大陸事實查核平台上的

國際主題假新聞有更全面的研究，此為研究限制之二。

再次，在對假新聞類別編碼時，雖已整合了較為完整的假新聞類別作為編碼

項目，但在實際研究操作中，學術定義上的假新聞類別編碼與實務上的編碼依舊

存在差別。因此，假新聞類別的學術定義在與實務定義對話時，依舊存在定義差

別所導致的詮釋困難，此為研究限制之三。

最後，在對查核文本進行敘事結構拆解時，僅以描述性的方法整理了三大查

核訊息來源（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專家、醫療人員/媒體期刊/事實查核平台）

在五大查核主題（健康主題、官方主題、新冠病毒主題、疫情與生活主題以及國

際主題）的敘事結構的特徵，僅以具有代表性的查核文本作為取樣文本，並未覆

蓋所有查核文本，此為研究限制之四。

此外，在半結構式訪談中，由於本次選題具有敏感性。因此主要訪談對象取

樣主要集中在媒體機構內，並未對事實查核平台機構的查核人員以及進行查核文

本書寫的專業人士進行訪談，只能從文獻回顧的層面了解查核平台的運作機制，

無法確切了解查核平台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間的查核流程與行業政策的樣貌、以及

與日常查核有哪些不同，在描繪大陸整體事實查核流程中不夠全面，此為研究限

制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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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建議

（一）、學術研究層面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發現在假新聞文本佐證上，最常使用的佐證方式是專家／

專門團體說法／研究報告說法，且假新聞使用佐證的比例較高。若假新聞在傳播

過程中使受眾產生虛幻的認知效應，尤其是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發生時，查核文

本的更正效率是否能達到消除虛假訊息的效果，人們在面對未知情境下的溝通，

會產生哪些特定認知、情緒和行為反應尚且未知。因此建議在後續研究中，可將

公眾的媒介素養與查核平台的更正效果進行研究，從受眾的角度出發探究突發衛

生公共事件中查核平台的更正效力。

（二）、媒體實務層面

在此次訪問中可知，目前中國大陸已逐步建立一整套完善的查核訊息數據聯

動網。但媒體部門的查核選題還是以官方闢謠訊息為主，在選題上有所局限，同

時因為數字技術水平與平台支持的不完善，記者並沒有足夠的能力與完備的渠道

進行訊息核驗，只能靠最傳統的「親自到現場」進行核實。但在突發公共衛生事

件發生時，鋪天蓋地的訊息湧入公眾生活，「當謠言跨國半個地球，真相還在穿

鞋時」。作為具有權威性的媒體機構需要提升查核能力，而不是等待投餵。因此，

媒體機構可以向查核實務發展較為成熟的第三方查核平台學習查核方法，定期組

織記者提升數字技術能力與查核素養，逐步完善事實查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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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檔一：新冠肺炎大事記

根據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

按照政府對疫情的具體措施與政策發佈為基準，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分為五

個階段，分別是：

第一階段疫情發展初期（迅即應對突發疫情），時間從 2019年 12月 27日
至 2020年 1月 19日。在此期間有幾個重要時間節點包括：

第二階段疫情爆發（持續遏制疫情蔓延勢頭），時間從 2020年 1月 20日至 2月 20日；在

此期間

1、 2020年 1月 1日，華南海鮮市場關閉，中國大陸病例人數上升到 40例。

2、 2020年 1月 3日，武漢市衛健委發佈發佈，未發現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

4、 2020年 1月 11日，首例新冠肺炎病人死亡，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

5、 2020年 1月 13日與 1月 16日分別在泰國與日本發現首例新冠肺炎病例。

3、 2020年 1月 6日，世界衛生組織首次對中國不明原因肺炎發佈新聞，不建議對中國實

施任何履行或者貿易限制。

1、 2020年 1月 19日，武漢市百步亭社區舉辦萬家宴，活動結束後至少 50棟樓出現發熱

居民。1月 20日，中國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通過中央電視台確認，病毒可通過人傳人。

2、 2020年 1月 21日，中國大陸九個省份確證首例新冠肺炎，台灣地區出現首例新冠肺炎

患者，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可能發生人傳人現象。

4、 2020年 1月 25日，中共中央成立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武漢市決定再建雷神山醫院，

北京首次確認無湖北接觸史病人。

5、 2020年 1月 26日，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稱，新冠病毒具有潛伏期最長可達十四天。

3、 2020年 1月 23日，武漢市宣佈「封城」，同時，火神山醫院開始建設；其外，香港、

新加坡與越南也傳出確診病例。

6、 2020年 1月 30日，WHO 宣布將 2019 新冠狀病毒全球危險等級調升為「高」、中國

地區為「極高」。WHO將疫情列入「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7、 2020年 2月 2日至 5日，火神山醫院正式交付使用，首批患者被轉移進入該醫院；武

漢建設「方艙」醫院，收治第一批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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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為疫情蔓延期（控制病例增長），時間從 2月 21日至 3月 17日

9、 2020年 2月 10日，湖北省小區全面實行封閉式管理，以北京、上海為代表，超過八十

座城市實行封閉社區以及半封城措施。港澳疫情數量持續上升，臺灣宣佈暫緩港澳人

士、學生入境。

10、 2020年 2月 11日，WHO宣布，將 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更名為「COVID-19」。

12、 2020年 2月 18日，日本油輪鑽石公主號被列為疫區。

13、 2020年 2月 20日，中國大陸五所監獄內出現犯人感染新冠肺炎情況。

11、 2020年 2月 13日，應勇任湖北省委書記，王中林任武漢市委書記，武漢十所方艙醫

院投入使用，由於临床诊断数纳入病例数，湖北单日新增 14 840例新冠肺炎病例。

8、 2020年 2月 7日，李文亮醫生搶救無效去世。

1、 2020年 2月 22日至 2月 29日，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聯合專家組到湖

北省開展調研，國家新聞辦表示，新冠肺炎已的到有效抑制，國家衛生健康委發佈《中

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聯合調查報告》。

2、 2020年 3月 1日，武漢首家方艙醫院全部休艙。

4、 2020年 3月 12日，WHO宣布，COVID-19 是「全球大流行疾病」（Pandemic），並

可能將進一步擴散。

5、 2020年 3月 17日，援鄂醫療隊員開始撤離。

3、 2020年 3月 6日，習近平抵達武漢時差新冠肺炎防疫工作，武漢方艙醫院全部休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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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為疫情可控期（取得湖北保衛戰決定性成果），時間從 3月 18日至 4月 28日

第五階段為疫情常態化防控期（全國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時間從 4月 29日至今。

1、 2020年 3月 18日，武漢新增確證病例 0例。

2、 2020年 3月 19日，武漢新增病例、新增疑似病例、現有疑似病例第一次全部清零。

3、 2020年 3月 20日至 4月 2日，武漢快遞業開始逐步恢復、交通運營部分恢復、商場等

購物型場所恢復營業。

4、 2020年 4月 4日，首次舉行因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全國性哀悼活動。

5、 2020年 4月 8日，武漢 0時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武漢解封。

6、 2020年 4月 17日，武漢市疫情防控指揮部公開訂正數字：確診病例數增加 325人，從

5萬 08例增至 5萬 333例；死亡病例修正新增 1,290人，從原先的 2,579人上修為 3,869
人，承認醫療機構有「遲報、漏報、誤報」病例的事實。

1、 2020年 5月 12日，中國湖北、吉林 7日起再現小規模群聚感染；武 漢市再次發布緊急

通知，將對全市開展全員核酸篩查。

2、 2020年 5月 13日，吉林市封城。吉林市轄下的舒蘭市 7日爆發首例本地確診病例以來，

截至 13日早上 8時，吉林市累計本土確診病例 21例。

4、 2020年 5月 18～19日，界衛生大會（WHA）18日以視訊方式召開。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受總幹事譚德賽（Tedros Adhanom）邀請發表演說，表示將捐贈 20億美元給WHO
協助防疫。

5、 北京自 2020年 6月 11日以新發地市場為中心爆發疫情。

3、 2020年 5月 17日，中國吉林省單日再新增 3例本土感染，至 17日晚間已有 34起本土

病例，感染源仍待釐清。

6、 至 2020年 7月 3日累計在醫 331例，中國官方通報單日確診數降至個位數，稱疫情已

到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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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發展脈絡從 2020年 3月開始爆發。

1、 3月 9日，義大利成為歐洲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嚴重度僅次於中國，封鎖紅區擴大至全

國。美國肺炎疫情蔓延 30多州，華盛頓州、紐約州、加州和俄勒岡州等 8州相繼宣布 進

入緊急狀態。

2、 3月 12日，WHO宣布，COVID-19是「全球大流行疾病」（Pandemic），並預期將進

一步擴散。美國全美已有 23 州，包括華盛頓特區進入緊急狀態。義大利死亡人數破千，是

疫情爆發以來，單日最多新增病例數。

3、 3月 13日，歐洲疫情持續擴大，繼義大利鎖國後，歐洲各國政府陸續提出相應防疫對

策。

5、 3月 17-18 日，全球旅遊疫情警示大升級：東歐 13國、中東 15國與 1地區、北非 5國
及中亞 9 國，疫情建議提升至第三級：警告（Warning）。歐盟發布戰後最大規模旅行入境

禁令，26國將關閉邊境 30日。

6、 3月 24日，全球已有超過 35萬人感染病毒，1.5萬人病故；超過五分之一人口、東京

奧運會改在 2021年夏天前舉辦。

7、 3月 25日，西班牙成為第二個超越中國死亡人數的國家。

8、 3月 27日全球確診數突破 50萬人。美國確診數則突破 8.3萬人，超越中國成為全球通

報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

9、 3月 29日全球確診人數逾 66萬，總死亡數突破 3萬。義大利總確診人數逾 8.5萬，與

美國（累計確診人數達 12萬）均已超越中國。

10、 3月 30日全球確診數突破 72萬，死亡數突破 3萬人，致死率突破 4%。

4、 3月 14日，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國際上已有超過 110國有確診病

例，超過 70國出現本土傳播疫情。指揮中心將全球未列旅遊疫情建議的國家全部提升至第

一級：注意（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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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3全球疫情嚴峻

1、 4月 3日全球疫情嚴峻，確診人數破百萬大關，死亡人數超過 5.1萬，治癒人數則為 20.8
萬。美國的確診案例逼近 27.4萬人，佔全球四分之一。

2、 4月 8日繼義大利、西班牙、美國後，法國因疫情死亡的人數也超過 1萬人。美軍航母

出現確證病例。

3、 4月 9日全球確診人數超過 150萬，死亡 8.8萬人。多國病例數創下單日新高，匈牙利

政府宣布無限期延長全國封鎖。

5、 4月 11日全球確診人數超過 170萬，死亡 10萬人。美國死亡病例超越 2萬，成為全球

最多，美國史上首次 50州全數進入災難狀態。

6、 4月 16日本宣布擴大全國實施緊急狀態，擴展到全國共 47個都道府縣。

7、 4月 19日全球確診數突破 230萬例，死亡突破 16萬人。新加坡成為東南亞確診最多

國家。

8、 4月 20日至 5月 4日，全球確診人數超過 350萬人，雖然疫情仍是進行式，但各國陸

續鬆綁管制，歐洲各國禁令鬆綁，部分商店重新開張，東南亞國家逐步開放商業營業

場所。

4、 4月 10日，多國增加行動限制令與延長封鎖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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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月 11日，法國、丹麥、瑞士逐漸解除全國性限制。

2、 5月 12，韓國首爾市梨泰院夜店 5月初爆發群聚感染累計確診破百例，韓國學生到校

上課日期延期。

3、 5月 16日，全球確診突破 450萬例，死亡人數突破 30萬。義大利宣布 6月 3日起全

面開放邊境，並恢復境內旅行。日本疫情趨緩，單日新增 5例以下。印度確診數超越

中國，印度全國第三度延長全國封鎖期。

5、 5月 21日，全球確診數突破 500萬，死亡人數突破 32萬。

6、 5月 24日，巴西累計確診人數逾 34萬，超越俄羅斯，成為全球第二高確診國。

7、 5月 25日，日本全面解除緊急事態宣言。

8、 5月 29日，日、韓、印尼陸續鬆綁防疫政策，但卻引起疫情反彈。美國宣布退出WHO，
並宣布將切斷供給資金。

4、 5月 18～19日，界衛生大會（WHA）18日以視訊方式召開。美國總統川普對譚德塞

發出白宮正式信，要求WHO必須在未來 30天內提出有效的具體改革對策，否則美國

將永久刪除凍結中的WHO會費，並考慮退出WHO的組織。

9、 5月 31日，球感染人數累計達 600萬，逾 36萬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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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月 2～7 日，全球確診人數達 690 萬人，死亡人數逾 39 萬人。印度成為全球確診人

數第五高國家。

2、 6月 8～14 日，全球已累計 778萬人確診，43萬人死亡。巴西 13日單日增 2萬 1,704
人確診，確診與死亡數均為全球第二高。

3、 6月 18～2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19日全球單日確診新增逾 15萬人，為

目前最高紀錄。巴西 19日累計確診數超過 100萬人，為美國之後第二個破百萬確診的

國家。

5、 7月～410日，美國正式宣布退出WHO，預計將於 2021年 7月 6日生效。目前美國

確診數已超過 300萬人。截至 10日統計，全球已突破 1200萬人確診，54萬人死亡。

6、 7月 11～-17日，截至 17日下午 3時半，全球確診數突破 1380萬，死亡數突破 58萬。

16日全球單日新增 24萬人確診，創下新高。

7、 7月 18～24日，全球多地都傳出第二波疫情，截至 24日下午 4時半，全球確診數突破

1550萬，死亡數突破 63萬。

8、 美 7月 25～31日，WHO總幹事譚德塞召開記者會，稱 COVID-19 是「史上最嚴重全

球衛生緊急事件」。截至 31日，全球確診數已突破 1720萬，死亡數突破 67萬。

4、 6月 22～28日，全球確診人數突破 1,000萬，死亡人數逼近 50萬人，美國、巴西等國

疫情仍在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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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檔二：新冠肺炎時期假新聞內容分析項目說明

1、假新聞內容特徵編碼表

觀察項目 編碼項目 說明
觀察項目參

考來源

１.查證結果 調查報告之查證

結果

[開放性編碼]根據假新

闻對應調查報告，紀錄

查證結果

1

、
假
新
聞
主
題

1.1

假
新
聞
主
題
分
類

分析假新闻主題是否屬此類型，是者編碼

1，否者編碼 0。 參考來源：

匡文波、武曉

立（2020）；

王燦發、于印

珠（2020）；

台灣事實查

核中心的新

冠肺炎專區。

健康主題

（1）偏方
為民間流傳不見於古

典醫學著作的中藥方。

（2）治療 新冠肺炎的治療方式。

（3）疫苗與藥物
針對新冠肺炎的疫苗

與治療性藥物。

（4）防控措施

具體對新冠肺炎疫情

的防控（例如：口罩如

何使用）。

官方主題

（5）政府/官方

行動

針對官方與政府的態

度、行動與舉措。

（6）政策通知
政府發佈的政策或通

知意見。

（7）防疫物資
與疫情相關的訊息內

容。

新冠病毒主題

（8）病毒特性 病毒特徵與樣態。

（9）傳播途徑
病毒可能通過何種方式傳

播。

（10）病毒源頭

新冠肺炎疫情病毒來

源（例：來自義大利、

美國，而非武漢 ）。

疫情與日常生活

（11）新冠肺炎

與動物

疫情期，動物被拋棄或

成為病毒攜帶體（例

如，人可能通過家中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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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被傳染）。

（12）疫情與生

活改变

疫情狀態下的民眾生

活或是行動發生改變。

（13）疫情失控 某地區疫情失去管控。

1

、

假
新
聞
主
題
續

1.2

國
際
主
題

（1）種族歧視

對不同種族或民族採

取敵視、迫害和不平等

對待的行為，尤其是對

疫情較為嚴重的國家

和地區。

（2）各國封城與

隔離措施

（3）各國疫情失

控

（4）各國疫情數

量

（4）歐美地區沒

有人權。
例如：放棄治療老人

（5）其他

不屬於以上類別的其

他主題，包括主題不明

晰也屬於此類。

2

假
新
聞
訊
息
來
源

2.1

假
新
聞
訊
息
來
源
類
別

（1）科研機構或

科研人員、專家
參考來源：

吳 世 文 等

（2019）；羅

文伶、邱銘心

（2015）

（2）商業機構或

其人員

（3）醫療機構或

醫療領域專業人

士

（4）民間組織或

其人員（包括民

眾調查）

（5）官方機構

（6）個體網民

（7）俗語或民間

諺語

包括約定俗成的經驗

等。

（8）中醫 包括書籍、秘 方、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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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圖、補氣的原理與說

法、土藥方等。

（9）媒體

（10）無明確資

訊來源

某醫院、某專家、某醫

生等

（11）其他

不屬於以上類別的其

他類別。

3

指
涉
目
標

3.1

假
新
聞
所
述
對
象

（1）特定團體／

企業
參考來源：

羅文伶、邱銘

心（2015）。

（2）特定個人

（3）政府

（4）某種食品／

物品

（5）某一特定行

為

（6）某一事件

（7）其他
[開放性編碼] 記錄不

同於上述類型。

3.2

內
容
發
生
時

間 （1）明確日期

（2）模糊日期

（3）持續發生

3.3

內
容
發
生
地

（1）明確地點

（2）模糊地點

（3）無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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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假
新
聞
出
處

4.1

假
新
聞
出
處
類
別

（1）微信平台 參考來源：

陳 雅 賽

（2020）。

（2）微博平台

（3）新闻网站

（4）論壇

（5）自媒體

（6）來源不明

（7）其他
[開放性編碼] 記錄不

同於上述類型。

5

假
新
聞
佐
證
證
據

5.1

假
新
聞
佐
證
證
據
類
別

（1）照片／圖示

／影片
參考來源：

王志堅與駱

少康（2002）

與羅文伶、邱

銘心（2015）

（2）專家／專門

團體說法／研究

報告說法

使用權威人士或研究

報告的話語作為佐證。

（3）專有名詞
利用行業專有詞彙增

加文本可信度。

（4）親友/本人/
其他人親身經驗

提高文本的親近性，增

強說服力。

（5）聯絡方式／

查證管道

是否使用科學佐證

（1）是否述及某

些科學研究

參考來源：

Marcon, A.
R., Murdoch,
B., &
Caulfield, T.
（2017）

（2）是否有提供

期刊名稱

（3）是否有提到

科學效果

（4）標題是否能

引起恐慌、不信

任或懷疑

（5）內文是否引

起恐慌、不信任

或懷疑情緒

（6）其他
[開放性編碼] 記錄不

同於上述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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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新聞表現方式編碼項目說明

觀察項目 編碼項目 說明 觀察項目參考來源

1

、
假
新
聞
訊
息
結
構

1

、1

假
新
聞
訊
息
結
構
類

（1）標題使用

誇大或聳動的

詞語

能引起恐慌、不信

任或懷疑。

參考來源：

林筱芸（2013）；羅

文伶、邱銘心（2015）。

（2）內文遣詞

使用誇大或聳

動的詞語

是否使用引起恐

慌、不信任或懷疑

情緒。

（3）假新聞內

容堆砌訊息來

源話語，或段落

間無邏輯關係。

訊息段落間無明顯

關係，或者邏輯。

（4）其他

[開放性編碼] 記錄

不同於上述類型或

未辨明何種陳述方

式

2

、
假
新
聞
陳
述
方
式

2

、2

假
新
聞
陳
述
方
式
類
別

（1）叙事型

敘事以事件為主、

時間為序，描述以

場景為主，概括性

強。

（2）推論型

推論性陳述,就是在

一切都未定的情況

下,作出結論。

（3）假新聞報

導型

以真實新聞為幌子

傳播的虛假資訊通

常是通過新聞媒體

或互聯網傳播的。

（4）清單型

成列清單對原因、

影響、效果等因素

進行評價。

（5）其他

[開放性編碼] 記錄

不同於上述類型或

未辨明何種陳述方

式

3.

假
新
聞
主
張

3.1

假
新
聞
主
張
類

別 （1）注意、警

惕

以提示性方式要求

受眾遵循。

根據羅文伶、邱銘心

（2015）。

（2）求助
向特定目標或公眾

尋求幫助。

（3）建議採取

行動

建議受眾採取文本

中的意見並實踐

（4）分享新知 為受眾提供新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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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訊息，，主要以

「精英 /權威 /官方

人士」為主要訊息

源

（5）抵制

不讓「消極或錯誤」

的事物侵入或發生

作用。

（6）國族主義

以自我民族的利益

為基礎而進行的思

想或運動。

為本研究新增之分析

要素

（7）種族仇恨

對除本身所屬的人

種外的人種，採取

一種蔑視、討厭及

排斥的態度，並且

在言論行為上表現

出來。

為本研究新增之分析

要素

（8）其他

[開放性編碼] 記錄

不同於上述類型之

內容。

4.

假
新
聞
類
別

（1）謠言

訊息來源於個人或

是民間團體，真實

性含糊不清或從未

得到證實的資訊，

不一定是錯誤的，

也可能為真。

參考來源：
Meel& Vishwakarma
（ 2019 ） ；

Zannettou.,et al
（2019）

（2）偏見或單

向立場

指的是極端單方面

或有偏見的故事。

（3）誤傳

粗心大意或認知偏

見而無意中流傳的

資訊。

（4）不實資訊

故意散佈的欺騙性

資訊，基於某些已

有資訊進行修改。

（5）點擊誘餌

故意使用誤導性標

題來鼓勵訪問者點

擊特定網頁。

（6）惡作劇

錯誤的故事，特別

是通過玩笑，惡作

劇，幽默或惡意的

欺騙手段，偽裝成

真相。

（7）諷刺/模仿
文章主要包含幽默

和諷刺意味。

（8）垃圾評論 對產品和服務的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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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或有偏見的評論

或評論。

（9）宣傳

根據旨在促進特定

觀點或政治議程的

預定策略，在目標

社區中傳播不公正

的偏見和欺騙性資

訊，是捏造新聞的

一個例子。

（10）陰謀論

在沒有證據的情況

下，有權勢的行動

者援引陰謀來解釋

某種情況，通常出

於動機或政治動

機，完全基於偏見。

（11）捏造

完全虛構的故事與

真實事實完全脫

節。

（12）假新聞

以真實新聞為幌子

傳播的虛假資訊通

常是通過新聞媒體

或互聯網傳播的。

（13）脈絡錯誤

的內容

文章的內容脈絡存

在歧義或是明顯錯

誤。

（14）其他
不同於上述類型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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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事實查核文本編碼表

觀察項目 編碼項目 說明
觀察項目參

考來源

1

、
查
核
平
台
訊
息
來
源

1.1

查
核
平
台
訊
息
來
源
類
別

（1）科研機構或

科研人員、專家

包括科學、醫療與衛生

領域的專家。

吳世文等，

（2019）；

鄭 宇 君

（1998）；

陳 雅 賽

（2020）

（2）事實查證平

臺

（3）查核人員
事實查核記者與查核

工作人員。

（4）官方與衛生

機構

政府/衛生部發佈權威

文件、政府發言人等。

（5）民間組織或

其人員（包括民眾

調查）

民間團體、非營利組織

獲利數與這些團體的

代表。

（6）醫學科普平

臺

醫療衛生訊息的權威

平台。

（7）媒體/期刊
包括期刊、研究報告或

以媒體作為訊息來源。

（8）其他
[開放性編碼] 記錄不

同於上述類型。

2

、
查
證
結
果

2.1
查
證
結
果

（1）謠言
没有事实存在而捏造

的訊息。

騰訊較真平

台查核標準

（2）偽科學

已經被實踐（包括科學

實驗）證偽、但仍然當

做科學予以宣傳推廣

的理論假說或假設。

（3）假新聞 虛構的新聞文本。

（4）偽常識 違背日常共識的訊息。

（5）尚無定論
目前無法確定訊息的

類別與真實性。

（6）有失實
部分文本不符合真實

情況。

（7）分情況
不同脈絡下，訊息觀點

所表達的真實性不同。

（8）存在爭議

目前學界或是醫學界

等，對訊息觀點無法達

成共識。

（9）確有此事 此情況確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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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檔三：半結構式採訪提綱

——傳統媒體記者（電視與報紙）：

1、在選擇新聞線索與發佈新聞時，行業內記者需要遵循的準則有哪些？

2、關於是否有事實查核的流程與操作方法？

3、在採訪前對新聞線索的蒐集渠道有哪些？

4、對於具有新聞價值的線索是如何進行查核確定其真實性？

5、新聞線索中的圖像與影像如何驗證與使用？

6、如何處理與發佈商業（或有其他動機）性質的訊息？對於可能導致受眾可能

無法完全辨特殊性質的新聞（例如商業性廣告）內容是否提前有預案？請問可以

舉例說明嗎？

7、社群媒體為傳統採編帶來了哪些優勢與弊端？（多元渠道為傳統訊息蒐集與

查核帶來了什麼挑戰）請問可以舉例說明嗎？

——新媒體記者（微信、微博平台）：

1、在選擇新聞線索與發佈新聞時，行業內的準則有哪些？有哪些是明令禁止

的？

2、關於是否有事實查核的流程與操作方法？

3、在微信、微博平台轉載或是發佈訊息前，訊息來源分別有哪些？

4、如何查核網路訊息來源？是使用大 V 或者是官方媒體/權威媒體還是自己進

行驗證？

5、如何查核網路新聞訊息的可信度？

6、查核新聞的主題/議题如何選擇？

7、是否有協同闢謠/查核組織（如：合作的機構與政府單位）？彼此間如何合作？

8、是否使用查核或者驗證工具？有哪些？

9、在微信、微博平台發佈的內容與一般新聞書寫方式有何不同？

10、不同主題的查核文本間在書寫上是否有差異？差異為何？

11、發佈的查核內容的貼文內容與一般新聞內容有何不同？

12、在查核文本書寫时，如何選擇書寫方式與排版方式？

13、如何尋找證據去支撑查核内容？

14、通常什麼樣的訊息會会較容易/高頻率被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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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何處理與發佈商業（或有其他動機）性質的訊息？對於可能導致受眾可能

無法完全辨特殊性質的新聞（例如商業性廣告）內容是否提前有預案？會如何考

慮發布時機和方式？有沒有內部的準則？請問可以舉例說明嗎？

16、目前，在事實查核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第三節 研究目的
	第四節、研究問題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假新聞是甚麼？
	一、假新聞發展與基本定義
	（一）、假新聞的定義
	（二）、中國大陸假新聞研究

	二、假新聞的類型


	表2-1：錯誤訊息矩陣
	表2-2：錯誤資訊分類
	第二節 假新聞與健康傳播
	一、健康傳播的發展與定義
	二、媒介上的健康傳播
	三、突發公共事件中社群媒體上的健康傳播與假新聞

	第三節 事實查核
	一、事實查核的定義


	圖2-1：事實查核與驗證的區別
	二、事實查核的發展
	（一）、西方事實查核現狀


	圖2-2：全球事實查核機構數量
	（二）、事實查核的困境
	三、中國大陸事實查核
	（一）、大陸事實查核現狀


	圖2-3：中國大陸網路闢謠過程概略圖
	（二）、騰訊較真平台

	圖2-4：謠言篩選步驟圖
	圖2-5：騰訊較真事實查核平台闢謠流程圖
	四、事實查核與COVID-19
	（一）、事實查核方法
	（二）、事實查核文本可信度
	（三）、COVID-19假新聞查核研究


	第叁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一節 内容分析法與樣本選擇
	一、內容分析法
	二、研究對象
	三、取樣時間
	四、分析框架
	（一）、內容特徵
	（二）、表現方式
	（三）、事實查核文本編碼

	五、前測信度檢驗與資料分析


	表3-1：假新聞與查核文本項目內容分析編碼員前測信度表
	第二節 半結構式訪談與理論框架
	一、半結構式訪談法
	二、半結構式訪談理論框架
	三、半結構式訪談要求


	表3-2：半結構式訪談编碼框架表
	四、資料分析方式

	表3-3研究問題與分析策略表
	第肆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假新聞特徵與表現方式
	一、查核文本總體數量情況


	圖4-1：查核文本數量分佈趨勢表（N=652）
	二、假新聞時間與主題分析

	表4-1：假新聞時間與主題數量分布與比例
	三、假新聞陳述方式

	表4-2 假新聞陳述方式百分比
	四、假新聞內容特徵
	（一）所述對象


	圖4-2：假新聞所述對象百分比
	（二）假新聞所述時間與地點

	表4-3：假新聞所述時間與地點百分比
	（三）假新聞佐證

	表4-4：假新聞佐證類型百分比
	表4-5：科學佐證個數百分比
	（四）假新聞主張類別

	圖4-3：假新聞主張類別
	（五）假新聞訊息來源

	                   表4-6：假新聞所述訊息來源百分比
	表4-7：假新聞訊息來源與主題
	（六）假新聞出處類別

	表4-8：假新聞出處類別
	五、查核文本與假新聞分類

	圖4-4：查核平台查證結果（N=652）
	表4-9：虛假訊息類別百分比（N=520）
	六、假新聞特徵與小結
	第二節 查核文本結構
	一、事實查核訊息來源


	表4-10：查核文本訊息來源
	表4-11：查核文本訊息來源與查核主題
	二、事實查核文本結構

	表4-12：騰訊較真查核文本結構
	第三節 事實查核訪談數據蒐集與分析
	一、訪談數據蒐集


	表4-13：受訪者編碼表
	二、個人層面
	三、常規層面
	（一）、訊息蒐集
	（二）、訊息加工
	（三）、訊息分發

	四、組織層面
	五、查核人員訪談小結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新冠肺炎時期假新聞文本特徵與防範措施建議
	二、新冠肺炎時期事實查核流程與限制


	圖5-1：中國大陸查核記者事實查核流程圖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二、研究建議
	（一）、學術研究層面
	（二）、媒體實務層面



	參考文獻：
	附檔一：新冠肺炎大事記
	附檔二：新冠肺炎時期假新聞內容分析項目說明
	附檔三：半結構式採訪提綱

